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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杨小凯教授是经济学大家。他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老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做出了开创性学术贡献。他生前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中英文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学术价值独特，但现在大多数著作或已售罄，或分散在不同出版社，给读者阅读带来不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这些著作汇聚成一套学术文库出版，方便读者了解其学术思想。这套文库包括9本专著和教程，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体系。其中，《基于专业化递增报酬的分工理论》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译本，系首次正式出版。《经济控制论初步》《数理经济学基础》《经济控制理论》这三本著作，则是他早年在国内时的著作。为反映其学术思想发展轨迹，一并收入文库。

杨小凯教授著作既有新颖深刻的学术思想，读来又十分有趣。这些专著中的学术思想，大都是以规范的学术写作方式呈现。文库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对编辑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书中部分数学模型出现的包括输入打印在内的错误一定难免，这些需要认真推演其模型才会发现，希望读者海涵。

相信这套学术文库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繁荣有积极意义。

编者

二〇一八年四月


序

很多人相信，中国或华裔经济学家要在经济学前沿创立新分支或学派应该还为时太早，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却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前沿新学派。这个学派不但已在国际匿名审稿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而且已有了完整的文献综述（见Yang和Ng，1998），此学派的两本教科书的英文版本也已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可喜的是，此学派教科书的中文版本（杨小凯，1998）先于英文版3年出版，而且在中国的学生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可以说是使中国经济学者和学生比外国人更快地接触到系统的新学派教材。

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已有一二十篇，其中大部分也已在国际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而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也不断增加。

我们已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组织了3次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国际会议，创办了专门的匿名审稿期刊，组建专门的国际互联网教学通信网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会。

我于1999年底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讲座系列，在密集的讲座中，同学们反应非常热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也正式邀请我帮助他们培训硕士、博士学生。

正如一名匿名审稿人所言，“杨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见美国学术出版社组织的匿名审稿报告）。

这个前沿专题与中国的关系有如下几个有趣的特点。第一个是中国文字的特点使中国人特别长于组合数学的思想方法，而超边际分析的特点正好是非连续的组合数学思想方式。第二个是此专题中的不少思想虽然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存在，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实质问题是几乎同时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两个不同的大陆提出来的。而最重要的理论课题是由一群中国来的经济学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解决的。

就我自己而言，这个学派的基本想法是我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坐牢时萌芽的。我当时只能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仔细阅读的结果产生了对价值论的一些新想法，也非常喜欢马克思对分工的描述，于是企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价值论，并将分工问题糅合进价值理论。我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自以为是发现了新价值理论。

后来我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边际分析，拜倒在其精巧的数学结构面前。我发现自己想出的“欲望”概念100年前就已被用效用概念数学化。以此为基础的Gossen第二定理也早在100年前发现。在普林斯顿做博士资格课程时，我开始系统地将原来的想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比较下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少东西比我自己想出来的价值理论高超得多。但是我也发觉，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分析却不如我自己计算出的一些模型。我花了不少时间与同学、老师讨论，以后又与我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同事和学生讨论，终于厘清我的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终于形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文献。

回顾这一过程，我觉得，我坐牢的经历使我思想上既不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又不受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束缚，是这个新学派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可以得到比在其他地方更快的传播，因为该学派的创始人群中，毕竟中国人和华裔占了多数。我们同国内相关大学有一些安排，在中国训练博士、硕士学生。如果有愿意做新兴古典经济学题目的同学，请与我们联络，并从网上了解该学派的最新发展。这本书是第一本没有数学演算，只用图示和直观的语言，系统地介绍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书。希望它能使一般中国读者了解这一新学派核心文献中的主要思想。

杨小凯

2003年元月11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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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

1.1 什么是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典型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但是，这种新古典式的定义，同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并尤其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市场的功能则局限在决定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上。新古典的这种定义，丢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因此，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定义，使之能同时涵盖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的思想。

在给出新的经济学定义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些经济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民盖房通常是多年前就开始自己积攒材料。材料备齐后则找一群亲朋好友一齐动手。同一个木工，肯定是既做门窗，又做梁檩，还顺便给主人做几把椅子，而砌墙、装修等也多是由同一批泥瓦工完成。木工、泥瓦工、装修等也多是“全能型”工种，绝不会有很复杂的内部分工。盖房用的工具，也大都十分原始，极少会用上自动钉钉子的气动装备，最多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电锯而已。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农民是如何盖房的。通常，他们会将盖房的活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各种费用统一与建筑商结付。建筑商揽到这笔盖房业务后，先找专业公司设计好图纸，然后去找分包商，比如，专门处理地基的公司、专门砌墙的公司、专门做木工活的公司，每一类业务又都有众多相应的专业公司提供服务。仅就木工活而言，就包括5类：屋顶的梁檩是一个专业做大批梁檩标准件的分包商；做厨房的木柜及台桌又是另一个专业木工分包商；做楼梯也是一个专业公司；而室内的门窗、地板、墙脚又是一个专业公司负责；支撑房子的木架结构又是另一个专业公司。而且，每个专业分包公司都从其他专业公司购买很多材料和工装设备，专业工人用的工具，则五花八门，让人叫不上名字。这其间，建筑商除了将盖房的各项业务分解后转包给其他专业公司外，可能什么也不需再多做。

中国农民马上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请这么多的专业公司，费用一定十分昂贵。事实远不是这样。算起盖房的成本来，同样质量的房子，美国农民房子的造价往往比中国农民的还便宜。中国农民就很奇怪，我千方百计地省钱，尽量不花“冤枉钱”到市场上购买材料，为什么同样质量的房子反倒比美国农民房子的造价还高？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比如做梁檩，中国木工用的是原始的工具，除了电锯外基本上都是完全手工制作，而美国的专业分包商却专做大批梁檩，用的是很复杂的加工机床，一个工人一天做的梁檩，甚至相当于中国木工几个月的量。不用比较，谁的成本大、谁的成本小，已是一清二楚。

中国农民一定还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美国农民不去自己联系专业公司，而要将钱给这家“皮包公司”的建筑商去赚呢？当然，这个美国农民不是不可以自己去联系各个专业公司，但有两个原因使他宁愿将盖房的活全部承包给一家建筑商。第一，这个农民有自己专门的工作，或许，他一个人要负责耕种上百亩的农场，如果放弃手中的工作去亲自联系众多的专业公司，他的损失将会很大，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第二，他对这些专业公司根本就不熟悉，如果要自己去联系专业公司，他就得先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建房的各种材料和造价，然后再去调查和比较每家专业公司的情况，最后确定和哪些专业公司签订合同。在这些专业公司替他盖房的过程中，他还得去监督每一项业务的质量，简直不胜其烦。并且，在他花费大量精力掌握了各种“盖房要诀”后，他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盖第二栋房子，这些知识也就白白浪费。所以，他宁愿将不熟悉的盖房业务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他自己则去专心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家建筑商的生存之道就是专门从像他这样的人手中承揽盖房业务，然后将其转包给其他专业商。因为专于此道，这种工作对建筑商来说就十分轻车熟路，也许对于那位美国农民来说十分困难的事情，建筑商只须几个电话就可以全部解决。

在上面的例子中，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盖房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但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分工也概莫能外。分工越发达，则交易成本就越高。比如，无论是由那位美国农民还是由建筑商去同众多的专业公司签订合同，都涉及大量的交易费用，而中国农民自给自足盖房涉及的交易费用则很小。也就是说，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带来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又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类似这种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两难冲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而这也正是经济学存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两难的冲突，经济学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又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中，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经济活动中的“两难矛盾”有两类，一类是新古典的两难矛盾，即在给定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的条件下，各种产品之间的生产或消费存在着两难冲突。比如，数量一定的资源，如果多生产食物，就得少生产衣服。另一类情况是古典的两难矛盾，即资源稀缺程度本身不是固定的，比如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因而减少稀缺程度，但正如上面的例子显示的，这却无疑会增加交易费用。前一类两难矛盾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研究的重点；后一类两难冲突是一个组织结构问题，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研究的重点。

但是，无论哪一类两难矛盾，都需要人们去权衡折中，以选择最佳的折中点，这就是经济学中研究的决策问题。看起来，个人选择何种决策只是单纯个人的事情，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决策往往又交互影响和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全社会的后果。当然，这种个人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有一些更高层次的两难冲突。比如，买者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而卖者则希望价格越高越好。所以，在非人格的市场上，价格的决定也会有两难冲突。市场上自利行为的互动也会取得某种折中，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供求均衡。这里要特别提到“自利行为”，因为它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假定。显然，自利行为同自私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一种自私行为往往会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利行为则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做出的谋求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决策行为。如果当事人因为行善而获得一种满足，增加一份效用，则自利行为可能是一种为他人谋利的无私行为。发生在市场上的各个决策主体交互作用的两难冲突，比单纯个人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要复杂得多。

经济学同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之间的差别与两难冲突的两个层次有关。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经济学则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通过这种两难冲突的折中，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有一个关于灯泡坏了的流行笑话，说的就是这种相互决策的两难冲突的折中。为了让宿舍重见光明，管理系的学生提出了各种购买灯泡的方案，物理系的学生提出了几种修理灯泡的意见，而经济系的学生则告诉大家，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灯泡修好。其实，经济学上“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家什么都不做，就谈不上交互作用，“看不见的手”也就无从发挥作用。一个好的经济系学生会做如下分析，如果有些人要买质量好、用得久的灯泡而不管它有多贵，而另一些人要买便宜的灯泡，而买灯泡的钱又需要大家共同来分摊，他们的意见就会交互作用，达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经济学家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正是指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折中的结果。这个结果既不是管理系学生只顾个体的决策，也不是物理系学生只见物不见人的建议，而是每个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


1.2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在给出了经济学的定义后，我们接着要了解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研究经济系统时，先要把这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然后将这些子系统组织成一个分析框架。组织分析框架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不同分析框架对经济分析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无论经济学家选择何种分析框架，一般都是将经济分析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或用对策论（或称博弈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对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做出反应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人的自利行为。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如果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考虑时间因素，则分别会有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

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及什么是应该的这类与价值判断有关的问题，而只问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在这个分析过程中，经济学家一般用所谓思想试验的方法。他们对人的欲求等看不见的因素做一些假定，然后用严格的数学逻辑将这些假定与看得见的人的行为（如购买量）或现象（如价格）联系起来，证明某种关于看不见的人的行为的假定为真时，则某种相应的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这种思想试验的方法就是制造“假说”或理论的过程。假说（理论）一般要用能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来证明其真伪，而有些假说（理论）是既无法证明其真也无法证明其伪的，有些假说则可能被证伪或证实。

用经验数据证明假说（理论）真伪的工作就叫做经验研究，它一般属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一个假说（理论）包括3个组成部分，即假定和结论、从假定到结论的逻辑以及分析框架。对被经验研究证伪的理论而言，只要其中假定与结论之间的数学逻辑严格而无懈可击，则这条逻辑链条就不会被推翻。因此，当一个假说（理论）被证伪时，我们就可以将逻辑不真的假定排除，集中考虑假定和分析框架的问题。所以说，数学的严格逻辑结构对思想试验非常重要，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虽不能保证分析框架一定正确，但使理论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大大加速知识的积累过程，这也正是人们预言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很快就将超过物理学的重要原因。

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第三个层次所分析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分析这种后果是否对全社会有利。

今天，传统经济学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挑战，经济学正处于剧变之中，但迄今为止，对这四层次分析方法还不存在严重挑战。一些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应将不确定性和信息问题放到经济环境的描述中去。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层次所描述的制度环境（游戏规则）不应该只有完全竞争、私有财产，应该考虑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制度环境。甚至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应该作为内生变量，不但在第一个层次中出现，而且还会作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均衡）在第三个层次中出现。这就是所谓对游戏规则（制度）自发演进的研究。

非线性演进经济学对经济分析四层次法中的均衡和最优化概念提出了挑战（Nelson，1995；Conlisk，1996）。他们强调有限理性和计算成本，认为第二个层次的决策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将某个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在考虑到计算最优决策的成本时，人们可能会采取模仿、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决策。但是，这一挑战同样可以纳入上述四层次分析结构中，只不过意味着，在考虑到一些复杂的约束条件时，如信息不全和计算成本很高，最优决策方法也会多样化而已。奥地利学派和非线性演进经济学家（Kirzner，1997）提出的非均衡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已被近年发展起来的序贯均衡和动态对策论模型吸收。这些模型显示，人们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也会产生一些商品的均衡短缺，即需求不等于供给（Qian，1994）。同时，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发现的概念，也可以被新兴古典框架下的四层次分析结构吸收。我们建立的基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很多有趣的经济现象都可以自发地产生和演进，比如，通过自发的社会试验能得到关于社会组织演进的信息。

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是用数学组织起来的。数学所以能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严格的数学语言能显著提高对经济问题争论的效率，争论的双方都能找到分歧之所在。而在数学广泛应用之前，争论的双方往往对一些概念的定义不严格，因此同一个概念可做不同解释，使得争论双方搞不清楚分歧的实质。第二个原因同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条件有关。由于经济学中大量应用数学，使得一代一代的老师可以出答案惟一的试题，学生可以完全重复老师的推理，因而便于主流学派的形成。正是由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共享一个主流经济学，不仅促进了不同专业领域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而且使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分工，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在对待经济学数学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崇拜数学化而对非数学化的东西一概排斥；另一种倾向则是完全忽视数学的应用，认为数学不过是经济学家故弄玄虚和装点门面的工具。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1.3 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起来。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分工对于经济增长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大谈分工。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说明分工和专业化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惊人效果。

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贫穷，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万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

为什么分工能如此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借用了法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认为分工有3大好处。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想像的大得多。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也起因于分工，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在对分工的经济学意义做了系统研究之后，斯密提出了如下一些假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大小由运输的效率决定”；“资本是在各间接生产部门发展分工的工具”。他还提出了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尽管没有使用此词）。此观点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好处甚至可以在天生相同的人之间出现。他将工业与农业中生产率差别的原因归结为，工业中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而农业中分工的协调费用高于好处。因此，农业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不是因为人们偏好或收入、生产条件的外生变化，而是由于工业中的分工比农业发展得快，所以农业必须靠从工业进口机器来间接进口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斯密认为，分工能够通过市场来协调，因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强调“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每个人在主观上都为实现自己利益而不是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但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却能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一种和谐的效果，每个人为自己谋利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别人谋利，就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魔手牵引着。斯密进而得出结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量可以出卖……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富裕起来。”

在斯密之前，柏拉图早在公元前380年就论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Plato，380BC，p.120-126）。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90，p.260-261）在17世纪末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运输不同的货物。斯密之后，又有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着重研究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外生比较优势源自人们做决策之前的天生差异。雷（Rae，1834，p.164-165，352-357）指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增加工具的利用率。黑格尔（Hegel，1821，p.129）和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835，p.170-174）指出，分工和专业化使每个专业操作简化，因而机器得以应用和发明。后者还指出，分工可以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67，vol.1，p.368）仔细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阿马萨·沃克（Amass Wallker，1874，p.39）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中的分工，指出分工对新工具和新技术发明的作用。他认为，分工产生的协调费用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分析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及其代价，从未使用过规模经济的概念。规模经济的概念，正如我们后面要谈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回避角点解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差别，对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不幸的是，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的概念却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重视。斯蒂格勒说（1976，p.1209-1210），“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鸿篇巨制开篇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怎么竟被视为一种失败？他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代经济学家霍撒克（Houthakker，1956，p.18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此论意味着，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不是经济学研究众多分支中的一个。相反，它是涉及所有经济学分支的经济学之核心。尽管作为古典经济学灵魂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是经济学真正的核心问题，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1.4 新古典经济学

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关注的是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但是，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后一部分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进行数学处理时非常得心应手。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之后经济学的主流。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而宏观经济学部分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决策的分析，以及市场协调分工的职能，在主流经济学里就彻底地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我们用图1-1来描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中图1-1a中的圆圈1和2代表两个纯消费者，他们只消费不生产；圆圈x和y分别代表两个生产商品x和y的厂商。实线代表厂商生产的产品流向，虚线代表消费者卖给厂商的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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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有如下特点：第一，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消费者和生产者是绝对分离的，纯消费者自己不生产，所有消费品都从市场上购买。因此，市场和企业的存在是预先假定的。这就是说，人们在决策前，就生活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里。在这种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为基础的经济系统里，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以角点解为基础的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不能被分析，而供求也与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无关。第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水平只与厂商的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第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分析是以边际分析为基础。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只能是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意味着最优决策中某个变量取尽可能最大或尽可能最小的值。所谓内点解，则意味着最优决策中所有变量都处于其可能的最小和最大值之间。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证明，所有的内点解都不可能是最优解，最优解只会是角点解。

新古典经济学讲述的是这样一些故事。首先，看消费者1或2如何进行最优决策。每个消费者在给定预算约束下将效用最大化。他面临的两难冲突是，不同商品的消费量因预算约束而不能同时增加，而不同商品在创造效用上有替代性，所以代表自利行为的最优决策是折中这种两难冲突，以找到效用最大的消费组合。与之相应的最优解就给出商品的需求函数和要素的供给函数。比如，消费者1有100元钱，那么100元就是他的预算约束，他最多只能消费100元的商品或服务。只要不超出100元，他就可以在食物和衣服（或其他商品）之间选择他认为最满意的任意商品组合。其次，看厂商x或y如何进行最优决策。厂商面临着两类两难冲突。一类是如何决定投入的最优组合。由于各种要素之间在创造同样利润或产出时有替代性，所以要在这替代性之间权衡折中找到最优投入组合。二类是如何决定产出的最佳比例。在给定资源约束时，各种产出不能同时增加，增加一种产出就要减少另外一种产出。对这种两难冲突的权衡折中，就会产生一个最优的相对产出比例。而代表厂商自利行为的产品供给函数和对要素的需求函数，就是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最后，看纯消费者1和2的决策与厂商x和y的最优决策在市场上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这种交互行为仍然是一种两难冲突。消费者在商品价格上升或当要素价格下降时，会减少对商品的购买量或要素的供给。而厂商的自利行为却正好相反，商品涨价就多卖商品，要素价格上升就少买要素少卖有关商品。这种厉害冲突经市场权衡折中后，就会决定全社会各种产品的生产、消费比例，以及各种资源在生产各种产品中的相对运用数量，这就是所谓资源配置问题。

现代大多数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采用的都是马歇尔新古典分析框架中的上述标准假定。这些假定，特别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的假定，给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都无从解释。在标准的教科书里，我们被告知，没有企业，纯消费者就无法生存，所以企业是事先给定的，我们不知道企业从何而来。纯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分工”也是给定的，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怎样从自给自足的社会演进而来。

第二个后果是，一旦有了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则专业化经济概念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教科书中不再使用专业化经济这个概念，而用规模经济的概念。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所以，专业化经济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假如消费者1将所有劳动都卖给企业x，消费者2将其所有劳动都卖给企业y，且假定只有劳动一种投入，这时企业x和企业y的投入规模都是一单位劳动。若每个消费者各将其一半劳动卖给每个企业，则每个企业的投入规模仍是一单位的劳动。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生产率与企业规模有关。那么，按照这一假定，上述两种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生产结构，因为各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同，生产效率也应该相同。换言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对经济效率并无影响。因此，同专业化和分工有关的交易次数及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市场化程度这些所谓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都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因此，所有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都用图1-1b来描述一个经济系统。在这类图中，交易次数等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都已被略去。

第三个后果是，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建立的理论框架下，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及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对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致命弱点十分清楚。因此，他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格（Allyn Young，1928）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概念不但没有澄清误解，反造成了更多的模糊概念和误解。1928年他就曾指出，只有以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为核心来分析需求和供给，才是经济学的正道。他的那篇名为《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的著名论文，代表了研究分工问题的最高成就，也是被当代分工问题文献引用最多的文章。他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杨格指出，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规模经济的概念，都是对分工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在他看来，规模经济的概念尽管抓住了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但却忽略了分工经济最本质的东西。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

杨格用3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所有这3个概念当然不同于规模的概念。杨格声称，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后人称为杨格定理的命题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第二，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的演进所制约；第三，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力决定，但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就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更为不幸的是，杨格英年早逝，他的关于分工的宏论也就失去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机会。


1.5 新兴古典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也终于露出了复兴的曙光。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Yang）、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了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他们发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他们以超边际分析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可以将很多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还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

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运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它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但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身躯更年轻。新兴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去掉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绝对分离的假定，抛弃规模经济而改用专业化经济的概念，并考虑各种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意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很多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如经济发展、贸易、经济制度、宏观经济等现象，都能共享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经济学也不再有人为的宏观与微观的割裂。

我们用图1-2来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我们根据分工的程度，将经济分为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3种类型，分别用图1-2a，1-2b，1-2c来表示。在图1-2a中，每个人自给自足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4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缺乏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我们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图1-2a中的自给自足状态中每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b中的局部分工状态中，每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化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2c则是一种完全分工状态，每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分工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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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特点



那么，经济体系何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分工状态？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自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

如果将图1-2和上节的图1-1相比较就会发现，新古典和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之间有几个根本差别。第一，新兴古典框架用专业化经济，而新古典框架则用规模经济的概念表征生产条件。第二，新兴古典框架中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却以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为基础。第三，新兴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对组织的拓扑性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新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则没有这种意义。第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而内点解绝不可能是最优解。相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最优解可能是内点解，而角点解只不过是一种例外。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每个人必须做出两种类型的决策：第一步，每个人必须首先选择一种职业和专业化水平，这涉及一个人从事多少经济活动，这是做与不做的决策。这种类型的决策总是和角点解联系在一起（有些活动是零水平），而处理内点解的边际分析，对这种类型的决策显得无能为力。第二步，一个人如何在他选定的经济活动中分配他有限的资源。这种类型的决策涉及角点解或内点解的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则结合了这两种类型的决策分析。我们在下一章将运用人们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例子，说明超边际分析的方法。

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都从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导出需求函数，其中不涉及选择生产的专业化模式问题。但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不是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析人们的专业化决策入手，导出需求和供给函数，从而使需求供给分析不但包括资源分配问题，也包含经济组织问题。这里的经济组织与个人专业化方向和程度有关，与社会的分工模式、市场的发育程度、厂商的出现与发展、货币的出现与发展、新产品的出现和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交易的分层结构、景气循环模式等问题有关。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特点归纳如下：第一，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这一假定意味着，代表自利行为的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这也意味着厂商不是预先给定的角色，只有消费者—生产者个人是预先给定的角色，而他们在什么条件下组织厂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是内生地解释的。第二，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不同于规模经济，它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的大小有关，而不是厂商规模扩大的经济效果。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它同人与人之间依赖程度加大后生产力改进的潜力有关，所以是一种社会网络效果，而不是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这个假定与交易费用假定及每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假定相结合，就会产生专业化经济与减少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种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的分工水平，而需求和供给则由分工水平来解释。第三，新兴古典的分析框架中，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基于角点解，而以内点解为基础的边际分析则不适用。我们采用一种所谓超边际分析，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比较总效益费用。也就是说，我们使用非线性规划而不是古典数学规划。所以，对每个角点的边际分析，解决给定分工结构时的资源分配问题，它决定总需求给定时对不同产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的结构；而角点之间的总效益费用分析，则决定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经济组织结构），而所有人的这类决策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市场容量及总量需求。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核心，其分析框架受到了很大限制，解释力大大降低。如，由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对种种宏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创立了专门分析所谓宏观经济现象的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从此划分为宏、微观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战后，各国普遍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这方面却显得束手无策。于是，在宏、微观经济学之外，又发展出了一套与微观经济学互相独立的发展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的出现，不能解释交易费用的意义、财产权的意义，所以又发展出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

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经济学只应有一个框架，所谓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总量需求的变化（宏观经济现象）等等，不过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侧面。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都可以整合成一个新的主流学派。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不再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不再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增长理论及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有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选择这类决策后，他们再做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前类决策决定市场大小和总量需求，而后类决策决定相对需求。如果选择相当高的分工水平，则他们就要决定是用企业和劳动市场来组织分工，还是用产品市场来组织分工，企业也就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和组织的决策内生决定的。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但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逐步解释市场如何由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企业如何出现、货币如何出现、失业和景气循环如何出现、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分工网络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出现、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能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等等。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非常像500年前日心说向地心说的挑战。在哥白尼日心说诞生之前，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统天下。但是，由于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与地心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天文学家不得已在地心说的框架内发展起了很多相互冲突的理论。这些理论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勉强解释某个星象，但这些理论不但彼此孤立或矛盾，而且与地心说这个核心理论相孤立或矛盾。奇怪的是，人们却从来不去怀疑地心说理论的错误框架，而是一味地发展各种分支学说对原有的学说进行修修补补。这种情形就像是当代发展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框架互相孤立或矛盾的情形。哥白尼的日心说一发表，人们就发现，在日心说框架内，所有地心说不能解释的星象都很容易解释，而那些在地心说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众多互相孤立或矛盾的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就再也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这种挑战，是对整个分析框架的挑战，而不是对个别理论的挑战，它将使整个经济学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新兴古典经济学由于具有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有的经济学家称，新兴古典经济学“为经济学重新找到了方向”，“具有原创性”，称赞新兴古典经济学教材为“一流的经济学教材”。目前，新兴古典经济学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引用频率正迅速上升，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文献已然成形。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教材也已陆续出版。按照目前这种发展势头，新兴古典经济学可望在今后20年进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


第2章 超边际分析的基本方法

2.1 什么是超边际分析

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超边际分析。对于很多人来说，超边际分析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从而会想当然地认为它一定非常复杂。事实并非如此。但凡接触过新古典经济学的人，一定熟悉边际分析的方法。超边际分析同边际分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在了解超边际分析方法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例子，以对它的基本概念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在生活中，人们通常会遇到很多在“是”与“否”之间的选择。比如：你在高中毕业时要填报志愿选择大学的专业，如果在经济学、化学、物理学3个专业中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这就意味着你在大学期间不会去听化学和物理学的课，但你会去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其他一些经济学的选修课程。我们来看看这一选择过程中涉及的超边际分析问题。

先看专业的选择。选择经济学而不选择化学、物理专业，意味着对经济学说“是”，而对化学、物理专业说“否”。用超边际分析的术语来说，专业的选择属于超边际决策，其决策值在零和正值间非连续地变化。如果将你现在的生活同高中同学的生活相比较，你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这种超边际决策不仅经常遇到，而且对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往往更为重要。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再看选修课的选择。在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后，你就要根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每门功课的重要程度，决定在每门课程上分别投入多少时间。这是你非常熟悉的新古典边际决策问题，它也是超边际分析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时间和精力是你的“成本”，而每门功课今后的作用就是你的“效用”，你会比较增加一个单位的成本会增加多少效用。当每单位成本产生的边际效用相等时，你在每门课上花的最佳时间和精力就达到最优。这种类型的决策属于边际决策，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你在决定选择经济学专业而放弃化学和物理学专业之前，一定会将经济学专业、化学专业和物理学专业做一个比较。这就要求先根据经验和个人的偏好，对每个专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边际分析，看每个专业可能产生的效用，然后比较哪个专业产生的总效用最大。如果你认为在这3个专业中，经济学专业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收入和机会，那么最优决策就是经济学专业。所以，在超边际分析的模型中，第一步是对每个专业进行边际分析，计算每个专业（角点解）的效用，第二步才是比较每个专业的总效用，选择效用最高的专业，即做出超边际决策。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这就说明，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在同超边际分析打交道，只不过你以前不这么称呼它罢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你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这就意味着经济学专业的活动水平为“正值”，而化学、物理专业的活动水平为“零值”。但在经济学专业内，无论你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上多花一点精力，还是少花一点精力，你的决策值都是“正值”。如果一个决策变量之最优值是其最大或最小值，最优决策之解就被称为角点解。因为专业的选择一般会对不从事的专业取其最小值0，这类决策常选角点解。如果所有决策变量之最优值在其最大和最小值之间，则最优决策就被称为内点解。

现在，你已经对超边际分析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何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须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种产品有3个变量：（1）自给自足量；（2）购买量；（3）销售量。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则可能的决策共有64个。例如自给但不买卖食物（自给量为正，买量和卖量为零）且买衣服（自给量和卖量为零，买量为正）。这在数学中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可能的角点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6=64。其中有一个为内点解。如果有m种产品，可能的角点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3m。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个变量，共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23×3-1，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问题就出来了：如何才能从这511个甚至更多可能的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马歇尔显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在他那个时代，处理这类问题的非线性规划还没有发现；而要研究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分工问题，又必须涉及对这些角点解进行超边际分析。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四卷第8—12章中，他对分工问题极富洞见，无奈却不能将这一问题进行数学化。最后，马歇尔就从这个问题上退却了，转而将精力集中到了边际分析。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也就从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

马歇尔人为地将社会分为消费者和厂商两个隔离的部分，每个消费者必须将他的劳动卖给厂商，并从厂商那里购买所需商品。如果没有厂商，消费者就会饿死。厂商1专门生产食物，厂商2专门生产衣服，每个厂商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最优生产量，从而构成厂商供给和需求函数。每个消费者在支出不超过收入的情况下，选择多样化的消费，使效用达到最大化，从而构成需求函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相互作用，就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均衡价格，厂商和消费者根据这个均衡价格决定生产和消费水平。马歇尔假定每个厂商的生产没有内部递增报酬且边际效用递减。这样，马歇尔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用边际分析求内点解的问题，从而也就使问题大大简化。但简化的结果却是，每个人不能选择专业化水平，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也因此而大大降低。


2.2 如何进行超边际分析

马歇尔的边际分析当然无法用来分析分工问题。正如上一章提到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处理角点解的非线性规划方法，为超边际分析方法提供了数学工具。超边际分析要对每个可能的角点解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要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从而选择最优角点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两种产品，我们就要逐一计算63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然后进行总收益—成本比较？在现实世界中，单个的决策者会根据他面临的特定限制条件来解决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但作为经济学家，如何才能解析地求解需求和供给函数？

这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理论界的难题，被杨小凯成功地解决了。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假如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人绝不会同时购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最多只卖一种商品，尽管他可以生产几种商品。我们将这称为文定理，因为文玫（1996）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文定理意味着，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要少得多。

这样，超边际分析就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是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角点解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就可产生整体最优解。下面我们详细说明如何进行这3个步骤。

第一步 如何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最优的角点解。所谓文定理，是指“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文定理的直观意义十分清楚。比如，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如果一个农民生产了5千公斤粮食，他会不会去到集市上卖掉1000公斤粮食，然后再买回1000公斤粮食呢？显然不会。因为这样做并不会增加他的效用；相反，他将粮食拖到集市上卖是要花成本的，买也是要花成本的，包括运输成本、讨价还价成本、时间的机会成本，等等，经济学上将这种非生产性成本统称为交易成本。如果买和卖同一种产品，只会降低它的效用，因此不是最优选择。再如，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如果一个农民能生产粮食，他就不会去买粮食。因为购买自己能生产的粮食产生了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如果农民生产粮食，他应该用粮食换衣服，而不是用粮食换粮食。所以，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不会是最优决策。又如，最多卖一种产品。如果一个农民同时卖粮食和衣服，是不是最优决策呢？也不是，因为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存在。如果一个农民花半年时间生产粮食卖粮食，然后又花半年时间生产衣服卖衣服，他就不如全年专业生产粮食或全年专业生产衣物（这里假定生产粮食不受季节的限制）。因为，如果全年专业生产粮食，他就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如何做衣服，而可以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提高种植粮食的技能上。这样，他的生产效率就会比非专业化地生产粮食的效率要高许多。也就是说，他如果同时生产并售卖粮食和衣物，不仅生产效率达不到最高，而且还增加了交易费用。如果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的好处，他的最优决策就是自给自足，即不卖任何东西。所以，同时卖两种或多种产品也不会是最优决策。但要注意，文定理在有资本市场或考虑到动态决策时不一定成立。例如，一个农民急需钱花，不得已只好先卖掉一部分口粮，等有了钱时再去购所需的粮食。

有了文定理，我们就可以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比如两种产品有63个可能的角点解的情况，如果用文定理进行排除，内点解永远不是最优的。我们实际上就只需考虑3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第二种模式是，专业生产粮食，用卖粮食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模式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卖衣物的钱购买粮食。也就是说，一个人进行决策时，只会选择这3种模式中的一种。

再来看看，为什么其余60种角点解和一个内点解都不符合文定理，从而不可能是最优解。内点解意味着每种产品的买卖量同时为正，这显然违反文定理。我们随机从剩下的60种可能的角点解组合中抽取几种组合，来用文定理进行验证。如，有一种组合是，一个人同时生产粮食、买粮食、卖粮食、生产衣物、买衣物、卖衣物，这显然是不符合文定理的，不会是最优决策。再看一种组合：不生产粮食、买粮食、不卖粮食、不生产衣物、买衣物、卖衣物。显然不仅不符合文定理的最优决策，甚至也不可行。不生产衣物，何以有衣物可卖？不卖衣物，哪有钱买粮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逐一对其余的角点解组合进行验证。

第二步 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最优值。根据第1章中“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我们先假定社会中存在着若干个决策前完全相同的个人（即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有一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时间约束及预算约束。假设有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且效用是他实际消费的两种产品的乘积（即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消费的粮食有两个可能的来源：要么自己生产，要么购买。如果购买粮食，则还要减去交易费用的损失。所以，交易效率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在同等的条件下，交易效率越高，效用就越大。生产函数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即，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生产效率就越高，产出也越高。新古典生产函数描述的是投入与产出的技术关系，而新兴古典的生产函数描述的则是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时间约束表示，一个人生产粮食和衣服的时间加起来不能超过工作时间，比如，一天工作的时间极限是8小时。就是说生产粮食和衣物的时间加起来不能超过8。预算约束函数表示，售卖收入等于购买支出。就是说，如果卖掉1万斤粮食得到3000元的收入，那么买衣物的支出就不能超过3000元。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满足生产函数、时间约束和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值。求解的方法并不复杂，将所有的约束条件代入效用函数，从而将有约束条件的效用最大化决策转化为求无约束最大化决策。这时候需要用到微积分求极值的方法，对无约束条件的效用函数求导，解出最大值。每一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称为局部最优解。下面我们来看如何对某人选择自给自足、专业生产粮食或专业生产衣物3种模式求局部最优解。

模式1：自给自足生产粮食和衣物。如果生产粮食的时间增加，所增粮食产生的效用也会增加，但这必然要减少生产衣物的时间，从而减少衣物的效用。这就是自给自足决策模式面临的两难冲突。如何折中这种两难冲突？只有当增加粮食生产时间带来的边际效用增加等于减少衣物生产时间带来的边际效用减少时，两难冲突才能达到最优折中。在这个模式中，因为每人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也就没有市场存在，市场需求和供给都为零。

模式2：专业生产粮食，卖粮食，买衣物。这种模式中的两难冲突与模式1不同：当卖给市场的粮食增加时，自己留下消费的粮食就减少，所增粮食产生的效用也减少；但是，粮食卖得越多，收入也就越多，能够用来购买衣物的支出也越多，所增衣物产生的效用随之增加。最优决策就是在这两难冲突中权衡，找到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折中。用来分析模式1的方法，同样适用模式2。这种最优折中的直感就是，对两难冲突进行有效率地折中，使有限资源在相互冲突的活动中进行分配，以使目标函数最大化。对这个目标函数求最大值的结果，可以解出角点供给函数、角点需求函数以及角点间接效用函数3个解析式（其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参数的大小及产品的相对价格）。

从这种两难冲突也可以看出，对衣物的需求函数是粮食供给的线性函数。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它说明需求与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当人们选择专业生产粮食时，同时就产生了对专业生产衣物的需求。所以，在考虑失业或其他供求不等问题时，不能将需求和供给割裂开来分析，而要把分工作为一个整体分析，看分工在何种情况下可能造成协调的困难。

模式3：专业生产衣物，卖衣物，买粮食。这种情况同模式2一样，结果只需将粮食和衣物相互对调。

通过分析这3种模式的间接效用函数，我们可以发现，角点间接效用函数随着所卖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增加，而随着所买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这正好符合我们日常的经验，卖粮食的农民希望粮食涨价，而希望衣物减价。卖衣物的人则希望衣物涨价，粮食减价。也正如民谚所言，“棺材铺希望死人、医生希望大家生病”，因为这都会使此类商品的价格上升，使相关专家得到的好处增加。

第三步 比较上面得出的3个局部最大值，找出其中最大的一个局部最大值，即整体最优解。在上面3种模式中，哪一种的效用最大，决策者就会选择哪一种模式。但是，在我们的模型中，角点间接效用函数、角点供给函数和角点需求函数中有3个参数，即交易效率、生产条件参数、粮食和衣物的相对价格。这3个参数的值不同，计算出的效用也不同。这种研究参数变化时决策和均衡如何反应的工作就叫比较静态分析。所谓参数，它在一定场合是变量，而在其他场合是不变常数。例如，价格在我们分析决策时是不变常数，而在我们分析决策交互作用产生均衡价格时是变量。由于比较静态分析是研究环境（包括与制度环境有关的交易效率）参数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所以它是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中因果关系的主要分析工具。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种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当实际交易效率很高时，人们就会选择专业化，因为此时专业化的好处会超过交易费用，总会存在一个相对价格使得两个专业化模式产生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模式。如果交易效率低于某一临界值，交易费用就会超过专业化的好处，因此不存在一个相对价格使得两个专业化模式产生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模式，人们就会拒绝专业化，不参加市场活动，选择自给自足。

那么，如果选择专业化，一个人究竟会选择专门生产粮食，还是会选择专门生产衣物？这就要取决于粮食和衣物的相对价格。如果粮食的相对价格高于衣物，使得选择专业生产粮食的效用高于专业生产衣物，则没人愿意专业生产衣物；反之，没人愿意专业生产粮食。但是，劳动分工只有当两种专业都有人选择时才可能发生，因为分工不但意味着专业化，而且意味着不同专业的多样化。如果大家都去生产粮食，就没有人去生产衣物，分工也就不会发生。所以，均衡的结果，只有当粮食和衣物的相对价格使得选择专业生产粮食和专业生产衣物的效用相等时，分工才会发生。当价格满足这一条件时，人们就会发觉，专门生产粮食和生产衣物两种选择的真实收入其实差不多。

当然，这种真实收入相等的条件只有在人们天生相同且不考虑时间因素时成立，下文将要提到的分工造成的整数问题也可能使天生相同的人真实收入不等。但是，真实收入相等条件比粗看起来的适用性要广泛得多。例如，西方的律师收入比一般职业要高，但律师要交很高的学费并且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拿到律师学位（一般法学院是极少提供奖学金的），加上大家知道律师收入高，都想进法学院，竞争十分激烈，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种强大的竞争压力也有很大的负效用。如果将这些时间、努力、竞争压力、高学费算进去后，律师的真实效用和其他一般性职业的真实收入也就差不多了。正所谓，“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在上面所做的超边际分析中，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是，当交易费用和生产函数参数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一般均衡、需求和供给以及间接效用函数会发生非连续性地跃变。当实际交易效率逐步提高并超过临界交易效率时，就会出现分工，市场也会从无到有。这种市场需求和供给由于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出现非连续性的跃变，就是经济组织的一种拓扑性质的变化。

第二种是传统的决策问题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在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和模式下角点解如何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如，粮食价格上升，则生产衣物的专家对粮食的需求就会下降。这种分析同新古典的基于边际分析的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类似，它意味着均衡的相对价格、商品数量和个人售卖不同商品的数量会连续地变化。为简便起见，我们将第一种称为决策的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而将第二种比较静态分析称为决策的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总而言之，资源分配、相对需求、边际分析是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的特点，而专业化水平、市场大小的确定和超边际分析则是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的特点。


2.3 角点均衡及价格负反馈机制

正如上一章“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中提及的，经济分析不仅要分析个别决策人的自利决策，还要研究众多决策人自利行为之间的冲突及其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后果，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均衡。所谓均衡是指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下，产生了个别人不得不接受或无人愿意单方面改变的结局。它虽然经常与供求相等有关，但并不限于供求相等的情形。均衡也会出现供求不等或短缺现象，还会有失业。均衡也不一定是静止不变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就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是比较各个角点解的局部最大值，从中产生整体最优解，故超边际分析包括角点均衡和全部均衡两部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概念的差别是，它的每个均衡都是基于角点解，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或称局部均衡）中的一个。每个角点均衡解决给定分工水平的资源分配问题，而全部均衡决定分工的水平和结构。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全部均衡只解决资源分配问题，不能内生分工水平，故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每个角点均衡都相当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分析也就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有高得多的解释力。

我们下面来分析市场上的自利行为和交互作用及其后果。为此，我们需要先给出关于组织结构（或市场结构）的概念。所谓组织结构，就是指角点解形成的组合。前面提到的三个决策模式，就可以组合成两个组织结构，即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一个有分工的组织结构。在第一种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中，没有市场、没有市价，人与人之间互不往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第二种是存在分工的组织结构，由众多专业生产粮食并购买衣物的人同专业生产衣物购买粮食的人构成。在这种组织结构（市场结构）下，有两个市场，一个市场买卖粮食，一个市场买卖衣物。

每个组织结构都有一个角点均衡，每个角点均衡代表一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如果有贸易品的话），以及选择相关模式的人数。这一相对价格和人数满足如下条件：每人自由择业（在各个模式之间自由选择）将效用最大化，所有人的自由择业过程，使每种贸易品的市场需求等于市场供给，而价格由自由择业和供求相等条件确定。比如，生产粮食的人看到衣服的价格很高，他就可以自由地改行去专门生产衣服。

因此，第一种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中的角点解就代表这种结构的角点均衡，这种角点解是每个人根据粮食和衣物的效用此消彼长形成的最优折中。这种均衡决定他花多少资源生产粮食，花多少资源生产衣服，以达到效用最大化。而对于第二种有分工的组织结构，一部分人选择专门生产粮食，另一部分人选择专门生产衣物，择业自由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会建立起供求相等条件，也有一个角点均衡。

在上面的模型中，如果每人喜好多样化消费和专业化生产（因为多样化消费意味着高效用，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则一个人在其他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时是无法专业化的，因为他卖不出他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也无法买到他要的其他专业产品。每个人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不但影响他自己的生产率，而且影响对其他人产品的市场，影响他人是否能专业化，从而影响他人的生产率。这被称为网络效应。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专业生产粮食，但无人选择专业生产衣物，则即使专业生产粮食会产生很高的生产率，也会由于存在协调的困难而使这分工好处无法实现，因为人不可能只吃粮食而不穿衣服。市场竞争和择业自由会使得商品的相对价格同生产它们的专业的相对人数成反比。这就建立起了一种所谓的价格负反馈机制，保证价格使各行业效用相等条件的实现。

价格负反馈机制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意味着，如果生产粮食的相对人数下降，粮食的相对价格就会上升。如果粮食的相对价格高到无人愿意专业生产衣物而都想生产粮食，则粮食的供给就会很大，对粮食的需求则没有（因为只有专业生产衣物的人才会对粮食产生需求），对衣物则有需求没有供给。这样，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而衣物的价格会上升，最后二者的相对价格会使得专业生产粮食和专业生产衣物的效用相等。因此，并不会发生所有人只专业于生产粮食而造成分工无法实现的协调困难。第二个环节意味着，如果生产粮食的相对人数上升，粮食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从而生产粮食的相对效用就会下降，生产粮食的相对人数又会下降。

这种负反馈调节会不断进行下去，直到供求相等、生产粮食和衣物的效用都相等，人们不再愿意转换行业时，市场就会达到角点均衡。在这种市场负反馈调节机制中，并不需要一个假想的瓦尔拉斯拍卖人来选择价格，整个价格机制完全是分权的而非集权的。众多的个人自由择业过程，决定了各种专业的相对人数，相对人数决定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成为人们在专业之间变换的推动力。在这千万人无意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市价就形成了。


2.4 全部均衡及其比较静态分析

新兴古典的全部均衡是各个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所谓全部均衡，是指一组贸易品相对价格和各个决策人所选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资源分配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在给定价格和选择各种模式的人数时，每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使效用达到最大化。第二，相对价格和选择各模式的人数使供求相等，也使效用在一个结构的各模式间相等。这就意味着，在同一分工结构下，他无论是选择专业种粮食或生产衣物的模式，其效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个人在角点之间的超边际分析，会使他们选择真实收入最大的模式。因此，当实际交易效率小于临界交易效率时，自给自足结构中的角点均衡是全部均衡；当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则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是全部均衡。

如果所有的人都处于分工结构中，则角点均衡会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如果实际交易效率小于临界交易效率，即分工结构中的最大效用小于自给自足结构中的最大效用，则每个人会将自给自足中的效用与分工结构中的效用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他们会马上离开分工结构。比如，如果餐馆的饭菜十分便宜，人们就会选择多上餐馆；但如果餐馆的价格十分昂贵，人们就会选择在家里自己做饭菜，分工水平就下降，从而对餐馆的市场需求也下降。因此，如果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产生的效用低于自给自足结构，则这种分工结构不可能是全部均衡。

你会问，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自给自足的结构下，而实际交易效率又大于临界交易效率，即分工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的效用，但是自给自足时却没有价格，人们如何能从自给自足转到分工结构呢？答案是，虽然自给自足时没有市价，但是却有影子价格。这个影子价格由自给自足结构中粮食和衣物的相对最优比例决定。所以，按照这种影子相对价格，每人即使不知道分工时的市价，也能计算影子价格条件下分工的效用（当然，这种影子价格并不恰好等于分工时的市价，所以还可能会有选择分工时的协调困难）。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不管在任何相对影子价格下，都会有人想试一下分工结构中的某个专业。这种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使得社会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组织创新，为社会提供各种有价值的关于分工的信息。只要有一个人选择了专业生产粮食或专业生产衣物，其余的人就都会发现，选择专业化模式比自给自足的效用要大。于是，价格和自由择业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就会开始运作，分工中的角点均衡就会达到。而只要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就没有人会再愿意回到自给自足状态。我们在第10章中将详细介绍分工如何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的故事。

你还会问，如果分工是个网络问题，则假设所有人最初都在自给自足状态，则社会选择分工必须所有人都同时跳到不同的专业去。如果有人跳，有人不跳，分工就不一定能实现。那么，分工是通过什么来协调的呢？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来协调市场网络的形成，我们怎能肯定自利行为一定会导致全社会的分工呢？我们要指出，很多证明市场失败、协调困难和市场无法有效利用网络效应的模型，都是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那些模型中，决策者天真地死守那些不是效用最大化的角点解或内点解，因此就出现了多个均衡的情况，人们在多个均衡面前束手无策，不知选哪个为好。在新兴古典框架中，我们并没有这种协调的困难，因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很容易地做出超边际决策。虽然有很多角点解，但当事人却总能根据自己面临的限制条件选择最优角点解。因此，那些假想的市场失败、协调困难、不能充分利用网络效应问题，都是因边际分析方法的局限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现实情况。

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证明：当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自给自足不可能是全部均衡。因为在任何相对价格下，都会有人愿意选择分工结构中的一个专业，而只要有一人开始这样做，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就会建立，再也没有人会愿意偏离这一角点均衡。也就是说，当实际交易效率高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一定是全部均衡。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定理：全部均衡是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同时，这一定理还产生了如下命题：当实际交易效率小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是自给自足结构中的角点均衡；当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是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

我们用图2-1来对此进行直观的说明。图2-1（a）代表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每个人同时生产粮食和衣物满足消费，不买也不卖，没有贸易发生。图2-1（b）代表分工结构，图中圆圈代表个人，x/y表示卖粮食买衣物，y/x表示卖衣物买粮食，带箭头的线条代表产品的流向。从图中不难看出，当交易效率从小于临界交易效率提高到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从自给自足跳至分工，各种经济变量会发生非连续性地跃变，粮食市场和衣物市场会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自给自足时的无专业化上升到完全专业化。所以，在自给自足时，人们在所有活动中的劳动生产率都是相同的，既没有比较优势也没有绝对优势。但在分工时，卖者的劳动生产率是1，而买者是0。这种买者和卖者之间选择不同专业后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别，就是内生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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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自给自足与劳动分工



新兴古典的全部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告诉我们，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矛盾。当交易效率低时，分工的好处被分工造成的大量交易次数之费用抵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是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而当交易效率高时，分工的好处就大于交易费用，分工就会是全部均衡。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凡是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交通运输、通讯等设施都相对发达。中国有句流行的说法，“要想富，先修路”，也正好印证了这个道理。你可以想像，一个自然条件优越但交通、信息非常闭塞的地方，其经济多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地方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改善交通、通讯状况。不然的话，就算有人投资兴建了工厂，但运输成本比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高出一大截，这个工厂肯定也无法生存下去，人们又会重新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贫困地区投资的很多扶贫项目难以成功。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与全部均衡比较静态分析之间的差别。首先，在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中，价格和专家人数都是外生参数，用来解释资源分配、专业化水平和其他决策变量；而在全部均衡比较静态分析中，相对价格和专家人数是内生决定的，由其他环境参数所解释。其次，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只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模式有关，因为一个人不能决定社会的分工水平与结构；而全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是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与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及结构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兴古典框架中，新古典的边际成本定价法则不一定成立。因为在上面的分工结构中，对于生产粮食的专家而言，生产衣物的边际成本为0，生产粮食的边际成本为无穷大。而在分工的结构中，粮食和衣物的相对价格是1，既不是0也不是无穷大。边际成本定价法则是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的一个致命缺陷，它使递增报酬与市场竞争不相容，也使递增报酬出现时市场的有效性遭到质疑。科斯（1946）就指出，运用超边际分析时，报酬递增的行业就不会以边际成本定价，而会以总成本效益分析定价。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论点。


2.5 非自由市场的超边际分析

自由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又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重要条件，一是择业自由，二是价格自由。我们来看看，如果不具备这两种条件，超边际分析的结果会是怎样。

第一种情况，有自由价格，但择业不完全自由。比如，农民进城不易得到长期户口，也不易得到住房。而银行、外贸、电信、汽车、新闻出版、医药、教育等行业，私人资本又不能自由经营。有些行业虽不限制自由进入，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鼓励私人投资的资本市场、银行业等融资渠道，私人投资实际上仍然缺乏进入的自由。这种情况意味着，进入某些行业的专家人数是能被少数人操纵的，从而这一行业的价格就会上升，行业之间效用相等的条件就无法实现，就会出现行业之间贫富不均的现象。例如，在中国，同样是国有部门，但银行、电信等垄断经营部门收入就比其他部门高得多，很多人就都想找关系进入这些特殊部门就业。因此，要放开这些部门的自由经营，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对。又如，中国电信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非国有资本无法对其形成竞争，尽管其技术和设备十分先进，但其价格却几倍甚至数十倍于美国。在面对进入WTO的问题上，国有电信部门就会积极跳出来反对。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竞争不过人家，而是因为他们的垄断利益将要被打破。但应该看到，打破垄断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市场份额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电信行业的效率，将“市场蛋糕”做大，这对国有电信也会带来长期的利益。因此，政府垄断一些行业，限制一些行业进入，但同时又放开自由定价，则有人就会从自利出发，限制本行业人数，使本部门收入不合理地上升。之所以说不合理，是因为这种操纵行业人数的行为会使有利的分工难以实现。因此，这种通过操纵一个行业人数造成的收入不均是反效率的，消除它的办法不是增加收入累进税程度，而是进行配套改革，不但要放开自由定价，而且要废止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很多行业的准入限制，使各个行业都有充分的进入自由。

第二种情况，政府允许自由择业，但人为地歪曲价格。比如，将衣物价格定在一个不合理的高水平，而将粮食价格定在一个不合理的低水平。结果必然是，所有的人都想生产衣物，而没有人愿意生产粮食，马上就会使衣物出现过剩、粮食出现短缺。此时，中央不得不指令性地计划衣物的生产量，否则供求的极度失衡会使分工无法维持。因此，如果要实行价格控制，同时就必定还要实行数量控制。现实经济往往更加复杂，假如政府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计划制定者，力图通过复杂的计算使行政价格接近市场水平，但由于比价关系十分复杂，政府实际上也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价格是市场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依靠政府的管制来定价。否则的话，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就无法达到。

第三种情况，政府既控制价格，又用计划控制各部门人数。如果政府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政府，希望通过中央的调节，使人民收入尽量平等，社会实现供求平衡，它往往会模拟市场均衡去调节各行各业的从业人数和各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及价格。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存在于理想王国的美好幻想。因为，现实经济是极其复杂的，不仅涉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生产，单就人们无形的偏好来说，每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都是不同的，你认为最好的，别人不一定认为最好。并且，众多偏好之间还存在着替代性，中央计划者不可能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使每个人都达到满意。再加上市场信息瞬息万变，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去做出决策。因此，不仅中央计划者不能计算各种产品的价格和生产人数，就算能计算，也不能通过仁慈的方式来实现其理想目标。如果实行中央计划控制，最可能发生的情形是，相对价格及各行业人数都与市场解出的结果不同。这就会出现分工协调的困难，总是会出现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现象。

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官员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政策，他们可能会使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达到各种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水平，但却限制自己所在专业的人数。结果是，在这个价格下，此专业的产品供不应求，然后利用这种有利地位，通过物物交换间接地把本部门产品价格抬高。这既可以表面上维持收入平等的假象，又可以从后门和桌下的实物交易中增加实际收入。这种情况在前苏式经济中十分普遍，它对实现全社会的分工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生产率也因此而难以提高。


2.6 超边际分析对经济学的影响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涉及了经济学实证研究的3个层次，没有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后者被称为规范研究，即对各种自利行为相互作用结果的福利意义进行分析。那么，什么样的结局对全社会而言才能称得上最优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帕累托最优境界是对社会最优的状况。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社会达到一种资源分配和分工结构时，不可能在不减少任何其他人效用的条件下再增加一个人的效用。前面提到的定理意味着，如果超边际分析中每个角点均衡是局部帕累托最优的，则全部均衡必定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全部均衡是每个人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这也是所谓第一福利定理的内容。

对新兴古典框架内的第一福利定理的严格证明，可参见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的文章（Zhou，Sun，and Yang，1998）。此文证明，即使人们天生不同，全部均衡不但存在，且是帕累托最优的。他们建立了一个更一般的新兴古典模型，该模型没有清楚地指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它可以使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因此，个人可以有事前不同的特点。这个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使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更多的模型中去。同样，一个更强版本的文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顺添证明。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用的是超边际分析，所以局部帕累托最优意味着，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结构，局部均衡的资源分配是有效率的。因此，局部帕累托最优又被称为最优资源配置，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所以，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第一福利定理不但意味着市场竞争能有效地分配资源，而且能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效用最大化）与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不是这样。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了不同的生产转换函数，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最高的那条转换曲线。分工水平越高，生产力越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但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效用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因此，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帕累托最优不一定与生产可能边界吻合。而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市场生产力的推动力量，是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的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减少稀缺性。也就是说，由于分工的发展，同样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所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新兴古典经济学题中应有之意，而不需要另外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来处理。

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我们现在对纯组织效率进行定义。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与之相反，指的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各种产品的相对消费和生产量达到最优。比如，在自给自足结构中如何达到效用最大化，就是最优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假设生产和消费1万公斤粮食和100件衣物能使社会达到效用最大化，那么按这一比例进行投入就是自给自足状态下的最优资源分配。在分工结构中，最优资源分配的结果可能是1.5万公斤粮食和150件衣物。而组织效率问题则不同，如果要生产消费一定量的产品，在交易效率小于某一临界水平时，自给自足是最优组织结构；而在交易效率高于此临界水平时，则分工是最优组织结构。因此，组织效率一般与生产力的变化有关，而资源分配效率则是给定生产力（或稀缺性）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中。更重要的是，组织效率与有效率的市场网络规模有关。在我们新兴古典的框架中，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市场网络规模，尽量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使社会生产力增加，从而减少稀缺性。

可以看出，组织效率、分工水平、市场网络规模这些概念，同总量需求和宏观经济学有关。而资源分配效率、产品的生产消费量、相对价格这些概念，则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有关。因此，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宏观、微观经济学分析是一个统一框架中的两个层次。在这个框架中，角点均衡的分析解决传统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而全部均衡则解决传统的宏观经济学问题。


第3章 李嘉图模型和赫—俄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3.1 为什么要对李嘉图、赫—俄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

在大卫·李嘉图之前，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之间的区别。当一个国家（或个人）生产某种商品比别人有更高的生产率时，这个国家（或个人）在这种商品上就拥有绝对优势。李嘉图（1817）则使经济学家开始注意比较优势的概念。假如第二个人在粮食和衣物的绝对生产效率上都比第一个人要低，但在粮食生产率上的差别没有像衣物生产上那么大，那么第二个人在粮食生产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因为其生产粮食的绝对劣势比生产衣物的绝对劣势要小。李嘉图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任何商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只要存在着比较优势，它就能像另一个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一样，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

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尽管如此，李嘉图模型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嘉图模型中存在着角点解，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应用于该模型。也就是说，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或个人）面临的是贸易或不贸易的决策问题，属于一个组织结构问题；而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只能解决贸易多少，即资源分配的问题。

李嘉图模型是新古典贸易模型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之间的分水岭。在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要素，其边际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所以没有报酬递减现象，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单个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但李嘉图模型中也没有递增报酬及与之相关的内生比较利益，分工的好处来自外生比较利益。因此，从李嘉图模型向右走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向左走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贸易模型又分两类：一类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贸易模型，至少有两种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不变常数，但每个要素的边际和平均生产率呈递减报酬，且国家之间有外生比较利益。对李嘉图模型和此类新古典贸易模型而言，由于在国家这一水平上没有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绝对分离，即每个国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故存在着多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边际分析并不适用。另一类新古典贸易模型带有规模报酬，由于国与国之间没有外生比较利益，边际分析的方法可以派上用场。因此，对李嘉图模型，我们既可以采用新古典主义消费者与厂商分离的框架，也可以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的框架。

如果采用纯消费者和厂商分离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则可能会有基于几个角点解和内点解的多个一般均衡的结果出现。由于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可同时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故角点解可能被一个国家所选择，即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贸易或者选择不贸易。在瓦尔拉斯条件下，厂商在任何结构下的利润都总是零，所以厂商不会关心选择何种生产结构。这样，每一个结构中的局部均衡都可能会是一个一般均衡，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均衡最终将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这种多重全部均衡，使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成为不可能（Dixit and Norman，1980，p. 38）。

如果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并在模型中引进交易费用，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这种框架下，一般均衡是惟一的，它是几个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角点均衡。在达到这种一般均衡条件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能够实现有效地折中。因此，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超边际分析是必要的，它将会产生丰富且有趣得多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故事。

此外，如果用新古典纯消费者和厂商分离的框架来分析李嘉图模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就不是基于同样的原理：由于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购买消费品，没有国内贸易时他们会饿死或冻死，国内贸易对一个国家而言总是必须的，而国际贸易则是因为外生比较优势而导致的。若交易效率参数对所有交易都相同，在新古典框架内，我们并不能用交易效率解释分工水平。假如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系数相同，那么有国际贸易的情况相对没有国际贸易（自给自足）的情况而言，就总会是帕累托最优。即使一国不与另一国交易，但由于每个国家内纯消费者必须从纯生产者处购买商品，也会有交易费用产生。因此，当交易效率参数在0和1之间时，新古典框架没有交易费用与分工经济的两难冲突。如果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和纯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国内贸易都有相同的交易费用系数，则用国际贸易代替国内贸易并不会改变交易次数和总交易费用。

但如果采用消费者—生产者合一的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就不仅仅能够避免多重均衡，而且还可以在李嘉图模型中用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出现。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即使国内和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系数相同，个人仍然会选择是否进行国际贸易，我们也可以用交易效率来解释分工水平。并且，当交易费用系数很大时，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给自足将是惟一的一般均衡。当交易效率参数接近某临界值时，全部均衡会在角点均衡之间非连续地跳跃。

李嘉图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两类人中存在着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即使一类人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如另一类人，但由于两类人在不同商品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不同，因此这类人应该专于生产效率差距小的商品。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能从分工中得到好处，两类人相互间的贸易将使总合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状态。假如所有人都喜好多样化的消费，就会存在一个利用比较优势和多样化消费的矛盾。一些人必须专于生产一类商品以利用其外生比较优势，但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意味着人们必须进行贸易。假如贸易涉及交易费用，就会有一个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能用来内生生产力水平。当至少一类人完全专业化地生产一类商品时，就能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假如单位贸易商品的交易费用系数很大，则贸易引起的交易费用将超过贸易分工带来的好处。这种情况下，均衡结果就是自给自足状态。此时生产水平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必须相等。假如交易费用系数很小，分工的好处超过分工导致的交易费用，均衡结果就会是分工状态，它和生产可能性边界相连。

如果在李嘉图模型中引入政府，这个简单的模型就能用于预测政府在选择关税水平、单方面的保护关税、单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关税谈判中的行为。随着交易条件改进，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状态转变到局部分工状态，此时一国完全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而另一国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即半专业化。然后，局部分工又转变为完全分工，此时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地各生产一种商品。对局部分工而言，一国的国际贸易条件由该国两种商品的国内贸易条件决定。因此，在缺少关税限制时，贸易的好处全部由专业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得到。这样，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为了得到贸易好处的较大份额，就会利用关税操纵贸易条件。但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如果对进口商品课以关税，则只会使自己国家遭受损失，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居民购买商品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当局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时，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单方面实行保护性关税的情况，将与只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单方面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情况同时存在。

假如完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则每个国家都能从递增关税中得到更大份额的贸易好处。但当两个国家的关税率变得足够高时，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将被关税寻租博弈过程中带来的损耗和经济扭曲所抵消。因此，两个国家都愿意进行关税谈判，这是一种纳什议价博弈，会带来贸易自由化。这种理论能解释早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单方面保护关税与单方面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共存的现象，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后阶段出现的通过关税谈判实行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情况。

这种贸易政策转换之所以能实行，背后的驱动力是交易条件的改进。交易条件的改进能通过法律制度、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或银行体制的改进来实现。这种贸易政策从保护性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同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替代战略的转变有关（参阅Bruton，1998）。这种随着均衡由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转换而出现的两国收入差距扩大现象，被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如 Palma，1978；Bauer and Yamey，1957）。于是，保护性关税经常被建议作为一项避免“欠发展”的政策工具来使用。但是，有交易费用和关税的李嘉图模型却显示，交易条件的改进能够使均衡状态从局部分工转换到完全分工，这不仅会带来更多的贸易好处，还将使贸易的好处能够更平均地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分配。

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找到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正日益恶化的说法相一致或相反的经验证据。其中一些人试图测量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如Morgan，1970；Kohli and Werner，1998）。最近的经验研究（Sen，1998）则显示，经济发展可以在所谓贸易条件恶化的条件下实现。一个国家在由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中，即使它的贸易条件恶化，它也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因为，分工网络的扩张对生产力提高的好处将超过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坏处。

这个故事还能扩展到带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交易费用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如果事前生产条件的不同来自于个体之间生产函数的差别，则我们称之为外生比较技术优势。如果来自于个体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别，则我们称之为外生比较禀赋优势。如果两个国家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则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提高总合生产力水平。但是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利用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进行最优折中的结果将是自给自足和低生产力水平。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和分工水平也将随之提高。


3.2 有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假定世界由国家A和国家B组成，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都足够大。这种假定意味着，由于人口规模非常大，当人口被分成若干种职业时，不会存在整数问题。如果人口数量有限，则在瓦尔拉斯均衡中专业化分工可能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纳什议价对于协调分工可能就非常关键。此外，我们还假定，一个国家内的所有人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两个国家则可以被视做两类事前不同的人。作为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都要消费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或产品），并决定他们自己的生产和贸易结构。

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假定有两个国家或两类人，每个国家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粮食（y）和衣物（x）。其中，A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B国，所以B国没有绝对优势，A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绝对优势。但是，B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同生产衣物的劳动生产率之比要大于A国。这就意味着，B国在生产率差距较小的粮食行业有外生比较优势，而A国在生产衣物中有外生比较优势。之所以说此优势是外生的，是因为两个国家中的人天生不同，在他们决策前这种优势就已经存在。

在这里，由于每个国家都可以有半专业化的情况出现，故文定理不完全适用。每个国家（决策者）有5种可能的决策模式（即角点解）：（1）一个自给自足模式，即同时生产粮食（y）和衣物（x），不与他国发生贸易往来；（2）两个专业化模式，即专业生产粮食卖粮食买衣物（y/x），或者专业生产衣物卖衣物买粮食（x/y）；（3）两个半专业化模式，即同时生产粮食和衣物，并且卖一部分粮食买一部分衣物（xy/x），或者同时生产粮食和衣物，并且卖一部分衣物买一部分粮食（xy/y）。这样，两个国家就共有10种可能的决策模式可供选择，也就是共有10个角点解。

我们知道，只有在两个国家都利用其比较优势时，总合生产力才能达到最高。所以，A国和B国都各有两个没有利用其比较优势的决策模式，它们不可能是最优解。对于A国而言，生产粮食买衣物的专业化模式、生产粮食和衣物同时买衣物的半专业化模式不可能是最优解，因为这两个模式都没有利用其生产衣物的比较优势。对于B国而言，生产衣物买粮食的专业化模式、生产粮食和衣物同时买粮食的半专业化模式不可能是最优解，因为这两个决策模式都没有利用其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这样，在10种可能的决策模式（角点解）中，我们就可以排除4个角点解，只须分析余下的6个角点解。

这6种决策模式（角点解）分别是，（1）A国自给自足；（2）B国自给自足；（3）A国专业生产衣物买粮食（x/y）；（4）B国专业生产粮食买衣物（y/x）；（5）A国同时半专业化地生产粮食和衣物，卖衣物买粮食（xy/y）；（6）B国同时半专业化地生产粮食和衣物，卖粮食买衣物（xy/x）。

对这种由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组成的经济，我们将分工定义为这样一种结构，即在这种结构中，至少一个国家的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并且两个国家的结构不一样。这6种决策模式的组合，产生了4个结构（见图3-1），即1个自给自足结构、2个局部分工结构以及1个完全分工结构。其中，自给自足结构由上面（1）和（2）角点解组合而成；完全分工结构由（3）和（4）组合而成。局部分工结构有两个，一个是由（5）和（4）组合而成，此时A国半专业化而B国完全专业化；一个是由（6）和（3）组合而成，此时A国完全专业化而B国半专业化。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5）和（6）不能组合成一种两个国家都半专业化的局部分工结构？因为这种组合会产生两个相对价格，不可能有瓦尔拉斯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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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李嘉图模型中可能的结构



根据我们第2章中介绍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每个人会比较他们在各个模式中可得到的真实收入，然后选择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解。结果我们会看到，随着交易效率的变化，每个人的真实收入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分工水平。当交易效率很低时，每个人自给自足的效用都是最大的。当交易效率提高到某个临界点时，两个国家都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结构状态，至于究竟跳到两种局部分工状态中的哪一种，即哪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哪一个国家半专业化，则由两类人之间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决定。如果相对人数之比大于相对偏好及相对生产率之比，则在全部均衡中可能是人数相对较多的那类人不完全专业化。这种比率越高，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尽管大家都相对偏好衣物，但对衣物有相对优势的A国的人数较之B国却非常之大，那么在全部均衡中A国就可能会是半专业化。所以，对于给定局部分工水平，究竟是哪个国家专业化而哪个国家半专业化，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例如，在生产粮食中有比较优势的B国人数不多，而且人们喜欢粮食远胜于衣物，则B国会完全专业化，而人数较多的A国则半专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两类人数不平衡对专业化的效果，可能被对不同产品相对偏好的反向不平衡的效果所抵消。例如，若在生产粮食中有比较优势的B国人不多，但人们对粮食的偏好也不高，则两者会相互抵消，人们仍可能不需要局部分工来调和相对人数和相对偏好的不平衡，从而不选择局部分工而直接选择完全分工。天生不同的人之间的相对人数、相对生产率及所有人对不同产品的相对偏好之间的不平衡程度越大，则人们越需要牺牲一些分工的好处，用较低的分工水平来平滑这些不平衡。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组织效率与资源分配效率之间有冲突，增进资源分配效率在有些情况下会以牺牲组织效率为代价。当两个国家人数相差悬殊时，实现完全分工不可能，总有一个国家必须生产两种产品，否则资源分配无法达到最优。

对李嘉图模型一般均衡的超边际分析，为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一般均衡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如果交易条件得到改进，那么经济发展并不依赖生产函数或资源禀赋的外生变化。同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变化也并不依赖消费偏好的外生变化。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在自给自足结构中，每个人生产他消费的所有商品，没有诸如专业工人和专业农民之间不同职业的分工。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不同的职业就从分工中出现。这一过程可看做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因为完全分工状态下职业农民的数量少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生产食物的人数，这种由分工引起的结构变化，看起来就像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但在本质上，结构变化是人们专业化水平提高、职业多样化程度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不同商品的市场数目提高、新贸易品出现、人与人之间依赖程度加深、市场范围和相应的分工网络扩大、生产的集中程度提高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过程。

随着交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一般均衡将从局部分工跳至完全分工，半专业化的国家也将完全专业化。如，原先在局部分工中生产粮食和衣物并出口粮食的半专业化的B国，会跳到只专业化地生产粮食的完全分工状态。这一过程被熊彼特（1934）称为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正如Rosenberg and Birdzell （1986，p.145-184），Mokyr （1990，1993）和Marx （1867）描述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手艺人被大企业中专业化的工人替代，新的职业会不断出现，而老的职业则会消失。如果考虑到这种职业的转换成本，这一过程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这种痛苦换来的却是人均真实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这也正是为什么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过程的原因。

对李嘉图模型超边际分析的结果，可以用来评价有关贸易条件恶化的流行说法。这种理论认为，随着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该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将下降。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也认为，正是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才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欠发展”的泥潭。我们上面对李嘉图模型进行比较静态超边际分析的结果则显示，这不是一种一般均衡的观点，并且还可能会产生误导。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一国的贸易条件即使恶化，它的人均收入也会比自给自足状态下要高。这是因为交易条件的改进会扩大分工网络，并且会提高均衡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以致生产力提高的好处能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坏处。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故事总结为如下命题：一般均衡结构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和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能使一般均衡结构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状态。在给定交易条件的情况下，相对于人口规模及两种商品的相对偏好而言，比较优势越大，则均衡的分工水平越高。在给定交易条件的情况下，相对偏好，相对生产力，及相对人口规模越是平衡，则均衡的分工水平越高。随着均衡分工水平提高，社会的均衡总合生产力也提高。在向更高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中，即使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它也可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好处。

非常有趣的是，在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中，一般均衡的市场价格可以不由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法决定。当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结构时，专业生产衣物（粮食）的国家购买的粮食（衣物）价格是半专业化国家生产粮食（衣物）的边际机会成本。但当完全分工是一般均衡时，市场价格由两个国家的总供求决定，不等于任一国家生产该种商品的边际机会成本。这一模型证实了科斯（1946）的观点，在价格决定问题上，一个人除了用边际分析法外，还应该用总收益—成本来分析。在产业组织理论文献和劳动合约文献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非边际成本定价的例子。

在李嘉图模型中，交易效率的提高还会导致总的交易费用上升，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提高分工水平从而增加交易次数，当然也就会提高总的交易费用。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随着交易效率提高而提高。诺斯（1986）曾发现过这种现象的经验证据。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都是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实际上，很多外生比较优势都是由于制度内生出来的。在18和19世纪，英国在企业家和技术工人方面有比较优势，所以它向欧洲大陆国家出口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进口发明创造和发明家。这些发明家包括马德·布鲁奈（Mard Brunel），弗里德里希·肯宁（Friedrich Koenig），和瑞士工程师博马（J. G. Bodmer），参见琼斯（1981）。巴克勒（1976）则指出，英国在企业家方面的比较优势源于其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这种制度鼓励了企业家活动和技术发展。这种被创造的比较优势，被称为内生比较优势。我们这里研究的比较优势属于外生比较优势。有些看起来像是外生的比较优势，其实正是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多元化内生创造出来的。


3.3 内生贸易政策的李嘉图模型

在16世纪经济发展早期，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实行重商主义，用保护性关税在国际贸易中寻租。在18—19世纪，一些欧洲国家取消了长期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代之以自由贸易政策。亚当·斯密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比保护性关税更为有益。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然用保护性关税来操纵贸易条件，以从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贸易政策同所谓进口替代战略有关。但是，香港、台湾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政府则采用免税日（tax holiday）、出口加工区以及其他一些政策措施来削减关税。这种贸易自由化政策，同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有关。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削减关税的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发动机。近年来，双边和多边的关税谈判已成为贸易自由化的驱动力。

问题是，假如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为什么实现自由贸易会如此困难，并且贸易谈判对贸易自由化是如此关键？为什么在同一时间，一些政府选择单方面的保护关税，而另一些政府则选择单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我们如何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政府政策从保护关税转换到自由贸易，或者转到旨在达成贸易自由化的关税谈判？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在李嘉图模型中引入政府关税。

现在我们假定，政府征收一定比例的关税，并将征收的关税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公民。这样，每个人的预算约束中就增加了一笔关税收入。当引入政府关税时，模型背后的故事情节就会与以前有一些不同。如果是在局部分工状态下，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可以利用进口关税获得比无关税时更高的效用。也就是说，若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从生产一种商品的专业化国家进口某种商品，它能够通过提高其进口关税率来改进本国的福利。这是因为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由半专业化国家的国内相对价格决定，所以在无关税时，此半专业化国家不能从国际分工得到好处，并且它能通过提高关税来改善它的贸易条件，从而获得更大份额的贸易好处。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获得的贸易好处，正是其贸易伙伴失去的好处。但是，如果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征收的关税过高，则另一个国家就会从贸易中退出，从而给两个国家都带来损失。同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相反，生产一种商品的完全专业化国家对贸易条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如果它征收进口关税，则只会使自己受到损失。

在完全分工状态下，两个国家都能影响贸易条件，那么贸易的好处就会被两个国家分享。每一个国家都能从单方面提高其关税水平中受益，故每个国家都有诱因尽可能地单方面提高关税水平。但是，如果两国都提高关税，则贸易的好处会被关税引起的信息歪曲耗尽。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将它的关税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不仅仅是边际地变糟，而且会非连续地（超边际地）从贸易状态跳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

有税收的故事需要引入两个国家政府的行为和纳什博弈及纳什关税议价博弈（有关博弈论的通俗介绍可参见本书第6章）。

首先考虑纳什博弈。假定两个国家的政府玩一场纳什对策的游戏，每个政府都选择其关税率以实现其居民收入最大化，同时还给定对方政府的关税率，假定居民进行瓦尔拉斯决策。这样，无论是自给自足、局部分工（两种可能，即A国半专业化、B国专业化，或者A国专业化、B国半专业化）还是完全分工状态，都可以计算出其纳什角点均衡值。纳什一般均衡则是以上4种纳什角点均衡中的一种。

先看局部分工结构下的关税游戏。如图3-1所示，局部分工状态存在着两种结构，它们结构对称而结果相反，所以我们只需分析A国半专业化而B国专业化的局部分工情况。在这个结构中，B国政府的均衡策略是实行零关税，而A国政府则是实行尽可能高的关税以增加本国居民的效用，只要关税水平不致于使B国退出国际贸易。假如这种分工结构是纳什均衡，则B国居民的收入会比自给自足略高，但大部分贸易的好处都被A国得到。换句话说，在这种分工结构下，关税游戏中的纳什角点均衡产生了一种分配贸易好处的模式，即专业化的国家不愿设立关税并得不到贸易的好处，贸易的好处都流向了非专业化因而愿意设立关税的国家。这种纳什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关税会带来损失和经济的扭曲。假如每个政府都能够自由选择关税水平（包括零关税），那么没有关税的情况将不会发生。因为如果一般均衡是上面的这种局部分工结构，那么A国政府总有诱因提高关税而偏离这种没有关税“均衡”。

现在我们分析完全分工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两个国家的纳什角点均衡策略都是实行尽可能高的关税，只要关税不致高到使对方国家退出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完全分工带来的贸易好处有可能因关税战而损失殆尽。假如纳什角点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则这种均衡会使两个国家都产生非常高的福利损失。尽管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但这种情况却不容易出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如果两个囚犯都抵赖，则两人都会被释放；如果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两人都依法处置。尽管对于囚犯而言，两人都选择抵赖是最好的策略，但由于存在着协调的困难，这种最佳选择无法达到。因为甲囚犯如果选择抵赖，他会担心乙囚犯如果坦白的话，他会被严惩而乙则从宽发落，因此两囚犯最终都会选择坦白。所以，零关税不会是均衡状态。

我们现在考虑纳什关税议价博弈。现在假定两个政府玩一场纳什关税讨价还价的对策游戏。这个游戏将两国贸易净好处的纳什积最大化。这种议价游戏会将分工的净好处在两国之间公平分配。这个纳什关税谈判均衡可以分两步求解：首先，一个纳什议价角点均衡是在一个给定的分工结构下求解，其他分工结构被视为退出谈判的底线。其次，两国政府在选择分工结构上进行议价对策。

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将使双方都采用自由贸易政策，但这种政策在缺少关税谈判的情况下是无法达成的，因为存在着协调的困难。只要游戏参与者的行为存在着不确定性，谈判就有可能破裂。这样，每个政府都倾向于在谈判中使期望的贸易净好处最大化。实际上，所谓纳什积可以看成是游戏参与者的期望净好处，对方的净好处可被视为本国所得净好处实现的概率。根据纳什的观点（Nash，1950），纳什议价解是非合作博弈的产物，尽管实际上贸易的好处往往是在游戏者之间公平地分配的。

假如政府能决定是否参与关税谈判，那么很显然，当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时，肯定是一个没有关税谈判的纳什均衡，因为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会通过单方面的关税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他会拒绝参加关税谈判。当一般均衡是完全分工状态时，一般均衡肯定涉及关税谈判，因为两国政府都愿意进行关税谈判而不愿意打关税战。显然，如果两国进行关税谈判，他们得到的净好处将高于大打关税战的好处，因为正同前面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一样，纳什关税议价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

这个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尽管自由贸易政策对所有国家都会有好处但实现起来却十分困难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的当权者在国际贸易中能够通过税收的权力来寻租时，正如囚犯困境的道理一样，由于存在着协调的困难，要使双方都能充分地从贸易中得到好处，进行关税谈判就成为关键。同前面有外生比较技术优势和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中一样，我们可以显示，在这个内生贸易政策的李嘉图模型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会从自给自足（没有国际贸易）的结构非连续地跳到局部分工结构，然后跳到完全分工的结构，人均真实收入会持续提高。

这种局部分工向完全分工的演进机制，可以用来解释发生在美国和新西兰的故事。在局部分工结构中，一个大国或一个交易效率低的小国会生产两种产品，而小国或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会完全专业化。美国是一个大国，如果不对称的均衡局部分工出现在它和其他小国家之间的话，它生产两种产品，因此可以用关税来得到更大份额的贸易好处。新西兰是一个交易效率低的小国（远离其他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美国或新西兰，可以用保护性关税来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政策。“二战”以后，美国向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内地敞开了市场，使得这些国家间的国际分工迅速发展，美国和这些国家（地区）都从自由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新西兰也没有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它的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这是因为美国和新西兰通过自由贸易政策使均衡从局部分工向完全分工演进。而在多边关税谈判下，完全分工中的自由贸易可以创造更多福利。这福利比局部分工中用单边关税争得的好处更多。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故事总结在如下命题中：在一个有两个政府且政府可以选择关税水平和决定是否参与关税谈判的模型中，如果局部分工在一般均衡中出现，那么这种均衡是一个没有关税谈判的纳什关税均衡，贸易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会被生产两种商品且交易效率低的半专业化国家得到。此国实行单边保护关税，而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实行单边自由贸易。如果完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则该均衡是一个纳什关税谈判均衡，结果会使双方都实现自由贸易政策。

这个命题可以用来解释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为什么不发达国家总是倾向于设置高关税。尽管关税会带来经济的扭曲，但一个交易效率低下的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可用关税的手段从贸易中获得更大份额的好处。这是因为对一个不发达国家而言，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贸易条件是非常不利的。第二种现象是，为什么高关税与自由贸易的情况会同时并存。当交易条件不是很发达以致一般均衡总是处于不完全分工状态时，一个交易效率低、没有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可能更愿意实行单方面的关税政策，而一个交易效率很高、已经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则可能更愿意实行单方面的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所有国家都会更愿意放弃单方面的关税政策而进行关税谈判。

在16世纪，重商主义者鼓吹以单方面的关税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寻租。在18—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奉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法国在工业化以前对从英国进口的商品课以高额保护性关税。法国在19世纪完成工业化以后，对欠发达的贸易伙伴则给予最惠国贸易待遇（Landes，1998）。很多发达国家现在也实行这种自由贸易的政策来促进同欠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我们刚才的故事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政策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有好处。但是，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然采用单方面的关税保护政策。最近，关税谈判则变得越来越盛行。一些经济学家用瓦尔拉斯模型来解释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的出现，但这类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会长期坚持非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来解释贸易政策由实行单方面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Balassa，1980），但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即使在发达国家之间也不稳固，为什么单方面保护关税和自由放任政策可以同时并存，以及为什么关税谈判对实现自由贸易和充分利用贸易好处是必须的。我们的命题则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该命题还能解释为什么欠发达国家盛行单方面关税政策，而发达国家则更愿意采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印度和中国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对进口的工业品课以高关税，用贸易配额、贸易许可证及其他一些手段操纵贸易条件，对本国币值高估以利于其进口资本品、出口初级品。政府通过实行广泛的监督、政府计划、国有企业、对重要领域实行垄断等手段，严格限制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在二战以前实行的是促进出口的政策，它操纵关税和汇率，以利于其进口资本品、出口工业消费品。韩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也实行这种称为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这种政策非常类似16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香港政府则相反，采用了非常类似英国18和19世纪采用的自由放任政策。台湾政府则实行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如免税日、免税和加工出口区，以促进工业品的出口和相关投入品的进口。我们上面的模型，可以对这些政策的不同效果进行分析。


3.4 有3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们都只涉及了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情况。如果我们将模型中的国家由两个增加到3个，而商品仍然是两种，则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国家尽管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着比较优势，但却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我们来讲述有3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背后的故事。假定这3个国家的交易效率各不相同，A国和C国的交易效率高于B国。我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一个国家如果同其他两个国家相比，在任何单个商品上都没有同时对另两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者交易效率很低，则这个国家可能会被排除在贸易之外。或者说，假定A国在生产粮食上比B国和C国都有比较优势，C国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和B国都有比较优势；B国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都只较其中一国有比较优势，即它在生产粮食上比C国有比较优势，但却比A国有比较劣势；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有比较优势，但比C国有比较劣势，则B国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我们只考虑完全专业化的情形。同前面第一个李嘉图模型超边际分析中的情况一样，在所有的分工结构中，在一般均衡中人们不会出口有贸易比较劣势的商品。我们的模型证明，如果一个结构中只有两国互相贸易，卷入贸易的国家必定是A国和C国。换句话说，交易效率最低的那个国家或在任何单个商品中没有同时较其他两个国家存在比较优势的国家，可能会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在一般均衡中，贸易只在A国和B国之间发生或者只在B国和C国之间发生的情形不可能出现。我们可用反证法来证明这个命题。假如贸易只发生在A国和B国之间，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在B国愿意专业化地生产衣物，而C国只愿意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为A国如果专业化，它肯定只会生产最有比较优势的粮食，B国就只有选择生产衣物的余地，尽管B国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有比较优势，但因为C国生产衣物的比较优势更大，A国肯定更愿意同C国做生意。所以，除非C国不愿意实行专业化分工而只愿意自给自足（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前关起门来搞经济一样），否则贸易不可能只在A国和B国之间发生。但我们假定C国交易效率高于B国，所以如果有一个国家选择自给自足，这个国家应该是B，而不是C。同样道理，贸易只发生在B国和C国之间的情况在一般均衡中也不可能出现。

然后，我们来看看贸易只发生在A国和C国之间的情况。若只有两国贸易，这种情况最终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因为A国要实现专业化分工，肯定会生产最具比较优势的粮食而购买衣物，而在衣物的生产上，只有C国最具比较优势。C国要实现专业化分工，肯定会选择生产最具比较优势的衣物而购买粮食。显然，A国从C国购买衣物最划算，C国从A国购买粮食也最划算。这样，A国和C国正好能够协调分工。而B国则两头不沾，无论是专业生产粮食还是衣物，A国和C国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都不会同其做生意。B国于是被排除出局。

我们可以用一个命题总结上面的故事：在有3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李嘉图模型中，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中都没有对所有潜在贸易伙伴的比较优势，并且（或者）其交易效率非常低，那么这个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这个命题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它能调和近来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争论。克鲁格曼（1994）认为，一个国家应该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将是一个“危险的迷途”。萨克斯等人（Sachs，1996）则正相反，他们强调，国际竞争力对改善一个国家的福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以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来衡量国际竞争力的话，那么我们的命题就证实了竞争力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仅仅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是得到贸易好处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对另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但如果其交易效率很低或对其他潜在的贸易伙伴并不都具有比较优势的话，它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但同时，我们的命题也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一个国家应该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并提高交易效率。在我们的模型中，促进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提高交易效率来实现。如果交易效率特别低，则不会有贸易发生，此时无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无用武之地。通过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能够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非连续地跳到高分工水平，所以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传统边际分析更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国际竞争力和自由贸易都是提高一个国家福利的重要因素。克鲁格曼之所以强调贸易自由化而不强调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常被用来作为妨碍自由贸易的借口。

如果将关税引入这个有3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中，我们可以证明，当所有的政府都可以选择其关税水平且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时，高关税且（或）交易条件差的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因此，在一个由很多政府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将尽力削减关税，以提高交易效率而避免被排斥在国际贸易之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局部分工的状态下，由于有很多相似国家的激烈竞争，也会导致关税水平的削减。

另一方面，由于交易效率的提高会增加参与国际贸易国家的个数，这反过来又会保证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实行，即使在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原先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在交易效率充分提高后，可以确保在进入国际贸易时对所有国家都是零关税率，即使在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对贸易政策由保护性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应将这种转变归结于分工水平的提高（即从局部国际分工向完全分工转变），而这又是运输条件改善的结果。第二种解释是，这种转变应归结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数量的增加，这又是过去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交易条件改善的结果。由于交易效率的提高既可以是运输条件改善的结果（新的运输技术出现或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也可以是制度性变化的结果（出现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或者更有竞争力的高效的银行体制），故我们可以用运输条件和制度环境的改进来解释贸易政策的这种转变。


3.5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新古典贸易模型最初是为了避免李嘉图模型中的角点解而发展起来的。最简单的此类模型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简称HO模型。HO模型与李嘉图模型不同之处是它不但有两种投入，而且每种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都随投入的增加而下降。在李嘉图模型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平均生产率，它总是一个常数。在HO模型中，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各不相同。HO模型显示，在缺乏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时，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着外生的禀赋差别，也可能会产生分工经济。由于新古典模型中每个国家可被视为消费者—生产者，新古典经济学中纯消费者与生产者绝对分离的假定，在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对于国家而言就已不再成立。所以，对新古典贸易模型，边际分析不够用，我们需要用到超边际分析。

对HO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假定，两个国家之间有比较禀赋优势并存在交易费用，商品和要素市场都属于完全竞争，要素可以在一国内部流动，但不能在国家之间流动；国家1具有资本禀赋比较优势，而国家2则具有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粮食X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衣物Y的生产是劳动密集型。

在HO模型中，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存在8个不同的结构。这8个结构用自然语言描述稍嫌繁琐，因此我们用下标代表国家1或国家2，所有国家都必须同时消费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或产品）；如果自己不生产，则必须向他国购买；用X代表粮食、Y代表衣物，排在前面的字母代表由国家1生产的商品，后面的字母则代表由国家2生产的商品。

这8种结构可以用图3-2表示，它们分别是：（1）X1Y2表示国家1生产粮食、国家2生产衣物。（2）Y1X2表示国家1生产衣物、国家2生产粮食。（3）XY1Y2表示国家1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2专业生产衣物。（4）XY1X2表示国家1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2专业化生产粮食。（5）X1XY2表示国家1专业生产粮食、国家2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6）Y1XY2表示国家1专业生产衣物、国家2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7）YX1XY2表示每个国家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1出口粮食进口衣物，国家2出口衣物进口粮食。（8）XY1YX2表示每个国家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1出口衣物进口粮食，国家2出口粮食进口衣物。其中，第（7）和（8）两种结构同内点解有关。前面6种结构中每个至少有一个国家涉及角点解，它要决定是不是专业化地生产一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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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赫-俄模型超边际分析中可能的贸易结构



HO定理（Heckscher，1919；Ohlin，1933）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劳力相对资本较多，它会出口劳力密集产品。在图3-2的8种结构中，XY1YX2，XY1X2，Y1XY2，Y1X2与HO定理不一致。在这几种结构中，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衣物Y，没有利用其比较优势，所以不可能是最优选择。其余的所有4种结构都符合HO定理。例如，在XY1Y2结构中，资本丰富的国家1半专业化地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出口粮食X，购买部分衣物Y，而劳动丰富的国家2则专业生产衣物Y，购买粮食X出口衣物Y。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出清条件下，哪个国家出口哪种产品都是明确的。这就意味着，超边际分析中符合HO定理的4个角点结构都可能是一般均衡，至于究竟谁会是一般均衡，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

遵循前面分析李嘉图模型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自给自足结构中的均衡生产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因为在自给自足条件下，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在一个国家内一定会均等化。因此，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由于更充分地利用了不同国家或不同人群间的比较禀赋优势，从而带来了均衡的分工和贸易水平的提高，使总合生产力水平发生跳跃。这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又一个一般均衡机制。

对HO模型超边际分析的故事，可以总结为如下命题：假如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非常低，而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那么自给自足（没有国际贸易）将会是全部均衡。假如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略有提高，或者比较优势的程度略有提高，均衡状态就会跳到每个国家同时生产两种产品且互相贸易的低国际分工水平。假如有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更进一步提高，或者比较优势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均衡状态就会跳到二元结构的状态，即这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且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而另一个国家则半专业化地生产两种产品。当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时，均衡状态就跳到更高水平的分工，此时两个国家都只专业化地生产一种商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共同分享。这种分工和贸易依存度的演进过程，提高了均衡的总合生产力水平。

更有趣的是，我们的模型还能对著名的SS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进行检验。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两个国家的禀赋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既不高也不低，或者假如内点结构YX1XY2（即两个国家都半专业化）在均衡中出现，而且两国的交易费用都为零时，国际贸易将使贸易国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即使要素在国与国之间不能直接流动也会如此。这就是萨缪尔森定理（Samuelson，1948）。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就能看到，当两国的交易费用不为零时，要素价格均等化并不能实现。此外，假如角点结构在均衡中出现，或者假如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和（或）比较禀赋优势过大或过小时，各国的要素价格可能不会相等。同时，假如不同国家和不同商品的总要素生产力水平不同，那么相对要素价格也可能不相等，即使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内点结构YX1XY2中也是如此。

SS定理只考虑HO模型中的内点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两个国家都半专业化地生产两种产品，并且商品价格被假定为外生的。该定理声称，假如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上升，则资本（或劳动）的价格也会上升，而且上升的比例要大于商品价格的上升（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实际上，这个定理一直没有得到过什么经验证据的支持。Grossman and Levinsohn（1989）的研究显示，经验数据不支持SS定理，美国很多产业的情况并不符合SS定理。因为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价格会随着国际贸易的开放而上升，所以SS定理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国际贸易对一国丰富的要素有利，而对其稀缺要素有害，故采取关税限制将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稀缺要素。这种预言同我们日常的感受不相符合，尽管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保护会使收入分配有益于生产此类产品的工人，但却会减少贸易和国际分工水平因而降低一国整体的收入，这样最终又会对他们造成损失。从这个角度看，SS定理为解释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果提供了一个理论。对HO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意味着，我们日常的感受可能比SS定理更接近现实。

我们对交易费用的处理方法（即假定每个交易中有1-k单位的商品消失）相当于一个税收体系，用所有的税收去支付收税的官僚。因此，我们的模型还能用于分析招致庞大官僚开支的关税效果，关税大小可能同交易费用一样，对贸易结构产生决定性作用。SS定理则忽视了关税和交易费用可能导致贸易结构发生非连续变化的超边际效果。我们的分析表明，关税以及相关的交易费用可能会使贸易结构在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之间发生跃变，这些跃变可能与SS定理所预计不一致。

超边际分析还证明，即使在内点结构中，如果价格的变动是由交易条件的改变引起，SS定理也不一定成立。假如价格变动是由交易条件的变化引起，那么SS定理的预言甚至在一般国际贸易教科书中的所谓多样化锥面（diversification cone）内（即内点结构中）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价格与两个国家的交易、生产和消费条件之间的反馈都被SS定理忽略。假如价格变动是由非中性的技术变化引起，或者由有比较技术和禀赋优势模型中的总要素生产率变化引起，那么SS定理也可能不成立。同样，在一个角点结构中或者价格变动是由于贸易结构的超边际转换引起时，SS定理也不一定成立。

此外，我们的命题还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同另一个国家相比单方面下降时，一般均衡可能会从完全分工结构转为一个不对称的局部分工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该国半专业化地生产两种商品，贸易带来的大部分好处都被其他国家得到。这是因为，在一个不对称的结构中，国际贸易的条件由生产两种产品的国家的国内贸易条件决定。这就将我们的一些日常感受形式化了。也就是说，尽管关税可以边际地改变贸易条件并提高稀缺要素的收入，但可能因为降低贸易水平和相关的收入而非边际地损害所有国内居民的利益。


第4章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4.1 重新思考贸易理论

贸易理论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从有经济学之日起，就有了贸易理论。从实质上看，贸易理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一种是以李嘉图为代表。在斯密看来，人们可能生下来差别并不大，但由于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因而产生了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效率，这种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绝对优势，是贸易好处的根源。而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的必要条件（虽然是充分条件）。他举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做例子说，虽然英国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效率都比法国高，但如果两国工业品生产率的差距比农产品更大的话，则英国可以专业生产工业品，法国专业生产农业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而使双方都能获利。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利益）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比斯密的绝对优势说要高级，并把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特例。因为，有绝对优势时，一定有比较优势；但有比较优势时，不一定就有绝对优势。比如，法国的工业农业都比英国的效率要低，没有绝对优势，但相对工业而言，法国的农业却有比较优势。

由于受这个传统观点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具有不同的理论。国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假定下，纯消费者如果不贸易就会饿死；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国际贸易能使双方都受益。因此，这种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割裂开来的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

对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就是从推翻这个传统观点开始的。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Dixit and Stiglitz，1977）。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它们有斯密所说的源自专业化的绝对优势，但却没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含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也就是说，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有可能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更具一般性。

人们将迪克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称为新贸易理论，它讲述的是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天生一样，生产中存在着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从消费考虑，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但从生产考虑，产品的种类却是越少越好，因为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就意味着成本越低。但是，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资源的有限，当消费品种类增加时，每种消费品的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它与规模经济相结合就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者的效用下降。市场竞争会去折中这种两难冲突，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这个均衡虽然只是次优的，但是它却在垄断不可避免的约束下能将消费者的净福利最大化。若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市场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余地就增大。所以，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由于国际贸易能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规模，就使得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加大，所有人都将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这个模型中，不存在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人们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则斯密所说的后天比较优势就会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型是一个垄断竞争模型。由于无止境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产品的生产容不下两个企业。因为若有两个企业，其中任一个都可以增加生产规模而减少成本，因而用降价将另一个企业挤出市场。所以，每种产品只有一个企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垄断。但是，由于模型中假定存在着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每个行业都能自由进入，竞争又会使支付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后的纯利润趋于零，这就是垄断竞争。

我们用图4-1将D-S模型中的故事进一步展开。图中假设有4个消费者，其中标有1和2的圆圈代表两个中国人，而标有3和4的代表两个美国人。图4-1a表示，若中美之间由于某种障碍（请注意，是由于某种外生的障碍），使两国形成两个分隔的市场。中国有两个专门生产X和Y的企业，每个企业将产品卖给两个消费者，每个消费者将劳动卖给企业，每个企业雇佣1个工人。美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类似。图4-1b表示，由于贸易自由化，中国和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一个中国企业生产X向中美四个消费者卖X；一个美国企业生产Y，向中美消费者售卖Y；而一个跨国公司一半在中国运作，一半在美国运作，向两国消费者卖产品Z。由于统一市场中共有4个消费者，他们的劳动卖给3个企业，则平均每个企业雇佣4/3个工人，比开放前每个工厂雇佣1个工人多了1/3个工人。由于企业规模扩大，产品成本会下降，市场价格也下降。而且，在统一市场中，每个人消费X、Y、Z三种产品，比开放前的两种产品多了一种。所以，每个消费者在统一市场中的福利，由于产品种类增加和每种产品价格下降而上升。D-S模型说明，国际贸易有3大好处：第一，国际贸易使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第二，扩大的市场使产品种类增加，因而使对多样化消费的欲求得到更多满足。第三，国际贸易使厂商之间的竞争增加，使市场价格更接近于完全竞争价格，因而减少了垄断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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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内生产品种类数



但是，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意味着自由化之前美国生产X的企业在自由贸易后要关门，美国生产X的工人会失业，他们必须转行去生产Z。而贸易自由化以前，中国生产Y的部分劳动力也会经历短暂失业后转行去生产X。因此，要充分利用统一市场的好处，各国都要接受暂时的失业，并承受劳动转业的代价。如果暂时失业的人通过政治途径来反对自由化，其结果就会产生利用贸易好处的“协调困难”。如果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使这种政治干扰无法发生，则市场自然会充分利用自由化的好处，这种协调的困难就不会发生。

克鲁格曼（Krugman）正是看到D-S模型解释贸易现象的潜力，因而将其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并大有所获。他用这个模型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小于互相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人们将这种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利益，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利益；而将李嘉图式的比较利益，称为先天比较利益或外生比较利益。克鲁格曼也正是因为重新思考贸易理论的贡献，才获得了1992年的克拉克奖。这种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由于去掉了传统的不变规模报酬的假定，故能解释生产力和贸易依存度同时提高，以及贸易量比收入增长更快等现象。由于它揭示了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与贸易依存度提高的关系，这类模型得出了一些非常反传统的结论。例如，这类模型预测，人口的增加会使折中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消费品种类。这种结论，同索洛的增长模型迥异。按照索洛的模型，人口增加会压制经济增长。这种反传统的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很多现象。例如，在东亚这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就比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要高得多，因为高人口密度会使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大大提高；而同样规模的固定投资，还会因人口的增加使人均投资大大降低。

D-S模型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对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起到了重大的启发作用。由于先天比较优势不可能演进，它也就少有经济增长方面的含义；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依赖于正确的决策，能推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埃蒂尔（1979）则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用迪克特的方法，讲述了一个关于规模经济和机器种类多样化两难冲突的故事。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和机器种类数的同时增加，而机器种类的增加，则与新技术的发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关。因此，埃蒂尔的模型，就成了启发罗默和格罗斯曼发展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催化剂。

同没有规模经济的传统新古典贸易模型比较，D-S模型有很多优点。第一，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国际贸易在两国生产和资源条件相同时也有好处。该模型不需要外生比较利益也能产生国际贸易的好处。第二，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当人口规模上升时，生产率会上升，产品种类数上升，每种产品的价格下降，而每人的效用上升。这与没有规模经济的新古典模型不同，那些模型大多认为，单是人口增加，对生产率或是没有正面影响，或是有负面影响。D-S模型中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意义，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相符，也与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与生产率上升的正关系相吻合，但却与非洲一些国家、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现实不符。在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对生产率并没有正面影响。第三，若一国人口增加，每个人消费的产品种类数会增加，而且由于生产率上升，每个人消费的每种产品数量也可能上升。所以，总的市场容量会因每个人购买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购买量上升而增加，这就比过去不能内生产品种类数的模型显得更有意思。

但是，D-S模型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它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按照他们的理论，既然国际贸易的好处是如此明显，为什么人们一开始不直接选择国际贸易，而偏要从国内贸易开始？因此，他们只能将人们为什么最开始会拒绝国际贸易的原因归结于“某种障碍”。由于这种障碍使得国际自由贸易无法进行，人们被迫拒绝国际贸易，但是模型中并没有代表这种障碍的变量或参数。因此，斯迈思（1994）称D-S模型为外生贸易模型。

而由杨小凯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避免了上述模型的不足，它内生了个人的分工、专业化水平及市场一体化，被斯迈思称为内生贸易理论。这种贸易理论，能够解释D-S模型不能解释的企业出现、货币出现、分工演进、经济组织结构演化等重要经济现象。由于它能把市场一体化程度内生，还能解释何以国内贸易扩展为国际贸易，因此也就比以往贸易理论模型的解释力要高得多。


4.2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

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每个人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不存在着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的消费，而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增加交易次数，因此就产生了一对两难矛盾：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也就是说，假如你以前自给自足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由于非专业化生产效率较低，生产的粮食为2500公斤，衣物为25件。这时候没有贸易产生，也就没有交易费用。如果现在由某甲专业化地生产粮食，某乙专业化地生产衣物，则甲和乙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高。甲一年可以生产1万公斤粮食，而乙一年可以生产100件衣服。甲乙每人可分得5千公斤粮食和50件衣服。但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交易费用，因为甲和乙必须从对方手中购买衣服和粮食。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是专业化水平的单调增函数。也就是说，专业化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存在着分工现象，则全社会将出现分工经济，即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的水平。这种分工经济是如何出现的？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我们假定每个人可以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种植粮食和生产衣物都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特定的技能，而学习种植粮食需要花的费用为A，学习生产衣物的费用也为A（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二者相等）。如果两种产品都自给自足，每人的总学习费用就为2A，两人的总学习费用为4A。如果一个人专业化而另一个人不专业化，则总学习费用为3A，即A+2A。如果两个人都专于从事不同的行业，两人的总学习费用将下降为2A。可见，分工将大大降低社会用于学习的时间和费用，使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从而生产率也得到提高。如果将这种现象绘制成一幅二维图形，我们就可以看到，分工状态下两个人的生产总转换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就高于自给自足时两个人的生产总转换曲线，这高出的一部分就是分工经济。巴比奇是最早提出分工可以避免重复学习费用的人之一（Babbage，1835）。马歇尔（1890）、罗森（1983）、贝克尔（1981）也曾指出，分工可以通过避免每个人重复学习每种生产过程，使学习和训练的投资利用率得到提高。

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时，专家（如果某人专于生产某一产品，我们就称其为这一产品的专家）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某甲专业生产粮食，则他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1-A，即等于他的可用劳动时间（假定为1）减去学习时间A，然后再除以可用劳动时间1。而对专业生产衣物的人来说，他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就为零。对于生产衣物的专家某乙而言，情况正好相反，他生产衣物的劳动生产率为1-A，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却为零。

这种分工是如何产生的，其结果又如何？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总结在下面的命题中：随着交易效率不断地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率提高、贸易依存度增加、商业化程度增加、内生比较利益增加、生产集中程度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加、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增加、贸易品种类及相关的市场个数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由分工带来的结果。

第一，市场容量随分工水平提高而扩大。市场的容量可以定义为人口总数与人均总量需求的乘积。总量需求不同于对一种商品的总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是对一种特定的商品而言，而总量需求是对所有种类商品的总需求。而人均总量需求与人口量的乘积就是全社会总量需求，它正好就是我们定义的市场容量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为了计算的简便，假定存在着对称性。因此，我们可以直接把对每种商品的需求加起来得到总量需求。

过去有不少经济学家将人口规模等同于市场规模，他们曲解斯密关于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的观点。其实斯密指出，分工水平由市场规模决定，市场规模则由运输效率决定（接近今天的交易效率概念）。而杨格也指出，不但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容量也依赖于分工大小。他认为市场容量不但由人口规模决定，而且由每人的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每个人的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由分工水平决定。也就是说，“分工是由分工的水平所决定的”。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同义反复，其实正反映了经济中的递增报酬现象和市场容量与分工水平是一个铜板的两个侧面，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模型证明，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同时被交易效率决定，即随着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同时提高。新兴古典的动态模型还用一个动态机制讲述了市场容量与分工水平如何互为因果、自发演进的故事。

第二，劳动生产率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随着交易效率改进，分工的发展会通过节省重复学习费用而提高所有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而生产率改进和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则随分工发展而同时发生。比如，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某甲和某乙每人都自给粮食和衣报，不存在谁离不开谁的问题。而在分工的状态下，专业生产粮食的某甲绝不可能离开某乙而生存；同样，专业生产衣服的某乙也绝不可能离开某甲而生存，除非他们又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去。这就说明，如果我们按斯密的思路，将分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则贸易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就只不过是分工研究的两个侧面。

第三，内生比较利益随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我们将内生比较利益程度定义为每种商品卖者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买者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如上所述，从自给自足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跳跃到专业生产其中一种产品，则某甲专业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从（0.5-A）/0.5=1-2A上升到1-A，而某乙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则从（0.5-A）/0.5下降到0。此处我们假定每个人在自给自足时用一半劳动生产每种产品，这样某甲在生产粮食上的内生比较利益就是1-A。同样，某乙生产衣物的内生比较利益也为1-A。所以，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这也是斯密关于不同专家之间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观点的正式表述。

第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及人与人之间依存度的发展。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分工的好处低于交易费用），社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每个人的生产结构都相同，比如所有的人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也就无所谓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当分工随着交易效率上升而发展时，不同的专业种类数上升，而且每一对不同专家之间，由于自给自足产品种类数的下降，共同的产品越来越少，即每对不同专家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这也从另一方面增进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比如，自给自足状态下，每人都生产和消费4种不同的产品，随着分工的发展，每人生产的产品逐渐由4减为3，再减为2，最后减少到只生产1种商品，实现完全分工。在完全分工状态下，有的专家专门生产商品1，有的专门生产商品2，有的则专门生产商品3，有的则专门生产商品4，经济结构同自给自足相比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另外，有多少种商品卷入专业化分工，就意味着有多少种市场，所以分工的发展也会增加市场结构的多样化程度。这再次证实了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的论点。如果全社会共有n种产品，则每人要依赖n-1个其他专业的专家。所以，当全社会的产品种类数增加时，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也随之上升。

第五，生产集中程度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假如社会共有5种产品和10个人，则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每人都生产和消费5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集中度为1/10（即每种产品生产者人数的倒数）；在完全分工的社会中，每2人生产一种商品，每种产品的生产集中度上升为1/2。所以，生产的集中度随分工发展而发展。

第六，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发展。假如社会共有4种产品和4个人，则两个分割的市场就可以实现局部分工。而要实现完全分工（一人专于一种产品的生产），则必须是4个人形成的统一大市场，才能足以折中分工的好处和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两难矛盾。所以，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也会上升。

我们所以称这种劳动分工演进为外生的演进，是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释交易效率为什么会改进。我们只是将这种改进作为外生的变化，然后看其他内生经济变量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果这种交易效率不发生外生地改变，比如，不修公路、没有集市、没有电话、没有经济制度的创新等外因作用，则这种分工演进并不会发生。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有动态模型，证明分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发产生（见第10章）。

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进行直观的描述见图1-2。图中假定社会只有4个人，4种产品。图中的圆圈代表每个人，带箭头的线条代表产品流，而箭头一侧的数字代表相关的产品。在交易效率很低时，因为此时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的好处，就会出现图a自给自足的情形，4个人互不往来，当然也就没有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人们折中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空间扩大，因而选择图b中的局部分工，其中有两种商品市场，每人买卖两种商品1和2，而产品3和4是不买卖的，有两个互不往来的社区。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会出现图c中完全分工的情形。此时，所有的产品都卷入市场交易，每个人都是完全专业化的。

这种新兴古典分析的特点是，它不仅关心买卖数量和价格的关系，更关心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在数学中被称为图形的拓扑性质。拓扑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图中联结圆圈的线条数，以及被线条联在一起的圆圈个数发生变化。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变化。而这种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点是给定交易次数时价格和买卖量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图形上，只是每根线条的粗细程度的变化，是一种非拓扑性质的变化。


4.3 内生贸易理论与商品种类增加

上面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讲述了分工发展对提高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等的影响，但没有讨论分工和贸易对新产品出现的意义。这一节故事讲述的是，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的产品种类数也会随之提高。中国人对这种变化是深有体验的。改革前的中国，商品化程度很低，农村的商品化程度甚至低到30%，即农民消费的产品中有70%是自给自足。同时，改革前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也极少，不但衣服、食物的花色品种少，满大街人都穿着清一色的蓝、绿服装，买糕点也得凭票，而且像洗发剂、计算机、移动电话、美容院、快餐店之类的商品或服务，很多老百姓更是闻所未闻。改革开放后，个人专业化（如农村各种专业户的涌现）和商品化（如农民越来越多地买衣服而不是自己做衣服）的发展，使得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大大增加，很多新产品由此出现，而且每种产品的生产率也上升。

古典经济学家，例如乔赛亚·塔克（1755，1744）早就注意到分工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康有为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时也发现，洋人不仅生产率高，而且买得多卖得多。这种现象正是因为分工水平不同引起的。落后国家不仅生产率低，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商品化程度也低，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也少得可怜。而在发达国家中，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商业化程度都很高，消费的产品种类多种多样，生产效率也很高。中国人喜欢将没有见过的东西称为“洋玩意”，这正是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分工水平不同导致产品多样化程度差异的生动写照。杨小凯和史鹤凌发展了一个模型（Yang and Shi，1992），讲述了产品种类数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故事。他们的这一模型，被斯迈思称为内生贸易理论模型。

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若干因素之间的两难冲突，这些因素包括专业化经济、交易费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及管理多样化消费的费用。这4个因素之间，可以组合成若干两难冲突，如，利用专业化经济同减少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多样化消费的好处和利用专业化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与减少多样化消费的管理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人们折中这些两难冲突的空间，显然就与交易费用参数及多样化消费管理费用系数有关。当交易费用系数很高时，由高分工水平引起的总交易费用就会超过分工带来的好处，所以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状况下，由于每个人时间有限，如果他生产很多产品，则生产率一定会非常低下。我们不能想像如果一个人自己生产汽车、楼房、粮食和衣服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因此，他只能放弃那些在高分工水平下才可以享受的消费品，如，不生产汽车，只生产粮食和简单的衣服，住简陋的房子。也就是说，自给自足条件下，每人必须牺牲多样化的消费，只生产消费很少的几种必需品。当交易费用系数很低时，分工的好处就超过相关的总交易费用，所以人们可以选择高分工水平。与此同时，不同人可以通过专业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所以，专业化的发展与不同产品专业种类的增加，可以在低交易费用系数条件下同时发生。而产品种类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上。这种分工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制度的改革，通过改革使交易效率得到改进。

不少经济学家将新产品的出现视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技术进步有赖于商业化和市场的扩展，即分工的发展。如果没有分工扩展带来的市场扩大，不仅新技术得不到发明，即便被发明了，也不能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对于内生技术进步，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假定人们对技术开发的投资，即增加R ＆ D的投入，会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另一种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有赖于外部市场的发展，也有赖于技术活动中的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对R ＆ D的投入就能发展新技术。而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当然都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

我们可以看看瓦特和巴尔顿发明蒸汽机究竟是由于R ＆ D投入增加，还是交易效率的改进起到了更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英国很早就有了专利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瓦特和巴尔顿利用对专利的预期收入，先后说服了6位企业家投资这项发明，他们也雇佣了100多人专心于这项发明的不同专业，正是这种发明活动中高的分工水平，才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随着蒸汽机投入商业化生产，他们也从专利中得到了一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这项发明的成功，显然是由于专利制度及保护私人剩余权的法律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有效地改进了专业发明人与社会其他专业之间的交易效率。而蒸汽机在运输中的广泛应用，又进一步地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很多新产品能通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所以，由于制度的创新降低了交易费用，才促进了蒸汽机发明活动中的分工，以及蒸汽机发明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分工。

古代中国的情况就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但由于缺少专利法和其他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交易费用就非常高，限制了技术大规模地商业化，也限制了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所以，西方人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造枪炮，而古代中国人则多是用其制造鞭炮。如果偷抢知识财产是合法的，人们就很难以专门从事技术发明为生，也不能通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将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只能以家庭作坊方式发展新技术，发明人甚至将技术传儿不授女，很多技术也因此而失传。其中，中国历朝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缺乏法律保护，也是技术不能经过企业剩余权变成有回报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原因。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人打着“祖传秘方”的招牌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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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



我们用图4-2来直观地说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分工的商品种类数及均衡的消费品种类数会同时增加。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显著时，随着交易效率改进，商品种类增加得比消费品种类快，最终两者会相等。当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不显著时，商品种类永远与消费品种类相同，它们同时随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改进而增加。


4.4 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对此，传统贸易理论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的交易效率低。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

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有一些额外的交易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一般较国内贸易更长、国际贸易涉及通关检查、签证及其他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现在我们假定全世界共有100万人口和100万种产品，每个国家有1万人，即全世界有100个人口规模相同的国家。我们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关系。

假定最初交易效率极低，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既不需要国内贸易，也不需要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稍稍提高时，均衡的贸易品为100种，则局部分工的情形会出现，每个国家分为100个互不往来的局部市场，每个市场中100人贸易100种产品。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新贸易品进一步出现，均衡的贸易品提高到1万种，则每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会发展为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但此时，100个国家之间相互没有贸易。当交易效率更进一步提高时，均衡的贸易品种类从1万上升到10万种，则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不足以容纳这么高的分工水平，只有每10个相邻的国家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才能实现这么高的分工水平，而改进的交易效率又使国际贸易的额外费用被抵消。这时候，全世界形成10个互不往来的自由贸易区。每个国家都从本贸易区的9个国家中进口9万种产品，并向这9个国家出口1万种产品。最后，当交易效率极高时，均衡的分工水平达到100万种产品，则只有统一的世界市场才能实现这种分工水平。这时候，10个贸易区就会合成统一的世界市场。

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假定每个国家、每种商品都是对称的（如，假定人们对汽车和衣服的嗜好都一样），所以国际贸易要在贸易品种极大时才会发生。我们再看如果没有这种对称性，情况会是怎样。比如，人们更加偏好汽车而不是衣服，则生产汽车的人数会大于生产衣服的人数，极而言之，假定这种相对人数之比是100000比1。那么当一国只有8万人时，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发生而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则连汽车和衣服这两种产品之间的分工也无法实现。因为要充分利用这种分工的好处，一国的人口数至少要有100001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高档奢侈品和非常专业化的产品，本国的需求显然无法满足其实行分工的条件，只有依赖国际大市场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如果去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中的对称性假定，即使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不大，也会需要国际贸易，以充分利用分工的好处。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告诉我们，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折中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卷入国际贸易的程度，也可以用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来解释。发达国家因为交易效率高，均衡分工水平也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因此也就更需要国际贸易来充分利用高分工水平的好处；而落后国家因为交易效率低，均衡分工水平也低，国内贸易就能适应低分工水平，并不需要很多国际贸易。这就是为什么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不惜用武力拓展国际市场的原因，而一些落后国家则将国际贸易视为可有可无，中国清朝甚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内生比较利益的例子。日本政府最初认为日本在汽车生产上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因此不鼓励发展汽车产业。但日本的企业家却不这么认为，并且政府也无法限制私人企业的活动，结果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后来居上，甚至超过了美国。如果按照外生比较利益说，这种现象显然是无法解释的。所以，要充分利用分工和贸易的好处来发展一国的经济，关键在于改进交易效率，通过分工创造内生比较利益，而不是仅仅依赖外生比较利益。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1999）发展了一个更一般的新兴古典模型，它可以使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并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从而使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更多的模型中去。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可靠的理论基础。


4.5 新兴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

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比较，我们可对新古典贸易理论做如下分析。第一，由于新古典贸易模型中以外生比较利益为基础，所以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D-S的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比较优势不同。李嘉图模型中有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有外生资源比较优势，它们都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生国际贸易的推动力。第二，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每个国家都有消费者和生产者，所以国与国之间有点类似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生产者的分析框架。这一特点决定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有很多个结构，每个结构都可能有一个角点均衡。因此，只要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中，并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生产者分析框架，则扩展的模型可用来研究外生和内生比较利益同时存在的全部均衡意义。第三，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不一样，国内贸易是由于纯消费者不生产，不贸易就会饿死冻死；而国际贸易却是因为比较优势。由于这一特点，每个人的商业化程度不能内生，国际贸易只是代替部分国内贸易而已。所以，在这种分析框架中，人们只能在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之间的替代性上选择，而不能选择分工水平。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被称为新贸易理论的D-S模型有如下区别。首先，D-S模型不能用来解释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在图4-1a中，消费者1和2将劳动卖给企业，但每个消费者可以将一半劳动卖给企业x，另一半卖给企业y，也可以把所有的劳动卖给一家企业。前面一种劳动力分配意味着每个人都不是专业化的，而后一种劳动力分配意味着每个人是专业化的。由于在D-S模型中，每家企业的生产效率只与生产规模有关，而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无关，所以上两种非专业化和专业化的劳力分配模式都会产生同样的生产率。虽然王开友和杨小凯（1996）证明，若将交易费用引入D-S模型，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也可用交易效率来解释，但对有交易费用的D-S模型而言，交易效率并不能解释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的分工水平。因此，D-S模型就不能用来解释企业出现、货币出现、分工演进、经济组织结构等重要的经济现象。

其次，如果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交易效率差别不是很大，则图4-1a中的情形不可能在D-S模型的均衡中发生。因为，每个消费者都会尽量购买市场上的所有商品，他们并不会选择图4-1a中的互相分隔的多个地方市场结构。但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哪怕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交易效率没有多大差别，但当国内国际贸易交易系数同时由低向高变化时，经济会从自给自足演变到多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然后再发展到全国统一市场，再发展到有国际贸易但全世界分为几个贸易区的情形，最后形成世界性的统一市场，即所谓市场全球化。也就是说，D-S模型本身并不能内生从图4-1a向4-1b的转换。因为后者优于前者，人们一开始就会选择后者。因此，模型中人为地假定图4-1a可能出现，然后因为外生原因，市场均衡由图4-1a变到图4-1b。这外生原因不但不能由模型内生变量代表，也不能由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参数变化所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斯迈思将D-S模型称为外生贸易模型，而将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称为内生贸易模型的原因。

最后，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中，人口规模并不能直接对生产率有积极的正面影响。生产率由分工水平决定，而分工水平又由交易效率决定。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即使人口规模很大，但众多人口会分割成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率也低。这与印度和中国改革前大的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无正面作用的事实相符。但当交易效率很高时，众多人口就可以被利用来实现很高的分工水平，分割的地方市场也会整合成统一的市场，所以生产率上升。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西兰及香港早期经济发展的事实也吻合。所以，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可以同时解释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当交易效率高时，两者的关系是正的；当交易效率低时，两者的关系是负的。因此，人口规模本身并不能解释生产率，决定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效率而不是人口。如果像改革前的中国那样，由于缺少法治并实行僵化的计划体制，使交易效率非常低下，广大的人口就会被分割成互不往来的很小的地方市场，使人口众多利于分工的优势不能发挥出来，出现高人口密度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像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由于好的法律制度保证了高交易效率，因而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密度成为加深分工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人口政策本身对经济发展并不是关键，关键是通过改革，发展有效的法律制度，改进交易效率，使中国广大的同文同种人口能成为发展分工的一个有利因素。


第5章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

5.1 什么是企业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给出几个例子，看看哪些是企业，哪些不是企业。在工业革命前夕，出现了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即由商人以计件的形式向分散的手工业者收购产品，再在市场上销售，这种形式是不是企业？你在家里雇了一个保姆或钟点工，他们每天为你提供家庭服务；或者，你雇一个经纪人替你买卖股票，这些算不算企业？你开了一家美容院，雇了两名美容师，专门为客人提供美容服务，这是不是企业？

所谓企业，其组成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是不对称剩余控制权。同企业有关的合伙人包括两类不同的人，一类叫雇主，一类叫雇员。雇主与雇员之间有所谓不对称剩余控制权，或称权威的不对称，即对如何使用雇员的劳动，雇主有最后决定权或任意处置权。当然这只是一种剩余控制权，雇主也可以放手让雇员支配他的劳动，但雇主只要愿意，就可以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支配雇员的劳动。第二是收益的剩余权。在雇主与雇员的合约中，对雇员应得收益有明确规定，而合约中并不写明雇主得多少。所以，雇主持有收益的剩余权，即按合约支付雇员后，余下的不论是盈还是亏都归雇主。显然，如果你雇个保姆或钟点工，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但这还不足以构成企业。作为企业，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即雇主利用雇员的劳动生产出的某种产品或服务，必须是为了出售获利而不是全由自己享用。

这第三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生产中间产品与生产最终产品之间的分工，中间产品是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为什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第2章的例子。如果专业生产粮食的专家聘请专业生产衣物的专家组成一个生产粮食和衣物的企业，然后再将衣物卖给生产衣物的专家（生产粮食的专家留下供自己消费的衣物），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显然，这种企业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生产衣物的专家要买回他的产品，为什么他当初不直接卖衣物给生产粮食的专家而偏要卖劳动力呢？这种有企业的情况同没有企业的情况相比，都涉及粮食和衣物的买卖并且费用相等，而后一种有企业的情况下，反而多出了一部分劳力买卖的交易费用，用企业的形式组织生产反而是没有效率的。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例子中涉及的商品，我们发现，粮食和衣物都是最终产品，没有一样是中间产品。因此，中间产品是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但正如科斯（1937）曾指出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的分工，是厂商出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科斯指出，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当劳力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交易效率高时，企业会从生产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分工中出现。对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地展开分析。

现在我们知道，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只有美容院是满足全部3个条件的企业。商人购买手工业者的产品，其中并没有剩余控制权，他不能任意支配一个手工业者的劳动。手工业者的劳动由他们自己支配，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及什么时候干，都由其本人决定。所以，这种形式还不能叫企业，只是企业的一种雏形而已。你雇请一个保姆，或聘请一个股票经纪人，这种情况满足企业的前两个条件，但却不满足最后一个条件，因此也就不是企业。

所谓企业理论，是一门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意义的学问，真正的企业理论是由科斯首创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分离的，人们生下来时企业就已经存在，企业的出现不是由理论来解释，而是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而存在。至于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新古典的教材说，如果没有企业，纯消费者都会饿死。这当然是一个很不现实的答案。如果没有企业，大不了人们自给自足地生产，绝不会饿死。所以，新古典的所谓企业理论其实不是企业理论，而是在给定企业存在时关于企业生产决策的理论。科斯的理论则打开了企业这个黑箱，促使人们对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企业内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这两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5.2 企业为什么会出现

对于企业为什么会出现的问题，科斯之前也有两个相对较好的解释。一个说法是，由于有劳动分工，所以需要企业。科斯在他1937年的经典文章中争辩说，这个答案是不完全的。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劳动分工，既然市场可以组织分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这个问题才是真正企业理论的始点。科斯说，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法，企业的出现一定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就是企业出现的原因。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决定的。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种上升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不会扩大了。另一个解释企业出现的说法是，社会上不同的人对风险有不同的喜好，那些厌恶风险的人就会成为企业的雇员，而不怕风险的人就会成为雇主。雇员拿没有风险的工资，雇主承担所有风险。但科斯反驳说，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一个买卖风险的市场，并不说明我们需要企业，保险的买卖完全可以满足对风险态度不同的人的需要。

科斯的理论问世后，按照他本人的话说，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末威廉森提出的最优科层理论。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假定一个企业有1000个专业化的工人，他们各从事1000种不同专业，企业就是用一个科层结构来组织分工。这个科层结构可分为3层，最高层是经理，中间层是部门，最底层是车间。一个经理管10个部门，每个部门主管管10个车间，每个车间有10个工人。这种3层结构的坏处是管理人员的工资开销大，好处则是协调比较容易，因为每个主管管理的人少。这个科层也可以只分为一层，即由一个经理直接管理1000个工人。这种结构的好处是管理人员少，但协调却很困难，造成生产力的损失。所以，最优科层结构就是折中这种两难冲突，找到一个最优层次数，这个最优科层结构就决定了企业规模。但是，这种理论与企业理论并无直接的关系，因为市场也可以发展出复杂的分层结构，例如批发零售网络就是一个典型的分层结构，但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关系不一定是企业内的关系，而可能是市场关系。

艾智仁和德姆塞茨的理论，则第一个将企业理论与企业剩余权概念挂钩（Alchian and Demsetz，1972）。他们论证道，在团队生产中，人们往往会产生搭便车等行为，这就需要一个人来专门监督团队的生产。问题是，如果这个监督者也是“出工不出力”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让他拥有企业的剩余权，这样监督者就会有动力去提高监督效率。因此，监督者成了老板，而艾智仁和德姆塞茨则认为老板的私人剩余收益权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本质特征。他们的这种理论不能解释私人剩余控制权的意义，为什么不可以由团队付工资雇请监督者，由团队获得剩余权呢？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可以从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找到。

还有很多人用委托—代理人理论（theory of principal-agent）来研究企业问题。这种理论讲的是一个有效的风险分担和有效的激励之间的两难故事。虽然它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说服力，但这种理论也很难令人满意。一方面，这种理论都是局部均衡或决策模型，不是全部均衡模型；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只能称为合约理论，而不是完全的企业理论，因为它适用于一般市场合约，而没有企业所独有的特点。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张五常对科斯的企业理论才做出一个实质性的发展（Steven Cheung，1983）。他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的方式代替市场方式来组织分工，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这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重要发展，因为在科斯的经典论文中，把企业看成是市场的一种替代物。很多经济学家正是抓住科斯论文中的这个缺点，发展了很多关于企业将外部效果内部化的理论，用来鼓吹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也被有些人用来支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人甚至争辩道，由于有外部效果，市场是没有效率的，所以企业就用企业内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管理，将此外部效果变成可以被利用的了（即所谓外部效果内部化）。而张五常则认为，外部效果是没有意义的概念，问题的实质在交易费用。所谓外部效果，实质是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同不界定产权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按照他的企业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高于用来生产此种中间产品的劳力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

张五常的企业理论虽然很有创见，但却很少有人引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用数学模型表达的。而他发表此文的20世纪80年代，已是企业理论数学化的年代，非数学化的理论是很难被主流教科书吸纳的。而新兴古典的间接定价企业理论，则用数学模型将科斯、张五常的观点精细化了。科斯本人深懂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他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说中，就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的思想和对企业理论的贡献。


5.3 企业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

产权理论是科斯的第二个重大贡献（Coase，1960）。通常被人们称为“科斯定理”的产权理论，其实只是一道命题，即，“当不存在交易费用时，不论产权做何种分配，经济效率不会受影响；而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产权的分配可能会对效率有影响。”科斯命题是针对外部效果理论的。以污染为例，在无交易费用时，不管开汽车的人有权排放污染还是受污染所害的人有权对排放者索赔，市场上自愿的合约都会使排放水平达到最优。如果开汽车的人有权排放污染，则受害人会出钱购买排污权，以减轻自己被污染的程度。如果受害人有权索赔，则排污者会出钱排污以增加自己使用汽车的方便。在两种情况下，排污水平都可在市场上取得对社会最优的水平。排污问题就是人们争论的所谓外部性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市场失败，因而主张政府干预。其实，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外部性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以排污为例，外部性的程度是由界定排污权的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不界定排污权所造成的经济扭曲（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折中决定的，市场上的自愿合约会自动找到社会最优的排污水平。但是，科斯对交易费用出现时产权结构可能的经济意义没有进行深入阐述。

1986年，格罗斯曼和哈特提出了不完全合约理论，称得上是对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数学模型。该模型认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了内生交易费用，这就使合约成为必要。例如，在接近煤矿的地方建设了一个只能用此矿煤的发电厂，如果没有合约，煤矿就可能利用发电厂投产后改变资产性能的困难，采取将煤矿价格提高等办法来剥削发电厂。一旦合约成为限制机会主义行为所必需，则合约不可能对所有可能的情况都考虑到。

在他们看来，由于很多经济因素不能在合约中明确规定或通过法庭来强制执行，所以合约总是不完全的。当合约不完全时，资产的所有权结构就会对效率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模型证明，如果一方行为对资产的效率影响大，并且与这影响有关的合约条件难以通过法庭验证和强制执行时，该方拥有此资产会比其他产权结构更为有效。比如，对汽车而言，有两种产权结构，一种是开车的人是车主；另一种是出租汽车公司是车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产权结构比后一种更有效。因为，如果大多数人向出租汽车公司租车来驾驶，合约中关于车坏了谁负责的条件就很难依法验证。租车的人肯定对车不加爱护，他非常清楚车坏了是由于开车不小心，还是由于不能控制的意外事故引起，而出租汽车公司却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这就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因此，在这种产权结构下，车的保养就会很无效。但如果开车人是车主，则这种无效率的破损就会大大减少。

不完全合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最优所有权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在关于汽车的例子中，整个故事与企业可以毫不相干，尽管资产专用性理论告诉我们，在何种情况下谁拥有资产是最优的。此外，这类模型的结论是，剩余权的非对称分配有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即产权分配结构的差别并不是无关的，而是对交易费用大小有非常关键的影响。这类模型与“科斯定理”的思路是不一致的，而且似乎是有意要证明科斯定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新兴古典企业理论则承袭了科斯、张五常的思路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其中关于企业产权结构的理论，更是内生了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其模型比艾智仁和德姆塞茨、威廉森、格罗斯曼和哈特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5.4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故事：企业的出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人们在什么情况下组织企业和利用劳力市场进行生产，什么情况下直接依靠产品市场组织生产，是由理论内生地解释的。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每个人要做的第一步是进行选择专业的决策，而企业只可能是个人决策后对组织交易方式的一种选择。换句话说，企业只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出现的原因是由于，用这种形式组织分工比直接用产品市场组织分工更有效率。人们如果选择企业，就意味着用劳动力市场替代相关的产品市场。这在劳动力的交易效率高于产品市场时会发生。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直接交易劳动比直接交易产品更有效率呢？你家里雇请一个保姆做家务，有两种可能的交易方式供选择，一种是直接购买她的服务产出（如洗衣、擦地、做饭的数量），按她的服务数量和质量来付费；另一种是买她的劳动力，即你购买她的工作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你可以任意安排她干何种家务。通常，人们会选择后一种交易方式，因为保姆提供的服务产出涉及很多项目，其数量和质量都不易测度，交易起来效率非常低，不如直接买卖劳力更省事。所以，这种分工并不采取产品买卖的形式，而按专业提供服务的人的工作时间来计价（如钟点工）。因此，在新兴古典框架中，劳力的买卖只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可以与产品买卖互相替代，哪种交易方式好，全看劳动交易与产品交易的相对交易效率。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故事中，一个社会中有很多决策前天生相同的人。其中，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两种活动，一种是直接生产衣物的活动，而另一种活动是管理生产衣服的过程。这样，生产衣物就会有两种组织结构，一种是自给自足，另一种是有分工的组织结构，即一些人专业生产管理知识x，另一些人用x专业生产衣物y。这种分工的好处是利用了专业化经济，而坏处是有交易费用。所以，在交易效率极低时，由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的好处，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在交易效率很高时，由于分工带来的好处大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人们就会选择分工的形式。

如果选择分工的组织结构，又包括6种可能的交易结构。因为，当人们在生产衣服的过程中组织分工时，共有4种东西中的两种之间的买卖足以用来协调分工，它们分别是：（1）衣服y；（2）衣服专家的劳动Ly；（3）管理知识x；（4）管理专家的劳动Lx。它们两两组合的交易结构共有6个，其中，交易结构D没有企业，其余结构均有企业。实际上，我们只须分析下面3种可能的结构（见图5-1），其余3种结构则由于明显无效率而不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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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分工的各种交易结构



结构D：买卖的对象是（1）衣服y和（3）管理知识x。它意味着管理专家（x/y）卖管理知识x，买衣服y；衣服专家（y/x）卖衣服y，买管理知识x，生产能够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易进行组织。

结构E：买卖的对象是（1）衣服y和（4）管理专家的劳动Lx。它意味着衣服专家买（雇）管理专家的劳动Lx，然后卖给管理专家衣服y。管理专家则将劳动Lx卖给衣服专家，买衣服专家的衣服y。这实际上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了中间产品市场。

结构F：买卖的对象是（1）衣服y和（2）衣服专家的劳动Ly。它意味着管理专家买（雇）衣服专家的劳动Ly，卖衣服y给衣物专家；衣服专家卖劳动Ly给管理专家，从管理专家那里买衣服y。

显然，人们会从这3种交易结构中选择一个最有效率的交易结构，避免交易效率最低的买卖，通过在交易结构上做文章来节省交易费用，促进分工和生产力的进步。这3种交易结构的区别是，在结构D中，衣服专家和管理专家在产品市场上直接以中间产品交换最终产品，不涉及劳动力的买卖，因而也没有企业出现。在结构E中，生产衣物的专家当老板，他购买管理专家的劳动，命令管理专家（雇员）在企业内专业生产管理服务，他再用管理服务加上自己的劳动去生产衣物。这种情况满足企业定义中的3个条件，因此也就出现了企业。在结构F中，管理专家当老板，他去雇佣生产衣物的专家（工人），并要求工人用管理知识来生产衣物，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同交易结构D相比，结构E和F都是用劳力买卖代替中间产品买卖。所以，只要劳力买卖比中间产品买卖更有效率，企业就会出现。

很多有关企业理论的论文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当然，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企业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有交易费用还不足以使企业出现。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的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这后一个必要条件由张五常提出（Cheung，1983），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科斯声称，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非市场行政费用的差别是企业经济存在的条件。张五常则纠正道，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非市场组织代替市场组织。但是，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就是真正用非市场的行政管理代替市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失去了在各种交易方式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力，企业家的剩余权不受法律保护，自由创业、自由进入企业家活动受到限制。所以，企业制度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这种理论意味着，如果存在交易费用，但如果交易效率对各种产品和专业劳动都相同，企业不可能出现。


5.5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故事：谁当老板

企业出现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就是谁当老板更有效率的问题。到底是衣服专家当老板还是管理专家当老板更有效率？我们可以看到，结构E和F都是用劳力买卖代替中间产品买卖，都是用企业的形式组织生产，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哪一类专家当老板。在结构E中，衣物专家是老板，而在结构F中，则是管理专家当老板。谁当老板的问题，当然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有关。科斯曾有一个著名假想（Coase，1960），即在没有交易费用时，所有权结构的差别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的结局，而当存在着交易费用时，这一差别就会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衣物专家的劳动和管理专家的劳动都没有交易费用（当然也就不存在交易效率的差别），那么不仅谁当老板都一样，而且企业压根就不可能出现。如果两类专家的劳动交易都存在交易费用，则谁当老板都会对效率产生影响。

现实的情况是，经济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不同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也不一样。因此，不仅需要企业，而且还要考虑谁当老板（即哪种所有权结构）的问题。那么，谁当老板会更有效率呢？这取决于两类专家劳动的不同交易效率。我们可以假定，衣服的交易效率很高，因为衣服的质量、数量都很容易测度；生产衣服的专家的劳动交易效率也较高，因为生产衣服的劳动属于体力劳动，他不动手脚时，我们就知道他在偷懒。而管理专家的劳动交易效率则很低，因为管理是一种不可触摸的知识财产，生产它的劳动是一种脑力劳动，质量和数量极难测度。你能肯定一位在办公室正襟危坐的经理究竟是在考虑工作，还是在想着晚上和女友约会？如果这种假定为真，那么结构D就肯定是低效率的，因为它必须买卖交易效率低的管理知识。结构E也肯定低效率，因为它也要买卖交易效率低的管理专家的劳动。在这3种结构中，F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买卖的是衣服和生产衣服的劳动，它们的交易效率都较高。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直接买卖管理知识效率低下。在中国，前几年曾经举办过买卖“点子”之类的交易会，一些声称可以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的“点子大王”对自己的“点子”标出价格进行公开拍卖，但最终成交极少。卖“点子”的人坚持，给了钱才告诉你我的“点子”是什么，否则告诉了你万一你赖账怎么办？或者，如果买者知道“点子”的内容后称他早就梦见过这个主意怎么办？而买者则绝不同意先付钱，理由是我付了钱后如果发现你的“点子”根本就不值钱怎么办？所谓“点子”，其实就是一种企业家活动的产出，要对这种产品进行直接交易，其效率是极低的。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进行这种专门的企业家活动无利可图了呢？当然不是。企业组织就是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它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但却不直接买卖此类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点子”的价格究竟由什么决定呢？剩余收益权就是“点子”的价格。比如，卖“点子”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组织企业，按照自己的“点子”组织生产或服务，在付给雇员工资和其他成本后，剩余的收益就是“点子”的间接价格。如果是一个好“点子”，其间接价格就高。如果是个馊主意，那就只有亏本的份。因此，企业的功能就类似专利的功能，它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将生产知识财产的活动卷入分工的交易费用。更一般而言，企业制度可以将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此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定价。按照这种理论，如果劳动力交易效率很低，我们就应该选择结构D，而避开按劳付酬。如果劳动力的交易效率很高，企业就会出现，并且企业只有在自由企业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所谓自由企业制度，是指法律保护企业的剩余权，而人们可以在按劳付酬或按产品付酬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如果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按劳付酬，则当劳动的交易效率极低时，分工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可见，不同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即不同的交易结构，直接关系到生产率的高低。随着分工的日益发达，可供选择的交易结构将呈几何级数增加，大大超过上面提到的6种。这就意味着流通领域的潜力相对生产领域的潜力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对选择哪种交易结构的限制越来越少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通过“组合市场要素”发了财。这也是所谓资本运营在中国开始形成热潮的原因。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是对交易结构的选择，就有可能提高交易效率，从而提高生产力。

这种企业理论，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由杨小凯和黄有光发展（Yang，1988，Yang and Ng，1995）。它的故事可以概述如下：当一个人有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时，他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将主意卖给别人，别人按照这个主意去赚钱，这称为直接定价方法。但正如中国“点子”交易会上的情形一样，买卖主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另一种办法是将思想作为商业秘密保留下来，然后按劳动力市场条件雇人来实现他的想法，最后的盈亏就是这个主意的间接价格，这是一种测度“点子”价值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

当资产组合（portfolio）管理和生产管理有了分工后，由于资产组合管理知识的交易效率比生产管理知识的交易效率更低，而企业的剩余权只能用来完全避开一类活动的直接定价，所以大公司的老板通常是由股东而不是由经理担任，股东专业管理资产组合，经理人员专业管理生产。而由于经理人员的劳动交易效率也相对较低，故大公司往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在老板就是雇主的小公司中，这种情况就少得多。这也证实了间接定价理论中劳动交易效率的差别对经济影响的结论。

新兴古典间接定价理论也将科斯定理精细化了，它指出了何种企业产权结构在什么条件下效率更高，以及决定这种产权结构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不管是直接交易衣服和管理知识的D结构、衣服专家当老板的E结构，还是管理专家当老板的F结构，其产生的效用都是一样的，产权结构的差异的确无关大局。只有当交易费用出现时，产权结构的差异才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管理专家的劳动交易效率低，则管理专家当老板的产权结构就比衣服专家当老板更有效率。

最后，我们将新兴古典企业理论总结为如下命题：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自给自足是全部均衡。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分工是全部均衡。当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而当用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比用来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低时，中间产品专家是企业的老板。反之，最终产品专家是老板。企业的非对称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可用来将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而剩余收益就是这类活动的间接价格。


5.6 私人剩余权对经济效率的意义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用企业家得到剩余权这一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将交易效率最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因此，企业家的剩余权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如果对企业家剩余权缺乏保护，就会造成管理知识的供不应求，使真正的企业家难以产生。

这种由于对企业家私人剩余权缺乏保护而造成的管理知识缺乏及其他一系列的后果，在前苏联以及中国的国有企业中非常严重。中国政府非常强调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但是管理水平却一直上不去，其关键并不在于管理者的水平低，而在于无人拥有企业的剩余收益，大家没有激励去加强管理。如果不承认企业管理者的自利性并保护企业家的剩余权，企业的管理就会始终难以上去。大家看到的很多情况是，经理人员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每天流失就达上亿元。一些快到退休年龄的经理人员，产生很不平衡的心理，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将企业搞起来，退休以后却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59岁现象”，如，红塔集团原总裁褚时健事件、武汉长动集团原总裁于志安事件，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的一篇报告曾做了概括（见1999年6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从1994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了公司化改制。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效益并没有像原来预想的那样得到改进。相反，近年来企业经营效益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恶化的趋势至今没有缓解。去年连续发生震动海内外的大型国有企业破产事件。今年国务院派出的稽查特派员对第一批22家大型国有公司的审计结果表明，所有这些企业都有较大的财务问题，有的甚至触犯了刑律。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轻率决策、挥霍公款、拖欠债务与转移资金等情况相当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既然出现严重问题的公司如此普遍，显然就不能仅仅归因于这些企业经理人员的个人素质低下，而必须从企业的现行制度追溯其根源。”

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家没有剩余收益权，企业的主管官员也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由于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没有私人剩余权，又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使企业家得到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于是就出现了“不开正门就走邪门”的现象。因此，要杜绝此类现象，关键在于保护企业家的私人剩余权。如果企业家拥有私人剩余权，那么不仅这种管理人员贪污的情况会得到有效避免，而且不需要政府号召，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也会大大改观。曾经有中国人在美国做过试验，如果在麦当劳买冰激凌不满意的话，可以要服务生多加些冰激凌，若服务生不肯，可以请他叫经理来。结果这位中国人用故意找碴的态度照着试了几次，屡试屡灵。服务生一听说要找经理，总是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经理有一个原则：顾客总是对的。他回想起在北京国有菜场买菜时，卖菜的售货员大嫂总是拉着脸，顾客还得小心地对她赔着笑脸。如果发生了争吵，经理多是为售货员打圆场。在中国，还经常有百货公司状告顾客的事情。这些问题的症结，都是由于企业家没有剩余权导致的。如果菜店是私人企业，就不会发生经理同顾客吵架的事情，因为顾客是否愿意到店里买东西直接关系到老板的利益，因而老板会想尽办法使经理不敢得罪顾客，经理怎么会同顾客过不去呢？

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外，中国其他很多问题，其实也都是由于企业家剩余权没有得到明确而导致的。在当前中国的改革中，企业家的剩余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些人不理解，贪污成风正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有明确，国有企业中没有“真老板”，所以侵犯企业剩余权的行为不会遇到老板的抵抗。消灭贪污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明确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将政府垄断的一些不合理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污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都会遇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抗，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时，社会是不可能有道德准则的。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颇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企业的合并重组频繁发生，但中国企业的合并重组却难以进行（尽管近年来在一些上市的股份公司中开始渐渐多起来），原因就是剩余索取权不明确，企业的管理人员担心合并重组后影响他们的职务，进而影响其真实收入。但如果决策的老板拥有私人剩余权，而合并重组能增加他的收益，他就不会去过多地计较自己的职务，毕竟通过合并能够增加收益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缺乏企业家剩余权的情况，使经济组织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合理化难以实现。现在中国政府正下大力气对低水平重复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但由于没有企业家剩余权，企业管理人员对这种调整不仅缺乏积极性，甚至还有抵触，结果只能依靠政府强迫某家企业同某家企业合并或重组，效率非常低下，效果也不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也是如此，政府费了大量气力，效果却很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就是国有企业没有拥有剩余权的真老板。所谓战略性改组的目标是政府人为设定的，不是分散的个体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而只能是企图通过一个神明的中央计划者来统一调度完成。这种做法，实质上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的思路上。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强调企业家的剩余权，同艾智仁和德姆塞茨提出的私人剩余权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他们的故事无非是说明团队生产时，如果没有拥有剩余收益权的专业监督人，则每个成员生产服务的定价效率会很低。而一个专业监督人有可能通过专业化而改进这定价效率。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不可以由团队付给监督人适当的报酬，而非要给他剩余收益权呢？他们的理论没有给出答案，而新兴古典企业理论模型则给出了回答：由于监督人的活动定价费用比团队其他成员活动定价费用更高，所以只能给监督人以剩余收益权，它就是监督人活动的间接价格。让私人企业家拥有剩余权，这种所有权安排是最有效率的。如果仅仅是强调私人剩余收益权，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改革模式不能取得成功。

企业剩余权是通过雇佣制度来实现的。有人认为，雇佣制度是不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部分人（雇员）必须按别人的意志工作，而另一部分人（雇主）却可以任意支配和指挥别人，而且不劳而获。不少中国工人认为，企业老板赚的钱应与工人分享。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雇主的管理活动同工人劳动的交易效率一样，工人当老板同企业家当老板的效率是不会有差别的。而实际上，管理活动的交易效率远远低于工人劳动的交易效率，所以生产管理知识的人当老板，由他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是最有效率的。如果偏要选择工人当老板，由工人分享剩余收益，就会出现企业家活动供给不足，企业效率低下。前苏联式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情况，它对自由企业制度功能的发挥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第6章 内生交易费用和分工演进

6.1 内生交易费用及其对分工的影响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交易费用对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交易费用系数越低，分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是，巴塞尔（1985）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交易费用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费用吗？”正是这个问题，使人们开始注意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区别。在此之前，威廉森曾清楚地指出了由于机会主义行为（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等）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与有形外生交易费用的区别（Williamson，1975）。诺斯和托马斯（1970）也曾指出过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同外生交易费用的区别。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如何降低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就更是意义重大。因为既然它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是人类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穷国之所以穷，富国之所以富，其主要根源就是富国有一些好的制度，能有效地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因此，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又与制度经济学密切相关，而且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

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在前面的分析中，购买每单位商品的交易费用系数都是外生交易费用，因为人们在做决策之前都能看到它的大小，它同各种自利决策之间利益冲突产生的经济扭曲没有任何关系。商品运输过程中所耗去的资源是一种直接的外生交易费用，而用于生产运输、通讯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计算机、汽车、信用卡）则是一种间接外生交易费用。

内生交易费用包括两种类型：广义内生交易费用和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做出了决策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换句话说，内生交易费用是个体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在前面的章节中，总交易费用是内生的，因为它们由交易的次数与每个交易的费用之积所决定，而交易次数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又是内生的。由于对间接外生交易费用的定义（比如汽车的花费）同广义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有部分重叠，故我们使用一个相对较窄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即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它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分配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在本书中，如不特别指出，我们的“内生交易费用”代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

内生交易费用由特定的人类行为引起。人类行为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称为非对策自利行为，其特征是决策者不直接对其他人的决策做出反应，只对价格做出反应。前文中人们对瓦尔拉斯价格做出的反应，就属于非对策行为。第二种称为对策行为，其特征是决策者对其他人的决策直接做出反应，即人们的自利行为之间有直接的交互作用。这种对策行为又可分为两个子类：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和机会主义对策行为。非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一个参与者的利益不是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或称利己不损人，它不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纳什讨价还价博弈中的自利行为，就是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一个参与者的利益是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对策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也是威廉森交易费用理论研究的重点。内生交易费用就是由不同的参与者争夺分工好处的份额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

内生交易费用对均衡分工网络大小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外生交易费用的影响更加重大，因为内生交易费用由个体的决策，以及他们选择的制度和合约安排所决定。例如，发生在不列颠以加速分工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1624年的专利法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保护专利权的国家，从而大大减少了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偷窃（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知识产权的行为。正如诺斯和温格斯特（1989）指出的，英国成功工业化最重要的驱动力是，17世纪英国国家制度的演进，建立了政府对宪政秩序可信的承诺机制。这大大减少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也大大减少了人民的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

根据奥尔森（1996）的研究，在美国的制度下，一个典型的海地移民的生产效率和真实收入，1980年比其在海地国内要高出5倍之多。他比较了一个新德国移民和一个新海地移民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并将这一差别归因于各自人力资本和文化的差异。但是，在扣除了这种差别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后，一个当地的海地人和一个在美国的海地新移民在人均真实收入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而这一差距的主要部分又不能被物质资本、资源禀赋、人力资本、获得技术的条件、人口密度和文化背景方面的不同所解释。他指出，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在一个坏的制度下，海地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所引起。

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国家机会主义包括如下一些政府行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政府行为充满了掠夺和征用的色彩。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机器的强权和征税权肆意偷窃公民的财产。20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海地杜瓦利埃政府的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7，p.149），海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征用、勒索、通货膨胀税和腐败。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政府支出的30%被用于保护杜瓦利埃本人。农业，特别是咖啡，被课以很重的税收。按照某些估计，杜瓦利埃因个人目的每年转移到国外的财富就达700万美元。在批准外国投资者投资开发项目的过程中，对官员的贿赂现象十分流行。此外，在“义务”捐赠的名义下，肮脏的勒索行为竟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被制度化。

根据萨默斯（1992），在一些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国家，政府热衷于雇亲戚朋友为政府工作和用贸易许可证控制经济的政策。然后，政府又故意扭曲汇率和价格，以使其有利于那些同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贸易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成为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个人质。森（1977）、张欣和文贯中（1998）、Lin and D. Yang （1998）证明，那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追求城市居民利益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正是印度发生大饥馑的主要原因。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导致内生交易费用，而且间接地鼓励了居民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糟糕的情况是，它还很容易引发政治不稳定和战争。

我们以印第安人为例子，看看制度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美洲印第安人一直到16世纪都没有私人财产概念，特别不能容忍土地的私有。在印第安人部落中，我们今天视为偷窃的行为是合法的。任何别人的东西，部落中人都有权共享，连打仗抓来的俘虏，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扯一根头发以示共享。白人征服北美后，曾试图将印第安人文明化，将土地分给个人，并发给所有权法律文件，但印第安人得到土地后，又将他们合在一起共享，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私有是不道德的。由于这些道德观念、习俗和制度的影响，印第安人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

早在秦汉时，中国就有欠债还钱、偷窃受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土地私有的契约也早在明朝就出现了。但中国对发明权的私有概念一直到近代都未形成，皇帝和豪强经常任意侵犯私人财产。这些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都是限制人们争夺财产造成内生交易费用的重要形式，对减少交易费用、促进分工的发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这种揭示产权与内生交易费用之间关系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有人提出。《吕氏春秋·审分览》中曾引慎子的话：“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慎子讲的这个故事，强调“定分”是避免人与人争夺利益而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办法，形象地揭示了制度与内生交易费用的关系。孟子也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

根据经验研究，地理条件（糟糕的运输条件）是影响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且也为政府行为的演进创造了历史条件。在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所谓逆向选择，并同内生交易费用密切相关。而测度和监督工作努力程度的困难，则会产生所谓道德风险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对于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目前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研究方法是，根据我们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增值税、政府垄断权、外部性和公共商品引起的扭曲就是内生交易费用。在很多新古典的模型中，垄断经营权、信息不对称、公共财产和外部性都是外生给定的。一个更为现实的方法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权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垄断程度能够由市场决定，它是相互冲突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贸易模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D-S模型中，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和垄断引起的扭曲之间有两难冲突，市场对这一两难冲突的折中平衡决定了垄断和竞争的均衡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通过分工经济、市场相关网络协调可靠性和交易费用等变量之间的两难冲突，也会内生出竞争和外部性的程度。

第二种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方法是，将不可测度的规避风险的努力及信息不对称引入模型，然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

第三种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方法是，用对策（博弈）模型去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直接的交互作用。一些带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显示，假如策略和信息的交互作用被考虑，则内生交易费用可能不像信息不对称的静态模型中预测的那样大。我们的例子说明，对策模型是分析复杂的策略互动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的一个强有力工具。

内生交易费用的文献是当前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包括：道德风险、不完全信息、各种带有内生交易费用的对策论模型（序贯均衡模型、承诺对策模型等）、机制设计、不完全合约和剩余权模型。除这些正式的模型之外，这方面的文献还包括很多没有数学化的洞见，如诺斯关于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发展含义、巴塞尔的国家经济学（Barzel，1997）、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Hayek，1944）和布坎南的宪制经济学（Buchanan，1991），这些思想都还有待形式化。我们推测，这些高深思想的形式化需要能预测游戏规则（制度）演进的对策论模型。但到目前为止，演进对策模型还只能预测策略的演变（可参见Mailath，1998；Weibull，1995）。例如，现在我们还不明白处罚偷窃的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常关键）是如何出现的。因此，对于理解制度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无效率制度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发展含义，我们还需要发展大量的模型才能理解问题的实质。在这里，我们只是根据上面3个线索讲述有关内生交易费用的部分研究文献背后的故事。


6.2 道德风险与合约设计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在道德风险模型中，两个贸易伙伴中经纪人的努力程度会影响生意的好坏，但委托人不能观测其努力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签订根据个人努力水平进行支付的劳动合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要签订这样一个劳动合约，必须测定工作的努力程度，而这样做的外生交易费用非常之高，因为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在“出工不出力”是很困难的事情。经济学往往做出这样的假定，即一个人努力的直接效用是负的。或者说，坐享其成、好吃懒做的最合算。这样，如果对商品和服务支付一个单一或固定的价格，或者如果没有合约，那么经纪人将选择最低的努力水平。在生活中你会发现，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相当于固定支付），如“大包干”以前中国农村的做法，则人们总是会偷懒。但如果干好干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收益，如农村“大包干”，那么不用监督农民也会起早贪黑地干活。因此，对商品或服务实行相机合约价格（即绩效好时付高价格，绩效差时付低价格），就成为减少因道德风险引发的内生交易费用之关键。

通常，在道德风险模型中有3个阶段。在阶段1，一项生意的结果还有待实现，但结果有可能好也可能坏。所有参与者都清楚这两种可能性同经纪人的努力水平的关系。双方在阶段1签订一项合同，决定生意实现后如何分配利润。在阶段2，经纪人根据给定的合约条件选择努力水平。在阶段3，大自然根据生意好坏的概率（即运气成分）和经纪人的努力水平，选择一个产出结果。然后合约的条件就被执行，生意的利润被分配。在这个故事中，经纪人的努力水平是决定产出结果的关键，而努力水平的提高又会减少经纪人的直接效用。这就意味着，经纪人总是有激励去进行欺骗。即使他的真实努力水平可能是低的，并且坏的结果也部分地归因于此，但他也可能会宣称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坏的结果只是因为他不能控制的坏运气导致。

道德风险的故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效率的激励和有效率的风险分担的两难冲突。两个参与者应该以某种程度分担坏结果的风险，但如果一方不能观测到另一方的努力程度，而这一努力程度又影响风险的大小，那就无法区分一项坏结果究竟是由于不努力导致，还是由于坏运气导致。这样，在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就有一个矛盾。假如坏的结果发生，对经纪人（他能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应该根据激励原则给予足够的惩罚，但从分担风险考虑，这种惩罚不能太高。因此，一个合约应该通过对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进行有效率的折中，从而将内生交易费用最小化。在拟定合约条款的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对另一个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所准备。这将确保双方在签订合约之后的行为有所约束，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先小人、后君子”。假如一个参与者在事前像君子一样行事，不考虑另一方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他在事后就会机会主义地行事，从而一个坏的产出结果就更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文人下海办公司经常被别人骗得一干二净的原因。按照文人的思维，什么事情都签合同、都将“丑话说在前头”总是拿不下情面，于是总希望对方也像自己一样靠良心来做生意，这就难免不被见利忘义的“小人”算计。

我们下面研究3个新古典的委托—代理模型，然后研究一个内生专业化和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模型。我们会发现，相机合约在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和提高生产力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故事：戴蒙德（Dimond，1983）新古典委托代理模型

这个模型中的故事是这样的。故事中有两个人，即委托人和代理人。委托人不能亲自照看自己的生意，必须雇请代理人干这项工作。代理人不能创立自己的生意，只能依靠为别人工作才能活下去。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的效用大小由两个因素决定，即委托人付给他的报酬以及他付出的努力程度。委托人付给他的报酬越高，他的效用就越大；而他付出的努力越大，他的效用就越低（因为只拿钱不干活是最舒服的）。报酬大小由委托人决定，而努力程度则由代理人自己决定。

这就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委托人能够观测到代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此时委托人将付给代理人一个适当的固定报酬，代理人在委托人的有效监督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努力工作。这种情况不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

第二种可能就不同了，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假如起诉代理人的话，也无法在法庭上验证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因此，如果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就会有一个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假如委托人承担所有的风险并且支付给代理人一个固定报酬，就相当于给代理人提供了一个完全保险，这样代理人就不会选择最高的努力水平，而会尽可能地偷懒。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情形。

但如果由代理人承担所有的风险，情况又如何呢？假定委托人精确地根据随机的产出结果来奖赏或惩罚代理人，相当于完全由代理人承担风险，这种合约当然也不会是有效率的。结果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将会很高，或者委托人得到的利润将会很低。因为对代理人来说，假如报酬不是足够地高，那么这项工作就因风险太高而不划算。他也不会为委托人工作。因此，最好的合约设计（次优）是能对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进行有效的折中。尽管有效率的两难冲突不能达到最好，因而不是帕累托最优，但却能在扣除那种不可避免地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后，使所有人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当存在着道德风险时，最好的结果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次优反而是现实的有效率的合约。因此，我们将相机合约称为效率合约，尽管它不是帕累托最优。

需要说明的很重要一点是，正如哈特（1995）指出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的相机合约不是一种劳动合约。相机合约是对产出定价而不是对努力水平（投入）定价，相机合约制定的原因，正是由于对劳动努力水平定价是不可行的。因此，将委托—代理模型称为企业理论是一个误导。委托—代理模型不能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如何出现，或者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对称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分享剩余收益而没有企业特有的不对称剩余结构。

虽然委托人看起来像雇主，但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要求所有的剩余收益权，代理人通过产出的相机价格也得到了一部分剩余收益。而且，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没有剩余控制权。代理人能做的（他选择何种努力水平）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但正如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显示的，在一份劳动合约中，雇员干什么取决于雇主：他必须听命于雇主。企业制度的两个主要特征和相关的劳动合约，即：不对称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中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故事：斯蒂格利茨的分成租约模型

上面这个道德风险的模型，能用于分析很多发展问题，斯蒂格利茨（1974）创立的分成租约（sharecropping model）模型就是其中的一个应用。在他的模型中，分成租约中有一对激励和保险提供的两难冲突（Stiglitz，1974）。分成租约过去被经济学家视为非效率的，因为它只给承租人他的边际产品的一部分，被认为不能提供完全的激励。只是当经济学家认识到了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后，分成租约在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的两难冲突中的作用才被人们所认识。我们这里讲一个关于地主和佃户的故事。在这个简单的分成租约模型中，地主是委托人，佃户是代理人。假如地主的土地面积是固定的，土地的产出除了决定于气候的原因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佃户劳动投入的大小。如果地主不能观测到佃户劳动投入的大小，只付给佃户固定工资将会产生道德风险。这样，如果生产中这种风险足够大，最优的合约设计就是完全分成租约；如果风险足够小，最优合约就是完全固定租约。如果风险既不大也不小，最优合约就是给佃户支付部分固定租约，部分分成租约。这个模型说明，如果考虑到道德风险，分成租约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设计，它能有效地折中风险和激励之间的两难冲突。但是，这个结果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没有保险市场可供规避风险。假如保险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十分发达，分成租约就不会是最有效的制度。

第三个故事：霍尔姆模型Holmstrom 和米尔Milgrom模型

它显示了合约如何在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和减少道德风险的监督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进行折中。模型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给代理人提供过高的激励的合约，可能也不会是有效率的。如果在模型中引入监督成本和激励提供这一两难冲突，我们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此外，他们的模型还显示，如果引入企业制度，将大大提高这种两难折中的效率。这类模型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效率合同能折中多种两难冲突。这些两难冲突，比我们第一个故事中的两难冲突要复杂得多。

但是，上面3个模型都不是一般均衡模型，新古典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大部分都是决策模型或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显示出分工网络大小、市场大小、交易次数、总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以及生产力如何同时决定的机制。委托代理关系也不是内生的，代理人的最低支付也是外生给定的。他们都假定委托人无法照看自己的生意，必须雇请代理人为其照看；而代理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生意，他只有靠为委托人照看生意才能生存下去。这样，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和发展、生产力进步和分工的演进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得到解释。而下面接着介绍的新兴古典委托—代理模型，则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

第四个故事：新兴古典内生专业化的委托代理模型

这个模型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社会共生产消费两种产品，同我们第2章中举的粮食和衣服的例子相似。只不过，在交易粮食和衣服的过程中，还有一定的交易风险存在，而这个风险大小又由专家的努力程度决定。这种努力程度不能被观测，因而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模型中，粮食专家和衣服专家互为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粮食专家是衣服专家生产粮食的代理人，衣服专家是粮食专家生产衣服的代理人。

这里就有几个两难冲突：分工经济、外生交易费用、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规避交易风险的较高努力所带来的收益，以及较高努力必须付出的成本。假如外生交易费用系数很大，那么自给自足就是均衡状态，没有委托代理关系，也没有市场和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假如外生交易费用系数很小，那么相互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会从分工中出现。

在分工状态下，如果低的交易风险中的所得可以抵消规避风险的高努力水平的成本，那么在一般均衡中，专家选择高努力水平就会更好。因此，一个单个的价格合约就足以协调分工，不需要相机性的合约。假如努力规避风险的成本较高，则单一价格的合约就不能有效地避免道德风险。因此，相机合约对降低道德风险就十分关键。在一个有内生专业化和内生各种商品比价的一般均衡环境下，相机性的合约就可以用来消除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

尽管这一模型能够预测相机合约对避免道德风险的作用，但是如果改行没有什么阻力且只有一种专业生产活动中有道德风险，一般均衡总是帕累托最优。因此，在一个有内生专业化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内生交易费用并不像局部均衡委托代理模型中预见的那么严重。当商品的种类数超过2时，道德风险对分工均衡网络大小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要大得多。如果两种专业生产活动中都有道德风险或改行费用太高，则内生交易费用会阻碍分工的发展。


6.3 对策论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

对策论模型是用来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也是当前经济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根据信息的对称与否及是否动态决策，对策论模型可以分为4大类：一是纳什对策模型（完全信息、静态）；二是贝叶斯均衡模型（不完全信息、静态）；三是子对策完美均衡（完全信息、动态）；四是序贯均衡模型，或称完美贝叶斯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其中，序贯均衡对策模型是最复杂也是最有前途的一个研究领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项日后可能摘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介绍如何用前3种对策论模型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然后在第5节中专门介绍序贯均衡对策模型。

纳什议价模型（不同于纳什对策模型）：无内生交易费用的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

如前所述，对策行为包括非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对策行为两种，前者不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后者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我们先看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即纳什议价行为。在纳什议价模型中，有两个议价人，双方对各方议价条件有完全信息。也就是说，双方都清楚在各种议定的价格下彼此能够获得的收益，以及对方出价的底线（称为威胁策略点）。这其中有一对两难冲突，甲乙双方都希望获得最高的收益，但如果甲的要价高，则乙的收益就低，二者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在双方议价的过程中，双方都要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但又不致使谈判破裂，因为破裂就意味着生意做不成，双方都会一无所获。纳什议价均衡（不同于纳什对策均衡）的结果就是对上述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以使双方的期望收益最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纳什议价均衡总是将分工的好处在分工各方做均匀分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最终结果就是收入均等。当两人的底线不同时，底价高的一方会有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其在分工中的真实收入就会高于另一方，但分工的净好处对双方都相等。因此，纳什议价均衡的公平性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收入永远相等。

纳什议价是一种典型的利己不损人的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它同非人格的瓦尔拉斯均衡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为使实现自己好处的概率足够大，从自利角度考虑，也应让对方得到足够多的好处，这种自利行为的后果看起来就像将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但是，纳什议价模型有一个大的缺点，即议价过程并没有真正的时间因素，又是完全信息，两个人都是将预期收入最大化，而同时提出自己愿意接受的价格。而由于双方的地位对称，所以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双方愿意接受的价格并不会产生冲突。

纳什对策模型不同于纳什议价模型，我们用对策论中著名的囚犯困境来加以说明。囚犯困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或许因证据不足）；如果其中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赖，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刑10年（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这个例子里，纳什均衡就是两人都坦白。就是说，不论对方如何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坦白。比如说，对A而言，如果B不坦白，A坦白的话被放出，不坦白判一年，则A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B坦白，A坦白的话判8年，不坦白的话判10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囚犯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如果两个人都抵赖，则各判刑1年，显然比都坦白各判8年好。但这个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抵赖—抵赖）不是纳什均衡。退一步而言，即使两个囚犯事先订有攻守同盟（即死不坦白），这个攻守同盟也没有用，因为它不构成纳什均衡，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协定。

古诺寡头竞争就是囚犯困境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应用。如果两个寡头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选择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则每个企业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但是，这种卡特尔协定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给定对方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想增加市场份额。结果是，每个企业都只得到纳什均衡产量的利润，它严格小于卡特尔产量下的利润。

贝叶斯均衡：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例子，并不像纳什议价均衡那样双方都知道完全信息，更多的是信息不充分并有可能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议价行为。比如，你到路边小摊上买梨子就有可能被欺骗，你不知道看起来色泽很漂亮的梨子其实已经腐烂，也不知道小贩进货的价格究竟是多少。这种情况下，你很可能花高价买的却是根本没法吃的烂梨，你的利益也就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如果在信息不对称及真正有动态的一来一往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时间和信息因素就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现象，就是机会主义行为导致高内生交易费用的证明。这种欺骗所以能得逞，正是因为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有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如，你不知道梨子是坏的，但小贩心里却再清楚不过。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在分工条件下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买者对卖者的专业当然是知之不多。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产生分工专业化好处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使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根源之一。由于信息不对称有造成欺骗的可能，人们对讲真话也不敢相信，这也使有利可图的分工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实现。比如，你到马路集市上买梨子，根据往年的经验，你猜测价格有80%的可能性是每公斤3元，有20%的可能性是每公斤8元，你预期梨子的价格就是二者的平均价格，即不会超过80%×3+20%×8=4元。在同小贩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如果价格超过4元，你肯定不会买。如果小贩买进梨子的价格就是8元的话，你也不会相信小贩的话，因为即使小贩买进的价格只有3元，为了在讨价还价中居于有利地位，他也很可能宣称他的买进价格就是8元。所以，任凭小贩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也不会接受超过4元的价格。最后，尽管小贩讲的是真话，你还是决定不买他的梨子而空手回家。

从买梨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机会主义行为，信息少的一方对有私人信息的另一方不信任，明明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却由于有欺骗的可能和缺乏互信而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经济学中将这类有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模型。最早描述逆向选择的就是所谓次品模型（Akerlof，1970），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旧车市场上，当买汽车的人不知道二手汽车的真正品质时，只会对二手车的质量做平均质量的猜测，而不会相信卖车人对质量的描述。所以，即使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一辆二手车，也会因为卖者有骗人的动机和买者的不信任感而卖不出去。当一辆二手车的质量高于平均水平时，知道此信息的卖者要价就会比买者按平均质量能接受的价格高。所以，旧车市场上反而是好车不容易卖出去，坏车容易卖出去。

保险市场上也有类似情形。风险低的被保人由于要的条件比保险公司按平均水平能接受的条件更高，反而不买保险，而买保险的人风险则多半高于平均水平。比如，保险公司根据平均风险水平制定的汽车防盗保险条件是保费1万元，理赔20万元；但由于你平时十分注意且防盗设施较好，汽车被盗的风险就比其他人低得多，但这个信息保险公司不知道并且也不会轻易相信，当然也就不会同意你降低保费（如降为8000元）或提高理赔金额（如增为30万）的要求。而一个平时不注意汽车防盗因而被盗风险很高的人就很乐意投保，结果投保的人都是高风险的人。因此，在有信息不对称时，保险公司往往很难做成生意，愿意保险的人按平均水平交保费，却以比平均水平高的概率领取赔偿费用，保险公司总是容易亏本。

类似的模型还有很多，如劳动力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模型，条件好的求职者要求的工资高反而找不到工作。所有这些模型都证明，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互利的交易可能因内生交易费用而不能实现。这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是：一方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采取欺骗来争夺更多的分工好处，而另一方则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而不信任对方，即使讲真话也无人相信。

子对策完美均衡模型：动态决策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种对策模型引入了动态过程，但具有充分信息。我们以一个分饼游戏开始我们的故事。游戏中有两个人，要分一个饼。每个人同时将他们对所要求的饼的份额提出来。如果两人所提分饼方案一致，例如一人要1/3而另一人要2/3，则饼按此方案划分，否则无人能吃到饼。这就是早期的议价纳什对策模型。有人提出，每个人都会想用“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就不同你谈生意”（take or leave）这种威胁来争得更多的利益，所以第一个提出这种威胁的人会得到饼的绝大部分，因为第二个人已无还价余地，如果不接受，就会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这种威胁策略并不可信，因为如果后还价的人真不接受第一个人的要价的话，生意就做不成了，则第一个人也会吃不到饼。所以，第二个人并不会买那威胁的账，结果谈判又回到原点，无穷多个分饼方案（纳什均衡）都可能存在。

这种纳什均衡所以不能产生惟一的解，是因为这种模型本质上是静态的，而议价过程是动态的，一个人先出价，第二个人还可以还价，还可能有第二、三轮讨价还价。而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议价的动态特性，他们就会看得更远些，用动态决策方法来选择动态策略，无数多的均衡情况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子对策完美均衡的概念，第一个这方面的模型由鲁宾斯坦（1982）发展。

我们再回到分饼游戏，看如何能解出动态对策均衡。动态对策的特点是，一人先出价，另外的人再还价。谁最先要价，由自然界随机决定。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这样的。第一人先出价，第二人再做出反应，如果他接受第一人的出价，则二人达成协议，谈判结束。如果他不接受第一人的出价而另外还一个价，则谈判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如果第一人接受第二人的还价，则谈判结束。如果第一人不接受而另出一个价，则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无穷阶段。但是，谈判不会这样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因为谈判是要花时间的。时间的价值就是贴现率，这就像银行利率（r）一样，今天存一元钱，明天能连本带利变成1+r元。

一般而言，双方会利用对方的没有耐性，尽量争取好价钱，但是要给对方适当的好处，使他接受交易为原则。例如，贴现率为10%，或贴现因子是1/（1+10%）=4/5，两个人分一个饼，讨价还价的结果决定如何分。子对策完美均衡是，第一个人要求分5/9个饼，留给第二人4/9个饼，否则拒绝交易。第二个人要求得到不少于4/9的饼，并威胁说，如不答应他会要求5/9的饼。结局是，第一人得到5/9的饼，第二人得到4/9的饼，交易在第一轮讨价还价后完成。这种结果之所以是动态最优的，是因为双方无法再改善，而且威胁都是可信的。第一个人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第二人拒绝交易，下一轮还价中，第二人最多可得5/9的饼（因为他说下轮会要价5/9）。而这5/9个饼经过贴现，只值现时的（5/9）×（4/5）=4/9。所以，第二人拒绝现时的4/9的饼不可能在将来得到更多。而第二人的威胁也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第一人不在第一轮给他4/9的饼，他真会拒绝在第一轮敲定交易，因为他有可能在第二轮得到5/9的饼，其贴现值是4/9。

可见，第一个要价的人有点优势，他可以利用还价者的不耐烦，多得一点利。因贴现率代表了时间的价值和人们的不耐烦程度。所以，贴现率越高，则第一个要价的人的优势愈大。例如，当贴现率是20%而不是10%时，子对策完美均衡第一个要价的人得到6/11，而还价者得5/11的饼。当贴现率为零时，此饼会由双方均分。

所以，这类模型说明，各人在议价中的地位与谁先要价及各方不耐烦程度有关。越耐烦的人越有优势，先要价者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也有优势。这个动态议价模型有一个大缺点，即它不能解释谁是先要价者。所有人都知道先要价有优势，而且所有人都可以争取先要价，则在这种竞争先要价优势的情况下，上述解就可能不是均衡。在不充许自由竞争先要价优势时，议价过程对分工经济的利用并无任何影响；也就是说，议价过程并不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

如果在这个议价对策之前加一个层次，首先决定谁是先要价者，然后再进入动态议价对策，则我们可以看到，议价过程中人们争夺分工好处的竞争往往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这方面的经典例子就是所谓“夫妻对策”。假如丈夫要看球赛而妻子要看歌剧，如果妻子先提出要看歌剧并且坚持，丈夫就会陪妻子看歌剧；如果丈夫先提出要看球赛并坚持，妻子就会陪丈夫看球赛。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都是非随机地选择某个策略，称为纯策略。纯策略会产生两个均衡，理论并不能预见哪个均衡会发生。但如果丈夫（妻子）以某个概率选择看球赛，以另一个概率选择看歌剧（两个概率相加为1），则被称为混合策略对局，会产生惟一的混合策略均衡。在此均衡中，无效率的分工结构以一定概率出现）（见杨小凯，2000，ch9）。

在重复对策中，信誉机制能用来消除内生交易费用。对长期信誉机制的考虑，可以使非合作对策产生合作的结局，而其中对不守信誉的行为实行长期惩罚，是信誉形成的重要基础。这类信誉机制的形成还有不少条件。如，社会有一定的制度环境和道德共识，使对不良行为的报复和惩罚能有效实行。在古代印第安社会，拿别人的东西不被看成是偷，则惩罚偷窃就不能有效实行。如果与商标和企业名称有关的权利不能经司法和执法过程得到有效保护，则信誉机制就不能发挥其限制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如果企业的私人剩余权受到限制，则无人真正关心创造剩余收益的信誉，上述信誉机制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6.4 为什么市场可减少内生交易费用

在前面的例子中，议价都只是涉及甲乙两方，即所谓双边议价。现在，我们假定议价不是双边而是多边的，即大家都集中到市场上，不但两两之间可以议价，而且每个人可以非常方便地从正在议价的卖主转向其他卖主。

双边议价过程形成的价格总是因人而异，由议价对手而定。这就像你看到一位同事在自由市场上花100元买了一件漂亮衣服后，也到同一个摊主那里买相同式样的衣服，由于你的还价技巧比同事高，仅以80元就买下了这件衣服。这种经议定的价格就不是一种非人格的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价格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你在大型百货商场买东西，那里的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这就是一种非人格市价。明码标价看起来好像是由卖方订价，但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由于买者用选择其他卖者的方法（就像股票市场上用脚投票）间接还价，所以任何卖者都不可能将价格定得比其他卖者高，否则他的商品就会卖不出去。除此之外，市场上“投机倒把”的套利行为，也会使价格差别消失。而当价格差别在不同买者卖者之间消失后，非人格的市价就已然形成。因此，多边议价的功能是形成非人格的市价。

非人格市价有如下一些好处：第一，使得策略行为完全无利可图，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因之而消失，从而内生交易费用也大大降低。但是，无论是用脚投票还是利用差价投机套利，其本身又多多少少会产生外生和内生交易费用。也就是说，非人格的市价可以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但它的形成本身也要依靠投机套利这类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不可能完全消灭内生交易费用。非人格市价减少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也是一种以恶治恶的机制，它通过投机套利行为限制内生交易费用，其效率比用“价格检查”等其他制度要高得多。由于非人格市场使机会主义的策略行为无利可图，人们就将价格视为参数，用非策略行为追求个人利益，从而只能通过改进效率来求利，内生交易费用也大大降低。当然，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资本和批发市场的自由进入、自由创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业）、自由价格和私人财产制度的建立。第二，非策略行为与非人格市价相结合，使人们只需看价格而不需了解任何与他的生产消费活动无关的其他信息。有人批评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其实瓦尔拉斯模型中隐含着一种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形，即每个决策者对他人的效用、生产函数完全不了解，他只需知道自己的效用和生产函数，然后按价格做决策。这正是瓦尔拉斯价格机制的奇妙之处。当一个建筑商看到房子涨价而增加供给时，他不必了解是由于偏好还是买者的生产条件变化造成的这种变化。这当然可以大大减少信息传输和利用中的费用。试想，如果没有价格制度，我们每天要根据衣服、食物的生产条件决定这两种消费品的最优相对消费比例，那种生活将是何等的复杂和痛苦。而有了非人格的市价，我们就不会担心在如此复杂的分工中自己每天消费各种各样的商品会不会吃亏，也根本不需了解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条件，只要看看这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再与它们的相对边际效用进行比较，就能做出最优消费比例的决策。

当分工非常发达时，由于每个人要与很多不同专业进行交易，上述非人格市价节省内生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的好处就会大得惊人。所以说，分散型的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就比双边议价模型更适合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价格制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大多数模型都是用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分析各种经济问题，其原因正在于此。但这种定价机制并不排除个人选择价格的可能，由于择业自由使各行业的生产者人数不能由任何个人操纵，所以当经济系统达到均衡后，个人操纵价格谋利的可能性并不存在，选择价格只是按供求条件来定价，卖得出去就增加价格，卖不出去就减价。如果产品卖不出去而价格下降，则人们就会考虑改行。因此，价格实质上是由众多人的供求所决定，虽然个人看起来可以自由定价。市场供求又由众多人的自由择业过程决定。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种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则策略行为就会变成瓦尔拉斯非策略行为。人们只看市场供求来定价，而最优专业化模式和资源分配的决策都按这种非人格的市价来定。一旦非策略行为成了潮流，则直接议价行为就不是主流了，内生交易费用也就会大幅度下降，这正是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


6.5 序贯均衡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

近年来由塞尔腾和克雷普斯发展的序贯均衡模型（Sequential equilibrium model）是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一个有力的工具。这是一种对策双方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纳什对策模型。正如前面提到的，信息不对称是内生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来源，而真正考虑时间因素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内生交易费用则要复杂得多。

我们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信息不对称和对策交互作用如何使内生交易费用复杂化。你在生活中要同很多商人进行交易，当然你更愿意同实力雄厚的富商打交道，因为同富商做生意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你不知道哪些是真正实力雄厚的富商，而哪些是穷商，富不富只有商人自己清楚。因此，穷商为了得到生意，使其收益最大化，往往会假装成富商，以影响你的对策行为。但你也不是3岁小孩，对于商人的一些伪装行为，你不会轻易就相信，这就正如你不轻易相信电视广告一样。而商人也知道你不会轻易相信，这样一来一往，就会有无穷多个反馈链条。就像诸葛亮设空城计骗司马懿一样，诸葛亮当然也十分担心计谋失败，因为司马懿很有可能想，你诸葛亮知道我知道你很会用计，所以料我不敢轻易入空城，但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很会用计，所以才会将计就计设空城计骗我，可我司马懿偏不受骗。这就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诸葛亮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司马懿没有识破诸葛亮的空城计，大军撤走。一种是诸葛亮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轻而易举地擒获诸葛亮。所以说，在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中，不但人与人自利行为的直接交互作用影响结局，而且信息和对策的交互作用也影响结局，而考虑这两种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对策结局就是序贯均衡（或称完美贝叶斯均衡）。

我们再继续讲述关于商人的故事。在中国，公司老板通常都以选择开什么样的小汽车作为实力的标志。假定有3种车，一种是最贵的奥迪车，只有富商才买得起。第二种是桑塔纳，穷商和富商都买得起。第三种是最便宜的夏利车。对于富商而言，虽然他买得起奥迪车，但若他只考虑将直接效用最大化，他的最优选择就是买较便宜的桑塔纳而不是奥迪。对于穷商来说，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他的最优选择就是买夏利车，而不是买桑塔纳。但是，如果富商开桑塔纳而穷商开夏利，则顾客一眼就会分辨出谁是富商谁是穷商，穷商就会没有生意可做。因此，穷商为了有生意可做，就会打肿脸充胖子买桑塔纳。如果穷商和富商都开桑塔纳，顾客分不清究竟谁是富商谁是穷商，这就被称为混淆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如果富商不愿意与穷商为伍，就会去买穷商买不起的奥迪，顾客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富商谁是穷商，这被称为区分序贯均衡（screening or separating equilibrium）。

那么，这两种均衡各自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如果富商在商人中的比例高，则混淆均衡会发生。这时所有的商人都开桑塔纳，顾客在看到他们开的车之前和之后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由于富商占的比例高，顾客与任一商人做生意的预期收益大于0，因此他在不能区分富商和穷商时，会与碰到的每一个商人做生意。顾客当然希望分清楚谁是富商谁是穷商，因为尽管由于穷商的人数少，碰到的概率也较小，但一旦碰上就有可能吃亏。但富商却没有诱因将其与穷商区别，因而使顾客不可能得到更多信息。这是因为既然富商与碰到的顾客都有生意可做，他也就不在意揭穿穷商的把戏。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报道，一些开着豪华汽车、成天出入高档馆所的生意人，其实早已债台高筑、濒临破产，最后骗局终于被揭穿。而有些生意人也时常感叹，我其实也不愿意花钱买如此昂贵的汽车，但人家只认车不认人，开低档车别人马上就会对你白眼相待。

但是，如果富商占的比例低，则顾客在分不清谁富谁穷时，按平均概率算出的与任一商人做生意的预期收益就会为零或负，所以除非他能确认他面前的商人就是富商，他往往干脆不与任何商人做生意。这时候，真正的富商就会着急了，他们就会买穷商买不起的奥迪车，让顾客知道他们是真正值得做生意的伙伴。穷商人由于买不起奥迪车，只好自认倒霉不再做生意。顾客所知道的信息也发生了演进：在看到商人开的车之前，他们不知道商人的真正实力；而在看到他们开的车以后，他们就只与开奥迪车的真富商做生意。

在区分序贯均衡的情况下，虽然没有穷商行骗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但富商的效用却受到损失，因为他花了多余的钱购买奥迪车。这就像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花巨资做广告一样，虽然在常人看起来花这么多钱做广告有点冤，但这样做却可以将他们与实力平平的公司区分开来，从而带来更多的生意，因为谁都愿意购买实力超群公司的产品。如果不花昂贵的广告费，则顾客就不能从广告看出究竟哪些是真正有实力的公司。所以，这增加的买车的钱和做广告的钱，就是由于存在着欺骗的可能性而造成的一种“说服费用”，也是一种内生交易费用。这种内生交易费用，也是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

在运用序贯均衡研究经济改革方面，由于哈佛大学的马斯金和钱颖一等人带头，这方面的文献已经开始形成。例如，钱颖一（1994）等人用序贯均衡概念将软预算约束概念变成了正式的数学模型，并用这种模型来分析软预算约束与短缺经济的关系。他们的这类序贯均衡模型又被称为承诺（commitment）对策模型。钱颖一模型中的故事大致如下：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却相对而言很硬。所以，如果自由定价，则国有企业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他们会争得很多资源去生产一些最后可能完全无用的重工业投资项目，而消费者却很难得到消费品。所以，在这种不对称的预算约束安排下，自由价格制度可能反而会产生很大信息歪曲。此时，如果政府控制价格造成基本生产资料的短缺，反而有助于限制国有企业的无限投资扩张，因而对消费者有利。以前，人们都说价格控制和短缺不好，而钱颖一却证明，在预算约束不对称的情况下，价格控制和短缺可能有助于减少信息扭曲，而自由价格反倒可能使消费者吃亏。他得出的结论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比价格自由化更重要。

我们再来看看马斯金1991年同他的学生Dewatripont发展的关于软预算约束的模型（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1）。他们的模型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假设有3种投资项目，一个是短平快投资效果好的项目，一年就可收回投资并赚钱，但回报率不是最高；另一个项目是两年都收不回投资的亏本项目；第三个项目是一年收不回投资，但两年后却能产生最高回报率。银行家要决定给哪个项目贷款。从事3个项目的3个不同企业家都声称他们的项目是最好的。对于后两个投资项目，第一年年末投资都会亏本，所以银行要决定是否重新融资。而重新融资一般都会违反最初贷款的条件，产生软预算约束。银行的坏账实际都与软预算约束有关。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才特有的问题。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对于一个权力极分散、预算约束很硬的制度里，一般坏项目不会出现，但最好的项目也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而短平快的次优项目最易得到资金。而一个相对集权、预算约束很软的制度里，坏项目和最好项目较易得到融资，而短平快的项目相对而言不一定会有融资。


第7章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7.1 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和城乡差别

早在古罗马时期，色诺芬（Xenophon）就认识到，分工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Gorden，1975）。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配第也认为，城市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但是，在新兴古典城市化和层级结构模型（Yang and Rice，1994）问世之前，还一直没有能够解释城市出现和分工之间内在关系的全部均衡模型。杨小凯1991年建立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一模型显示，假如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时的旅行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所有人都应该居住在一起，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个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城乡的差别。

1994年，杨小凯和赖斯建立了第一个新兴古典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它能显示城市的起源、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食物的生产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农业活动不能像工业活动那样集中在一个小区域内；而工业品的生产由于不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故它们既可以分散布局在广大地区，也可以集中布局在城市。假定生产每种商品都有专业化经济，即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越高，同时贸易会产生交易费用，这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化经济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假如交易效率很低，人们就会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没有市场，且城市也不会出现。假如交易效率得到些许提高，分工结构就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出现半专业化的农民和半专业化的工业品生产者。因为农业要求占用大量土地，而生产工业品没有这种要求，所以农民就只能分散居住，而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因此，如果农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水平较低的话，就不可能产生城市。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之外，则会在制造业内出现专门以制衣、修建房屋、制造家具等为职业的制造业者。由于制造业者既可以分散居住，也可以集中在一个城市，为了节省由于不同非农职业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居住在一个城市里。因此，由于专业制造者和专业农民，以及不同制造业之间出现了高水平的分工，就出现了城市，以及城乡的分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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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分工演进和城市出现



我们借助图形来讲述这个模型背后的故事。这个表示分工演进的图你一定已经十分熟悉（见图7-1），图（a）表示交易效率很低时，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图（b）表示交易效率略有提高时出现了局部分工；图（c）表示出现了完全分工。其中，数字1和2表示不同的工业品，数字3表示农产品。在图（b）中，每个卖工业品的人不生产农产品，故可以自由选择聚居或散居。在这个结构中，只有工业品1和农产品3之间的分工，工业品2还是自给自足，生产工业品的人之间还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分工，所以每个生产工业品的人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会选择散居在与他交易的农家附近。这意味着结构（b）虽有局部分工，却没有城市。而结构（c）中，由于生产工业品1和2的专家之间也有了分工，如果他们聚居在一起，交易效率就比他们散居在各地要高得多。因此，他们就会选择聚居在城市（图中虚线框起来的两个工业品专家代表城市），以节省工业品生产中分工发展产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全部均衡从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演进，直至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的过程中，工农业之间的局部分工并不一定会产生城市，只有当工业内部分工加深时，社区中才会出现城市。

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比这个简单图形要复杂，他们的模型推展到了有4种产品的情形（Yang and Rice，1994）。他们证明，随着分工在工业中的发展及互不往来的社区数的减少，每个城市的规模会增加。同时，在分工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全部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完全分工时，会经过一些不平衡的分工结构。在这些结构中，由于工业品生产中的分工可以集中在城市以节省交易费用，所以城市工业品生产者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以及来自市场交易的收入会高于农村居民，但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居会保证真实收入在城乡之间实现均等化，这一过程称为分工演进过程中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经济结构。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分工不断朝完全专业化状况发展，这种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将会消失。

由于城市居民集中居住的交易费用系数比农村居民要低得多，城市的分工水平也就由于交易效率的改善而大大提高，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生产力和商业化等方面就会出现差距，城里人的专业化水平总是提高得比乡下人快。所以，从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发展时，不平衡的分工结构就会出现。我们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状况，即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生产力和商业化收入的差别，是经济发展中必经的自然中间状态，并不会有资源分配的扭曲或内生交易费用。在这些所谓二元结构中，乡下人由于专业化水平较低，生产率也较低，商业化水平和从市场得到的收入也较城里人低。但只要有城乡迁居的自由，城乡之间的真实收入就会均等化，而且从市场得到的收入、商品化程度及生产率也会趋于均等化。在分工及城市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居、人民的择业自由、自由价格以及私有财产制度都是加速经济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状况的条件。当交易效率持续地提高时，经济将发展到完全分工的状态。此时，二元结构将消失，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商业化程度，以及商业化的收入将趋于一致。但在改革前的中国，由于实行户籍制度、重要商品（尤其住房）配给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政府的职业分配制度，上述城乡真实收入均等化的条件并不存在。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对这个故事进行扩展，同时内生农村和城市地区地价的差别、分工水平和城市地区人口密度。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对土地的消费水平。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之外，还有分工经济同城市拥挤的两难冲突。所谓均衡，就是对这些两难冲突进行有效地折中。当交易效率提高时，分工也随之演进。这就会带来递增的聚集效益（交易效率随着交易的地理集中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到城市里居住，而城市地价升值的潜力就由分工演进的潜力所决定。此外，我们还用一个简化的福济塔—克鲁格曼模型（Fujita-Krugman，1995），说明基于规模经济的新古典城市化模型同基于分工经济的新兴古典均衡城市化模型的区别。


7.2 为什么集中交易可以改进交易效率

所谓聚集效益有两类。第Ⅰ类聚集效益是，从事制造业的人集中居住便于改进交易效率和促进分工。另外一种解释城市如何从分工中产生的理论同所谓第Ⅱ类聚集效益有关，这实际上就是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如果每个人的居住地点固定不变，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到他们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当分工水平提高而要求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旅行距离和相关的费用就会成超比例地扩大；而如果所有人都将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大缩减总的交易旅行距离，从而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在用这种方法解释城市化和分工演进的关系时，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易效率的差别并不是必须的（如果有这种差别，我们会更容易解释城市化）。我们假定分工会产生正的网络效应。由于分工有网络效应，如果与分工有关的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则分工的网络效应就会变成某种大交易网络集中在一个小区域，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之间交互作用的一般均衡含义，就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化。这种地理上的集中交易，是特殊的分工网络所要求的。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地理集中之所以能节省交易费用，是因为它能降低每个人交易的行程。因此，城市化就能通过将一个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到一个小区域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分工水平。

这种建立在分工水平上的城市化效应，在城市经济学中被称为多种活动的聚集效益。卢卡斯等人则将其称为城市的外部效益。其实，这种效应都是由分工的网络效应带来的，这种网络效应使交易和经济活动在地理布局上的集中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经济效果，而这经济效果是我们理解城市地价的基础。如果我们不了解分工如何产生网络效应，以及这种网络效应与交易集中化效益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北这些城市的地价在“二战”后短短的几十年里增长了40倍以上，也不能预见和理解中国沿海大中城市未来地价上涨的潜力。一个城市地价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分工网络的大小，这一大小又同该城市在交易中所处的重要程度有关。同时，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因此，交易效率、交易的地理格局和分工水平是相互作用的，而一般均衡的概念则是解释上述变量如何同时决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图例来说明，为什么在有分工网络效应时，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能够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在图7-2中，n代表贸易品种类数，假定模型是对称的，n个人中的每人向其他n-1人卖他生产的商品，并从n-1人中每个人买一种商品。在自给自足状态下，每个人都均匀地分散居住。我们先看有n=7种贸易品时的情况。7个黑点a、b、c、d、e、f、g中的每一个代表一个人的居住点，而每一对邻居之间的距离假定均为1公里，每人每公里距离的运输费用均为1元（假定其代表了所有的交易费用）。其中（b）表示集中交易的情形，最中间的人的居住地g被大家选择作为农贸市场进行所有交易。每个人在交易中要卖掉他自己专业生产的一种产品，并买回其余6种商品。图（a）中的7个点有同样的意思，但每两个人之间的贸易用两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它表示两人在线的中点（用小圈代表）互相交换各自的产品。由于假定模型具有完全的对称性，每个人购买的每种商品量都相同。这样，我们就能分别计算每个人在图（a）和图（b）两种不同情况下的交易费用。下面我们来做几道简单的算术。

先看n为7时图（a）的交易费用。每个人必须与其余6人进行交易。a与3个邻居b，g，f均相距1公里，a与他们每人都在中点即0.5公里的地方进行交易，则a与每个邻居交易时来回行程为1公里，与每人的交易费用均为1元。a与d的距离为2公里，在中间距离1公里处进行交易，交易来回的距离为2公里，交易费用为2元。a与c和e的距离相等，都是[image: ]公里，交易费用均为[image: ]元。所以，a与b、c、d、e、f、g的总交易费用为1+1+1+2+[image: ]+[image: ]=8.46元。g由于居于所有人的中间，交易费用只有6元。这样，社会的总交易费用就是8.46×6+6=56.76元。

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集中到中点g去与其他人进行交易（见图b），则每人完成同其余6人的总交易费用为2元（除g外，因为g进行交易时不需要移动距离，交易费用为0），则社会的总交易费用就为2×6=12元。同图a比较，图b每个人节约了交易费用8.46-2=6.46元（g则节约了6元），整个社会节约了56.76-12=44.76元的交易费用。可见，集中交易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

但是，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集中交易都能节约交易费用，能不能节省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分工水平不高，比如每个人只买卖两种商品时（见图n=2），则在完全对称的模型中，每个人只有一个贸易伙伴。在没有市场时，每人的交易费用是1元，两人的总交易费用为2元；在有市场时（7个人去一人居住的地方交易），每人的交易费用上升为2元。此时，在市场进行集中交易不会是均衡的结果，因为集中交易反使交易费用上升。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集中交易能不能节省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而均衡的分工水平又与交易效率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交易效率、交易的集中程度以及分工水平3者是交互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同时确定的。这就像一般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价格决定供求量，而供求的交互作用又反过来决定价格一样。所以，一般均衡应该同时决定价格和生产消费量。同样道理，一般均衡应该同时决定分工水平、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以及交易效率。

而当贸易品种数上升到大于2时，交易的集中布局就可以减少每个人的旅行距离。如，当贸易品种为3种或4种（见图7-2）时，会各有两种可能的集中市场，它们都能减少每个人的交易费用。当贸易品种增加到5种时，某个人的住所就会成为交易的中心，此时其他任何人的住所成为市场都不会是交易费用最小的。因此，在市场竞争中，人们都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集市贸易就会自发形成。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越大越好呢？当然不是，市场会自发地形成分层的城市结构。当上面的故事中贸易品种大于7时，市场的地理分布就可能产生金字塔分层结构。如果上图中的故事推广到贸易品种数可为任一不超过总人口数的情形时，我们可以证明，分工的发展会使集中贸易地（城市）个数减少，每个城市的规模扩大，而多个城市会形成分层结构，少数大城市在上层，众多中城市在中层，更多小城镇在下层。人们与本县的人在小城镇贸易，而通过中等城市与本省外县的人贸易，通过大城市与外省和外国人贸易，以尽量节省高分工水平产生的交易费用。所以说，大、中、小城市（镇）的分层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依靠中央计划布局而形成的。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关于为什么会产生城市分层结构的故事。



[image: ]

图7-2 分散和集中的交易地理分布

（注：n=7的子图中间点为g，其余a，b，c，d，e，f可任意排列）




7.3 决定居住格局与城乡地价差别的机制

虽然刚才的故事中讲述了分工水平、交易效率和交易的集中程度3者是如何同时内生的，但却没有内生居民的居住格局和城乡之间地价的差别，因为我们在故事中简单地假定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居民交易时的旅行距离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一个城市居民进行交易的必需旅行距离要远远低于一个乡村居民，因为当所有必需的交易都集中在城市时，一个城市居民在市内就可以完成他的全部交易。因此，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还考虑了城市和乡村居民的交易旅行距离各不相同的情况。孙广振和杨小凯发展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Sun and Yang，1998），用来描述所有居民的居住格局以及城乡之间地价的差别。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人消费的土地，以及其所在城市是不是交易中心，直接决定着他们效用的大小。

模型背后有如下故事。当一个二元城乡结构在均衡中出现时，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的交易效率大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的交易效率。当分工水平足够高时，城市会出现，从而就会使城市居民在交易效率方面出现优势，其交易费用系数远低于乡村居民。如果城乡之间可以自由迁居，那么模型中居民居住地的分布就必须内生而不是外生地决定。城乡自由迁居，加上城市居民交易效率优势以及土地消费带来的正效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两难冲突，即，城市的集中使第Ⅱ类聚集效益增加，但同时由于很多人会愿意住在城市，城市土地竞价使地价上升，城市人均消费的土地面积将减少。这一两难冲突在市场上最优折中的结果，就决定着居民在地理上的居住格局和交易格局，同时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又决定着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因此，居民居住地分布、交易的地理分布、土地消费状况、城市和乡村相对地价，以及分工网络大小等诸多因素就彼此依存。这样，一般均衡的概念在解释同时决定所有上面这些变量的机制时，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当贸易品种不超过2种时，对居民居住地的分布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每个居民都居住在等边三角形的顶点，交易在每一对交易伙伴居住地的中间进行，没有城市出现。但如果交易品种超过2种时，城市就会从分工中出现。我们来看看有城市的情况。

因为所有居民选择生产若干贸易品中的一种（或几种），而分工网络的大小，以及居民居住地、交易的地理分布又由贸易品的数目决定，所以必须对其进行超边际分析才能解出最优决策值。在对其进行超边际分析时，特定的贸易品种类数，以及其乡下生产的产品及城里生产的产品各自的种类数这三个变量的组合构成一个结构。首先，我们解出在给定上述3个变量时所有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决策。然后，用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化条件解出在一个给定结构下的角点均衡。3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构，它们有很多角点均衡。一般均衡就是其中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一般均衡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包括一组贸易品和两种类型土地（工业、农业用地）的相对价格，以及一组个人选择不同职业和居住地的结构的人数，而个人居住地分布和交易的地理布局满足市场出清和效用均等化条件。第二个部分由每个人选择生产的商品、总的贸易品种类数，以及使每个决策者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分配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证明，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任何帕累托非效率的角点均衡都不是一般均衡。

在一个对称模型中，经济被划分成几个商业区（商业区的数目是总人口数与贸易品种类数之比）。当贸易品种类数不超过2时，所有居民住宅都均匀地分布，并且所有的交易（如果有的话）也都是均匀地分散进行。当贸易品种类数大于2时，位于同一商业区中的所有贸易伙伴将选择一个中心市场完成所有的交易，这些交易对实现他们之间的分工至关重要，即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并不是居住在中心市场，他们也会做出这种选择。

交易条件的改进会产生如下共生的现象，即，城乡土地的比价持续提高、分工网络扩大、每个人从而整个社会的贸易品种类数增加、城市地区生产的贸易品种类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比农村提高得快、城市人口比例上升、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的个数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每个人的交易次数、贸易依存度及不同职业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市场的容量及内生比较优势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程度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及每件商品的生产率提高。


7.4 最优城市结构层次及其形成

前面提到，城市当然不是越大越好，市场会自发地形成最优的分层城市结构。杨小凯发展了一个城市分层模型来证实这个猜想。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允许人们自由竞争买卖土地，则由于住在大城市可以利用各类专家集中的便利，减少与很多不同行业的专家进行交易的费用，所以大家都会愿意住在大城市。这种竞争会使大城市地价上升到足以抵消住在大城市节省交易费用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在全部均衡中大城市地价会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地价高于小城市，小城市的地价又高于乡村的原因。辜胜阻（1991）也提到，大城市的拥挤现象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也会增加劳动者的通勤时间，从而会带来巨大的不经济。这其实也是一种生产集中同时带来交易成本下降的好处与交易成本上升坏处的两难冲突问题。

市场会形成分层城市结构的结论，是杨小凯和霍宾（1990）关于交易的分层金字塔结构理论在城市化理论上的一个运用。现在我们进一步地讲述分层城市结构的故事。我们假定所有生产者的居住地最开始都是均匀分布的，所以当生产中分工水平上升时，每个人都要与越来越远的贸易伙伴进行交易，这时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如果所有生产者都不集中在城市而互相两两交易，这样做的交易费用将会很高，不可能是市场中的均衡状态。所以，人们会选择在一个叫城市的地方集中进行交易。当分工很发达时，这种有城市和乡村之分的分层结构就有一个选多少个层次的问题。若一个社区只有一个超级城市，则此社区的所有交易都在这个城市进行，但是如果分工水平很高（即贸易品种类很多），则对有些贸易品而言，人们同邻居进行直接交易反而会比都到大城市更加便利，交易费用也更低。如果无论什么交易都要到很远的大中心城市去进行，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将所有交易都集中在一个大城市的好处是，交易中加深分工的机会更多，人们可以利用更多交易中的专业化经济，使交易效率改进。这种对集中交易的好处与坏处进行两难折中的结果是，他们不会将所有对分工必需的交易集中在一个超级城市进行，也不会把所有交易完全分散在各地进行。这样，一方面市场会减少集中在一个超级大城市交易的费用；另一方面也可减少交易次数增加时，分散进行交易造成的大量交易费用。

若城市很多且分成很多层次，最大的城市在上层，中等城市在中层，小镇在底层，则人们在分工很发达时，与邻近的贸易伙伴会在附近的小镇贸易，与邻省的贸易伙伴在中等城市贸易，而与邻国的贸易伙伴则会在大城市贸易。这样做可节省“舍近求远”走不必要的远路到大城市与邻居贸易的费用。但同时，由于中小城市规模不大，交易中分工的加深会受到限制，交易效率通过大量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而改进的潜力也不能充分利用。这种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就会产生一个给定分工水平条件下最优城市层次数，它决定每层的城市个数。而当分工水平上升时，这最优层次数又会增加。

我们可以分两步分析城市分层结构同交易效率的关系。首先，我们假定分工水平是固定的，求解在这种分工水平下的最优交易结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实际城市的分层结构。由于最优层次数决定最优交易效率，所以我们第二步再研究这一交易效率对分工水平的反向影响。于是，我们可以求解内生分工水平、交易结构层次数和交易效率的全部均衡。

这种市场上自发出现的分权的分层金字塔结构之所以对全社会而言是最优的，是因为择业自由保证了人们在各个层次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自由进出，从而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交易的层次数和每层的人数。但是，在前苏联和中国，这个条件并不存在，从而不仅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城市结构很不合理，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城市分层结构总是畸大畸小。这些阻碍城市合理分层结构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严格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即使在改革开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后，户籍制度仍然严格地限制人口在正式部门之间的流动。比如，如果一个非北京人（农村人或中小城市的居民）要想成为正式的北京人，除了考大学分配等几条特殊的途径外别无他法。如果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想留在北京工作，他必须得找一家能够有资格申请留京指标的单位，而只有像机关或大的国有企业才有这种留京资格。如果他不想进这种地方工作而想选择一家收入高的外企或民营企业，这就意味着他的户籍不能落在北京，还算不得真正的“北京人”。户籍制度之所以会在中国如此严格，是因为中国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城市成了一个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并造成了各种利益的扭曲。很多人担心，如果放开户口管制，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并冲击城市市民的生活。这其实不是一般均衡的观点。乡下人向城市自由移民会抬高城市地价，使住在城里的好处相当程度上被住房拥挤的负效应抵消，因此移民会停止而达到均衡。随着市场的日益发达，这种靠严格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弊端越来越大，并且实际上也难以起到限制人口流动的作用。现在很多中小城市为了提高竞争力，已开始尝试实行所谓城市“蓝印”户口（有点类似美国绿卡的味道）。

第二，政府在资本市场上实行垄断，且各行业没有进入自由，因为行业的自由进入不仅意味着需要自由资本市场的支持，而且要不受政府准入限制的影响。而这两个条件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存在。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开放，证券市场实行上市审批制，上市成为国有企业低成本募集资金的一种主要途径。此外，政府对批发商业的垄断，使外商和私人资本无法进入这些行业，政府通过职业分配制度对劳动市场的垄断及对设计组织和制度的垄断，使人们在社会分层金字塔的各层之间没有纵向移动的自由。

第三，在实行户口制度的同时，重要商品（如住房）的配给制、统购统销制使人们在分层结构中横向和纵向的自由进出受到限制，而处在这个分层结构最上层的计划官员却能通过对制度设计的垄断权，操纵分层结构的层次数及每层的人数，借以追求自己的私利。比如，用城乡户口分隔制度及住房实物分配制，限制在分层结构底层的农民自由获得永久城市居民资格，以避免农民自由进城对上层人民构成竞争威胁。同时，还用统购统销将农民的利益转移给工业和城市居民。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分层结构对全社会就不可能会是最优的。而处在分层结构上层的城市居民，有可能与有权操纵分层结构层次数及各层人数的官员结盟，支持这种操纵，以追求个人利益、损害全社会利益。政府也知道这样会导致官员追求自己的私利，所以号召官员要清正廉洁，这种号召当然是苍白无力的。这种集中的垄断权导致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往往会借口维护社会治安和缓解交通、住房拥挤而将歧视农民和外地人的行为制度化，从而使对全社会最优的城市分层结构更难达到。


7.5 新兴古典同新古典城市化模型的区别

新古典城市化理论都是用规模效益和第Ⅰ类聚集效益来解释城市出现的，同新兴古典以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理论有很大区别。我们以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作为例子，研究新古典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的区别。

这个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人们对多样化消费的喜好，以及交易费用之间，存在着一些两难冲突。比如，人们希望消费的品种越多越好，但企业则希望生产的品种越少越好，如果总人口不大，那么折中这一两难冲突的余地就很小。市场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就会达成一个折中。如果总人口数量增加，或者交易效率提高，则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人口规模或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提高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和消费品种类。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两难冲突，即从事制造业的人集中在城市有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但城市的集中也使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费用上升。工业制成品种类的上升（分工的一个方面）将使这一两难冲突之间有效折中的余地加大，使生产工业品的人们居住更加集中，使城市更容易出现。当工业品的种类增多时，生产工业品的人们集中居住带来的交易费用下降的好处被称为第Ⅰ类聚集效益。正如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显示的，在单位农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或者一个大的人口规模的条件下，工业品数量增加到足够数量时，城市就有可能出现。但是，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却不能预见很多伴随着城市化过程而出现的现象，如城乡地价差别扩大、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土地面积减少、农村人口比重下降，以及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等等。

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是典型的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的新古典模型。它假设经济中有N个完全相同的消费者，全社会只有1种农产品，有n种工业品。其中，n的数量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且模型具有对称性，任何工业品的价格和质量都一样。同时，它还假定工业活动不需要土地。因此，一个商业社区的中心地点就是一个城市，所有生产工业品的人们都居住在城市，农村居民则围绕城市分散居住。

在这个模型中，每个农村居民的新古典决策问题是，如何在工资的预算约束下使选择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消费量将效用最大化。农村居民在当地市场购买农产品没有交易费用，只有在购买工业品时，才会出现交易费用。每个城市居民的新古典决策问题都与农村居民相同。只不过，城市居民只有在购买农产品时才会有交易费用，而购买工业品则没有交易费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消费者（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需求函数、间接效用函数以及需求的自价格弹性。由于城乡之间能够自由迁居，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真实效用将趋于均等化。模型假定，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简单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一个线性函数，生产一件商品的成本是固定的，工业品生产以垄断竞争为主。厂商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进行生产，垄断竞争产生零利润。最后，市场均衡条件将决定农村人口、工业品价格、农村居民工资率以及工业品种类数，而工业品种类数可以视为工业化程度的标志。

上述新古典的城市化模型显示，随着人口规模和（或）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工业品数量，或者说工业化水平将得到提高。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还显示，随着农产品交易条件的改善，城市人口的比例将提高，或者说城市化将得到发展。但是，工业品的交易效率提高却有着相反的效果，它会导致工业品种类数减少以及城市人口比例下降。均衡的农村地区的大小同农产品的产出水平一致，这一产出水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提高，随着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提高，或随着农产品交易效率的下降而提高。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较之新古典城市化理论，则能解释更多的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种种现象。新兴古典模型显示，看不见的手（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同时决定有效率的交易地理布局、居民居住地的分布、相关的分工网络以及交易效率。新兴古典模型还显示，大城市土地价格的升值潜力是由分工演进的潜力决定的。随着一个大城市成为日益一体化的分工网络的市场交易中心，该城市的地价将上涨到远远超过传统边际供求分析所能预见的程度。

包格纳的经验证据表明，城市化和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Baumgardner，1989）。哥维和穆尼克（1997）的经验研究表明，土地价格与其同城市的距离（人均土地消费面积）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西蒙和纳迪奈利（1996）对1861—1961年一组英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交易条件同城市的大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种结果已经被此章中的杨小凯和赖斯模型，以及孙广振和杨小凯模型所揭示。他们还发现了厂商大小同城市大小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证据，而此章中的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则显示，厂商大小同城市大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西蒙和纳迪奈利争辩道，这一证据表明，城市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还不如说是城市外部规模经济。根据马歇尔（1890），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外部规模经济概念，应该视为分工产生的正网络效应。因为他们的证据显示，职业多样化的演进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的证据还显示，城市化同交易部门就业份额的演进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目前，还有更多的经验研究有待去进行，以揭示城乡土地比价同商业化程度（分工水平）、城市化以及交易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诺斯（1981）发现的历史证据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世界是上个世纪百年间的一个发展，它更多的是同交通费用戏剧性地下降、农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活动集中产生的聚集效益相联系，而不是同工业城市相联系”。


第8章 新兴古典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理论

8.1 新机器和新技术如何出现

从斯密到马歇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不少学者和经济学家都看到，新机器及有关新技术的出现有赖于分工的发展。在第4章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部分中，我们曾介绍了内生产品种类数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引进消费品种类增加时消费中的管理费用，用这种管理费用减少与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来内生产品种类数，这种方法以杨小凯和史鹤凌为代表（Yang and Shi，1992）。另一种方法是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与规模经济不可兼得的两难冲突来内生产品种类数，这以迪克特—斯蒂格利茨（简称D-S）模型为代表。但是，这里的新产品主要是指消费品，没有解释新机器是如何出现的。机器是一种间接促进消费品生产的产品，它并不能直接用来消费。

如果要解释分工发展与新机器和新技术出现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发展前面有关迂回生产效果与企业出现的模型，以使其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埃塞尔（1982）、贾德（1985）和罗默（1992）在解释中间产品种类数时，用的是CES（不变替代弹性）函数来内生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种类数，因此某些产品的消费可以为零。而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中，如果任一产品的消费为零，则总效用也为零。新兴古典模型不但采用了他们的方法内生中间产品数，而且采用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同时内生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因此，新兴古典工业化理论的故事，就比新古典工业化故事丰富得多。

我们先用自然语言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模型中，中间产品（可视为机器）种类所以增加，是因为这些中间产品可以提高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率。但是，如果每个人同时自给自足地先生产很多种机器，然后再用其生产最终消费品，则由于每种机器生产中专业化水平很低，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率也不能提高。因此，在最终产品生产率和中间产品生产率之间，就存在着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正如前面所有新兴古典模型中的两难冲突一样，在使用机器的问题上，人们也有减少交易费用和利用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

因此，当交易效率极低时，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而如果自给自足，则由于每人的时间有限，上述提高机器生产率与增加机器种类以提高最终产品生产率的两难冲突就特别尖锐。所以，一般人们在自给自足时不会生产很多不同种类的机器。你可以想像一下，我们每个人能不能都自给自足地生产汽车、火车和飞机。

当交易效率改进后，人们有更大的空间来折中节省交易费用与利用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所以他们会选择高分工水平。而高分工水平会扩大人们折中机器种类数（它能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率）与机器生产率之间的两难冲突。可见，通过不同专家专业生产不同的机器，机器种类数会随分工的发展而同时增加。因此，交易效率的改进可以通过促进分工，使新的机器及有关的新技术出现。

瓦特和巴尔顿发明蒸汽机的故事，证实了我们的猜想。由于英国17世纪就有了专利制度，从而使人们通过从事专业发明发大财成为可能。专利制度由于改进了买卖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加上普通法对企业私人剩余权的有效保护，使瓦特能先后说服6位企业家投资于他的发明活动。然后，他和巴尔顿雇了很多人，并让他们专于蒸汽机发明生产的不同环节，依靠发明活动中的高度分工，他们终于在还没有机床的条件下，成功地制造出了商用的蒸汽机。这个过程中，生产蒸汽机的高分工水平是成功发明的条件，而专利制度改进了知识产权买卖的交易效率，又是这高分工水平能产生的关键条件。

我们来看看内生中间产品数和技术进步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一种最终消费品，我们假定其为衣服。生产衣服可以同时使用纺纱机和织布机两种机器，也可以只使用两种机器中的一种。不论是使用一种还是两种机器，人们都还需使用劳动来配合机器生产衣服。这说明，单独就每种机器而言，并不是生产中的必需品。假定同时使用两种机器就比只用其中一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每个人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衣服、纺织机和织布机3种产品的自给量、售卖量和购买量在零和正值之间的组合，按照我们第2章超边际分析的基本方法计算，每个人在决策时就有512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可供选择。而实际上，我们用文定理可以证明，每人最多卖一种产品，他不会同时买卖或同时买和自给同种产品。因此，我们再仿照第5章考虑建立厂商和允许买卖劳力的情形，我们只要考虑27种决策模式和17种结构。图8-1对其中的12种决策模式和8种结构给出了图示，x，y，z分别代表纺纱机、织布机、衣服，lx和ly分别代表生产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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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新产品出现和内生技术进步



如果是自给自足的结构，我们考虑3种情况：每个人可以先生产出纺纱机和织布机，然后再用其生产衣服；也可以选择先生产出纺纱机，然后用其生产衣服；也可以选择先生产织布机，再用织布机生产衣服。

如果是有分工但没有企业的结构D，我们可以考虑如下3种情况：第一种，一个人专门生产纺纱机，另一个人专门生产衣服；第二种，一个人专门生产织布机，另一个人专门生产衣服；第三种，一个人专门生产纺纱机，一个人专门生产织布机，另一个人则用两种机器专门生产衣服。

如果是既有分工又有企业的结构F出现，则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至少可以考虑下面3种情况：第一种是生产衣服的人雇佣生产纺纱机和织布机的人生产两种机器，然后自己用这两种机器生产衣服；第二种是生产衣服的人雇佣生产纺纱机的人生产纺纱机，然后自己用纺纱机生产衣服；第三种是生产衣服的人雇佣生产织布机的人生产织布机，然后自己用织布机生产衣服。在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企业会随着分工中劳动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差别而出现，而随着分工的加深，企业制度会加速复杂化。比如，生产纺织机的人也可以雇佣生产衣服和织布机的人组成一个企业，等等，我们在后面将要进一步介绍企业制度如何随分工的复杂而加速复杂化。

那么，新机器在什么情况下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出现？对上述可能的结构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结构D的3种情况中，只有一种机器的两种结构中的真实收入，永远低于有两种机器的真实收入；而在结构F的3种情况中，只有一种机器的两种结构中的真实收入，也总是永远低于有两种机器的真实收入。至于上面两种结构中，究竟是有企业还是没有企业的分工结构真实收入更高，完全取决于劳力交易效率和机器交易效率哪个更高。如果机器交易效率大于劳力交易效率，则劳力市场和企业不会在全部均衡中出现。反之，如果机器交易效率小于劳力交易效率，则企业制度及相关的劳力市场会从分工中出现。而3个自给自足结构中哪个产生了较高的真实收入，则取决于机器种类数的经济效果和专业化经济效果的比较。如果机器种类数的经济效果大于专业化经济效果，则总会出现两种机器；反之，则只有一种机器的结构更有效率。

至此，我们可以将新机器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结论总结如下：分工结构与不分工结构哪个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更高，完全由交易效率决定。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分工会发生演进。当专业化经济效果压倒机器种类经济效果时，则这种分工的演进会与新机器的出现和机器种类的增加同时发生。而当机器种类数的经济效果超过专业化经济效果时，则分工的演进并不会使新机器出现，机器种类数总是不变。若劳力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则企业制度和劳力市场会从分工中出现，反之分工不会由劳力市场和企业制度来组织。若我们考虑到企业的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差别，即哪种专家当老板的差别，则我们可以用第5章的方法证明企业制度可以将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却不需要对这种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直接定价。

那么，新技术又是如何随分工而出现的呢？如果我们假定专业化经济效果大于机器多样化经济效果，则当劳动交易效率大于机器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会从每个人生产一种机器和衣服的自给自足结构非连续性地跳跃到有很多厂商用两种机器生产衣服的市场结构。因此，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全部均衡是自给自足，此时每个人同时生产一种机器和衣服，人们之间没有交易因而也就没有市场出现，专门生产一种机器的生产函数在市场中根本看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市场），当然我们也更看不到厂商的生产函数。当交易效率得到足够改进时，局部分工的结构会出现，有人专业生产一种新机器，而有些人专业生产衣服，有些人专业生产老机器。一种新机器的专业化生产此时就突然冒出来，我们于是可以在市场上看到它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当劳动交易效率大于机器交易效率而使厂商出现时，厂商的生产函数也突然冒出来。这种在市场均衡中才出现的生产函数，我们称之为事后生产函数，它与事前生产函数不同。所谓事前生产函数，是指人们选定专业化水平之前的生产函数。而事后生产函数，是指人们选定专业化水平之后，在市场均衡中可以看得见的生产函数。

罗森（1983）第一次指出了事前生产函数与事后生产函数的区别。他用一个线性规划和专业化模型证明，人们选择专业化水平后的事后生产函数，可能与事前生产函数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将这种由于分工演进使得事后生产函数结构发生变化，并导致一些新产品和新生产函数出现的现象称为技术进步。所以，新兴古典的模型证明，当与法律制度、交易条件有关的交易效率改进时，劳动分工的演进会产生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生产率的上升。在此章新机器出现的模型中，当交易效率改进使分工演进和新产品出现时，由于专业化经济的存在和专业化水平的上升，衣服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机器的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长处就是能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事后生产函数结构的变化是其中一种结构变化。数学上将结构变化称为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变化。所谓拓扑性质是指一些现象的有无、一些新个体的出现及个体之间有无依赖性。而在给定的个体数和给定的个体之间的关联性结构中，资源流量的变化、不同产品相对生产量的大小，都属于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的变化。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就涉及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变化，而新兴古典模型中全部均衡的边际分析，主要就是关于经济组织非拓扑性质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见第2章）。

如果我们将刚才模型中的衣服换成农产品，纺纱机换成拖拉机，织布机换成收割机，则我们可以将结构D中有两种机器的情况（或结构F中有两种机器的情况）中生产机器的人数与生产农产品的人数之比，视为工业与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由于每个人的真实收入均等，故这一比值也可以看做工业和农业的收入比重。这一比重不但会随着交易效率改进而上升，而且会随着迂回生产部门（即中国人理解的重工业）对最终产出贡献的增加而上升。或者说，随着迂回生产效果的上升而上升。特别是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每个人都生产农产品，百分之百的人口都在农业部门就业，而当交易效率得到改进时，分工结构就会出现。其实，上述分析还未完全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框，交易效率改进产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使农业人口减少或使工业人口增加，而是使既生产农产品又生产工业品的“自然人”转化为专业农民或专业工人。其实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专业农民。所以，经济发展产生的结构变化的实质，并不是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的变化，而是分工的演进使人们专业化水平上升以及新专业的出现。


8.2 迂回生产链条长度如何增加

上面关于新机器和新技术如何出现的讨论，非常适合描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过程。现有新古典模型中关于工业化的模型主要是二元经济模型，以及墨菲、什奈福、维西尼（1989）等人的模型。二元经济模型主要是用劳力剩余和工业部门外生技术进步来解释工业部门的扩展。由于工业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所以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由于劳动力剩余，这种需求增加并不会增加工资和工业发展的成本，所以工业可以在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发展。墨菲等人的模型虽能解释生产力的进步，却不能解释工业化与分工的发展及新机器出现的关系，而工业化的特点是分工演进、商业化和贸易依存度上升、新机器出现、每个人专业化水平上升、结构多样化及企业制度、劳动市场发展等现象同时出现。因此，新兴古典工业化模型对工业化过程的解释，就比他们模型的解释要好得多。

近年来，罗默、埃塞尔、格罗斯曼等人也利用CES生产函数能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的特点，试图解释与工业革命有关的新机器出现与生产率提高的现象。但在这些模型中，每个工厂在均衡中都是极端专业化的，所以专业化水平并没有内生，而且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没有严格定义。在均衡中，每个消费者的专业化水平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些模型虽可预见生产力进步和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但是却不能解释分工的另一方面，即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演化，而这专业化水平又与市场容量、商业化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等结构特点有关。

但是，罗默等人的模型及我们前面的新兴古典模型，都没有内生分工的第三方面，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这被杨格称为生产的迂回度。在杨格看来，分工有3个方面，第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第二是不同专业种类数，它当然同产品种类数有关；第三则是生产的迂回度。新兴古典关于贸易理论的模型，以及克鲁格曼（1979）的模型都内生了消费品的种类数，我们上节关于新机器和新技术的故事也内生了中间产品种类数（不同专业种类数），并且也内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但是，这些模型都没有内生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

此节要介绍的新兴古典模型，就正是要内生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生产迂回度的增加，是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如果比较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生产迂回程度比美国低得多。美国人即使是整理自家的花园，也不常使用锄头这类简单的工具，而常常是向专业机器租赁商租用各种机器，这是为什么在美国很难买到锄头特别是好锄头的原因。美国人也较少用手工搬运东西，而是常用各种汽车和专用的复杂工具来搬运东西，这些机器都是由一个非常长、分工水平极高的迂回生产过程生产的。而在中国，很多人都用扁担挑运东西，用非常简单的锄头等工具挖地，这些工具的生产过程并没有非常长的迂回生产链。虽然中国人的锄头比美国人的精巧，使用锄头时也比美国人聪敏，但美国人利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分工社会网络，可以取得可能比他们更聪明的中国人无法取得的高生产率。

这种比较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智商仅次于犹太人，但却没有日本人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高？而且同样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时的收入很低，但去美国后，即使技能没什么改变，在餐馆打工也比在中国收入高。答案是个别人的技能和智商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远不如复杂的分工网络对生产力的贡献那么重要，而分工的发展不但能使个别人有限的能力加总后比个别人能力的简单加总大得多，而且其发展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当一个社会分工网络十分发达后，生产率就会有惊人的提高。此时，即使是在餐馆干简单的洗盘子的工作，也会由于全社会收入均等化而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我们来用自然语言讲述内生迂回生产链条长度模型背后的故事，以解释为什么迂回生产程度会随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的发展而提高。在我们的故事中，有众多天生相同的人可以生产4种产品，即粮食、锄头、拖拉机和机床。生产机床只需要劳动，生产拖拉机需要劳动和机床，而生产粮食则有4种方法，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和锄头，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还可以用劳动、锄头和拖拉机。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专业化经济，而生产粮食时不但有专业化经济，还有迂回生产和多样化工具的经济效果。也就是说，若不用锄头和拖拉机而只用劳动，则生产粮食的效率哪怕在专业化程度下也很低；若用一种工具，效率会高些；若两种工具都用，例如用拖拉机耕大田，用锄头挖田角，效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若只使用劳动生产粮食，则没有一点生产的迂回性；若使用锄头，则生产中有两个链条，即先生产锄头，然后再用锄头生产粮食。若用拖拉机生产粮食，则生产中有3个链条：先生产机床，再用机床生产拖拉机，然后用拖拉机生产粮食。当迂回生产链条增加时，哪怕只用一种工具生产粮食，生产效率也会有所提高。因此，这一模型中不但有每个链条上工具多样化的经济效果，还有链条加长的经济效果。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们都会设法加长迂回生产的链条呢？当然不是。如果交易效率非常低，则分工的好处会抵不上总交易费用，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这时，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及多样化工具的效果就难以兼顾，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自给自足时，人们只使用锄头或只用劳动来生产粮食，这是目前在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情形。当交易效率上升时，则人们会选择高一些的分工水平，通过众多不同专家之间的分工，使得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效果能同时兼顾。比如，一些人专门生产锄头，而另一些人专门用锄头生产粮食，因而自给自足时可能不存在的锄头就出现了，同时生产的迂回程度也增加了。若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分工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一个新的制造拖拉机的行业就会出现。这个行业的出现，又为另一个新的制造机床的行业出现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生产迂回程度进一步提高。

因此，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间接生产部门的收入比重、重工业的收入比重等都上升。

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随所用工具种类提高的现象，称为生产工具的多样化经济效果。而所谓迂回生产经济效果，则是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会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现象。此处，链条的长度虽然与中间产品种类数有关，但二者却并不是一回事。迂回生产链条是指相连接的两个产品之间的投入产出依赖关系。锄头是粮食生产的投入，拖拉机也是粮食生产的投入，而机床是拖拉机生产的投入，但是锄头与拖拉机之间就没有投入产出关系。所以，不生产锄头和拖拉机时，粮食生产只有一个环节；生产锄头时，有两个生产环节；而生产拖拉机和机床时，则有3个生产环节。第二个环节上锄头与拖拉机在同一环节上，而不是前后不同环节上的产品。由于生产链条加长与一种新机器的出现可能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将与生产链条加长有关的新产品的出现称为新产业的出现，而将与生产链条加长无关的新产品出现称为新专业部门的出现。因此，分工水平由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的迂回程度和迂回生产的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这3个变量来描述。我们称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两个产业之间为一个环节，而这环节的数目，则被称为生产的迂回程度。

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同一个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在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制度下，生产潜力很大的迂回生产中的效率会改进得很快，而在政府垄断开办企业权，没有私人自由创业，没有发达的自由资本市场、自由劳动市场及自由价格条件下，人们只能局限在直接生产性活动中改进效率，而对改进效率潜力很大的迂回生产活动却无法施展才干。例如，改革前的中国，由于不允许私人发展汽车和拖拉机工业，所以农业机械质次价高，农民无法在生产潜力极大的迂回生产行业如拖拉机和汽车等上施展才能，只能起早贪黑地努力从事直接生产性活动和肩挑手提的运输活动。由于对私人从事汽车工业的限制，农民只能使用一些质次价高的手扶拖拉机从事低效率的运输活动，不可能在迂回生产的链条中用生产高效汽车的方法来改进效率。有趣的是，当中国政府一直为倾力发展轿车工业但却进步缓慢而犯愁时，却没有想到一直不太重视因而也就管制不严的农用车市场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大气候。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无谓的干预。


8.3 工农业收入比重变化及转型期二元结构

从新兴古典内生迂回生产链条长度模型背后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当交易效率改进时，间接生产性部门（中国人爱讲的重工业）会增加。我们可算出生产锄头、拖拉机和机床的部门的收入比重，并证明当分工演进时，这个收入比重会越来越高。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前苏联和中国的投入产出都表现出这种明显的趋势。这种现象被库兹涅茨（1966）称为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化的一个特点。但一般人们都将这种结构变化的原因归结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外生技术进步或偏好变化的结果。这种用收入解释结构变化的方法，显然与一般均衡的概念不符，因为收入在一般均衡中也是内生的，它必须由环境参数的变化来解释。用外生技术变化解释结构变化则是一种非经济学的看法，因为技术的变化是个经济问题，它都要由人的经济决策来确定。而用偏好变化解释经济结构更是一种无力的解释，因为偏好的变化往往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哪怕效用函数中代表偏好的参数完全不变，经济结构也可能因劳动分工的演进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贝克尔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用偏好的变化来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他一定不是一位好经济学家。若我们将事前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变化视为外生技术变化，则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分工发展产生的技术变化完全可以在事前生产函数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发生。

史鹤凌和杨小凯（简称史—杨模型，1995）证明，尽管生产机器的工业和生产粮食的农业中都可以不断加深分工，但是由于工业产品交易效率高，而农产品交易效率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分工的协调费用很高（例如，不可能让一些农民专业下种却不收割，而另一些农民专业收割却不下种），所以分工会不断在工业部门加深，工业生产的迂回程度也更容易提高，但农业加深分工却容易得不偿失。所以，当工业产品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时，农业会越来越依赖通过购买机器来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以改进农业生产的效率。于是，工业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高，而农业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低。在很多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都使农业在收入中的比重从90%以上降到10%以下。

这种结构变化往往不是任何人能设计或能预料到的。最聪明的人，也只是在事后较早地看出了这种趋势。一般政治家和普通人在这种趋势还未出现时往往持相反的预期。例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政府的谋士和知识分子，普遍持有一种重农业抑工商的观点，他们就没预见到工业比重上升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反而是那些执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国家，最早由“看不见的手”实现了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的工业化转型。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对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轻下结论，而应该多钻研为什么看不见的手能在所有人都不理解它的功能时却能发挥其功能。例如，中国一直有人鼓吹产业政策，应该发展什么工业，抑制什么产业，这种观点与当年重农抑商观点一脉相承，都是自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这种思维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是不佳的主意。

史—杨模型还证明，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很多有中间分工水平的结构，可能会在从自给自足到完全分工的过渡性的全部均衡中出现。例如，在一种结构中同时存在两个专业化模式和一个半专业化模式，即生产拖拉机和机床中有两个完全专业的模式，而另一个模式是半专业化。半专业化生产者同时生产锄头和粮食，卖粮食而买拖拉机。专业机床生产者卖机床而买粮食，专业拖拉机生产者买机床和粮食，卖拖拉机。我们称之为结构F。也就是说，若交易效率既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且其他生产函数参数在一定区间内，上述存在半专业化模式的结构F会是全部均衡。

结构F是一种不对称结构，即同时生产粮食和锄头的人的专业化水平，比分别生产拖拉机和机床的两人低。每个农民生产两种产品，而每个工人专于生产一种机器，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随处可见。因而工人的生产率和从市场获得的收入都比农民高，尽管在自由择业和自由移居条件下，二者之间的真实收入会一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二元经济现象。中国的二元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二元经济，由于户口制度、基本商品（特别是住房）的配给制及政府的职业分配制度，限制了自由择业和自由移居，所以形成了人为的二元经济现象，城市人口的人均真实收入比农村高得多。

一些人声称，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工业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原料和资金，所以有必要用粮食和其他重要产品的统购统销来加快工业化过程。这种观点显然不是一种全部均衡的观点，行之于实践是非常有害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统购统销制度，用人为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方法来降低工业化的成本，提高工业的利润率，因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来加速工业化，这种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方法看似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其实是阻碍了工业化和分工演进的速度。看一看中国江浙一带沿海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和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我们就会理解，自由市场和私人经济较之国有经济，对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要有效得多。


8.4 企业制度随分工发展而加速复杂化

当迂回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发达时，由于中间产品的买卖可以被劳力买卖所替代，可能的企业组织结构将加速增加。特别是考虑到每个特定的企业结构，都有不同专家当老板的多个剩余权结构，可能的企业结构随着分工发展将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假定社会有众多天生相同的人，他们分别专业化地生产4种产品，即粮食、锄头、拖拉机、机床，那么这种完全分工的结构就可以由很多种企业组织结构来协调。比如，生产粮食的专家当老板，雇请生产锄头和拖拉机的专家在工厂内生产这些中间产品，同时粮食专家向机床专家出售粮食换取机床。在这里，机床专家是个独立的业主，而生产拖拉机和锄头的专家是粮食专家雇请的工人。而同样的分工和企业结构，还可以由拖拉机生产者当雇主，粮食生产者当雇员。也可以由锄头生产者当雇主。实际上，以这4种产品完全分工结构为基础，至少有13种不同的企业组织和剩余权结构。可以看出，可能的企业组织结构随着分工发展会增加得更快。因此，搜寻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以节省交易费用并进一步促进分工的潜力，比生产中的潜力会大得多，这就为企业家活动开创了越来越广阔的天地。

史鹤凌和杨小凯（1998）将更多产品引入上面的迂回生产链条增加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分工在迂回生产中会越来越深，因而使企业内的分层结构和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同时发展。而劳动交易效率相对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越高时，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与企业内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就会越来越朝着增加企业内分层结构层次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无形知识财产卷入分工后，则每种无形资产都需要一类企业来将其与有形资产的买卖相结合，从而避免无形资产直接买卖的高交易费用，因此与企业有关的分层交易结构的层次数就会大大发展。

但是，这种搜寻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以节省交易费用并进一步促进分工潜力的发挥，是以自由企业制度和私人拥有企业剩余权为前提的。中国人使用锄头、筷子等简单工具的技巧比西方人高明得多，在中国能买到的锄头种类及其精巧性，也比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多得多、好得多。但是，中国人在使用迂回生产性工具方面却比西方人差得多，中国农民即使在从事相当笨重的劳动时也很少使用复杂的机械。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复杂的机械需要复杂的商业来实现分工，而中国历朝皇帝为了防止不同政见者“树党强诉”，对自由企业有相当限制。加之私人企业家的剩余权可以被任意侵犯，使得复杂的组织难以被发展来组织高水平分工，因而使依赖于高分工水平的迂回生产难以通过商业化来赚钱。另一方面，改革前的中国，政府对创办企业有垄断权，私人很难在创办复杂分工组织方面施展才干。因此，私人只能在一些不依赖复杂组织和分工的与直接消费很近的活动中发展类似使用筷子的技巧，而在非常迂回性的产品生产中，却很难用复杂的私人企业、商业组织来发展分工。

自由企业制度和私人剩余权缺失，不仅会限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导致经济中很多矛盾产生的根源。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矛盾暴露出来，原先预期的经济景气上升不仅没有出现，反而陷入了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泥潭。政府企图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和银行降息刺激经济景气，但民间投资却始终不肯跟进，启动经济成了政府的孤军奋战，结果是事倍功半、一筹莫展。其实，如果建立自由企业制度，将政府特权垄断的行业，如银行、保险、电信、医疗、教育、新闻出版、汽车制造、高速公路等都向私人企业开放，民间投资岂有上不去之理。所以，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都在于没有按市场经济的真正要求去做，制度产生的交易费用太大，限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分工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市场发挥搜寻最有效的迂回生产组织模式的功能，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如，很多活动中加长迂回生产链条不一定能增加最终产品生产率，假设有1000种生产活动，每种都可能加长迂回生产链条，但是，可能其中只有100种活动在迂回生产链条足够长时才有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这些效果有的要几个部门同时加长迂回生产链条才能产生。这就需要通过市场反复地进行试验，而这种试验又只有在分权而不是集权的体制下才会有效率。所以，中国要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5 分层组织理论与分工发展

随着生产迂回链条的加长、产品种类数增加等复杂的分工现象出现，分层组织结构就常被市场用来组织和协调复杂的分工。因此，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分层金字塔组织理论与分工的关系。所谓分层金字塔组织（或简称分层组织，hierarchy）是指一种多个元素组成的金字塔型结构，它满足如下条件：这些元素分为多层，各层之间形成串联耦合，除顶层只有一个元素外，其他每两层之间有多个元素之间的并联耦合，而每层的元素个数与层次数成反比，越高层的元素越少，最底层元素最多。分层金字塔组织在文献中也被称为扩展型组织（spanning）。英文字典就是个典型的分层金字塔组织。其顶层是用字典的人，而第二层是每个词中的第一个字母，此层共有26个英文字母，而第三层、第四层依次往下，数量则呈金字塔分布。

图书馆的书目也是一个典型的分层金字塔组织。假设一个图书馆共有1000本书，你要从其中找出一本英汉字典，有两种办法来搜寻。一种是一本一本查。若查一个项目需要一分钟，则用此法你可在1000分钟内找出此书。另一种办法是通过一个将书分成三层的目录查找。假设第一层有十类目录。例如，社会科学、工程、工具书等，你在10分钟内可找到你要的工具书这一栏目。第二层每个栏目又分为10个子目录，例如工具书下分社会科学工具书、工程工具书、语言工具书等，你可在10分钟内找出所要的语言工具书。若每个子目录包括10本书，例如语言工具书子目录下共有英汉、法汉、俄汉等10本书，则你可在10分钟内找到你要的英汉字典。所以，用书目这个分层金字塔系统，你可在30分钟之内就找到任意一本你要的书，其效率是没有书目时的1000/30倍。我们将此系数称为分层组织的效率系数。若目录不是分3层而是分2层，则此效率乘数也会变化。你马上会问，分层结构层次数为多少时，此效率系数会最大呢？这正是分层组织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分层组织按流向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向分层组织。当你用图书馆目录找书时，是从分层组织的顶层向底层单向查找，所以这类分层组织被称为单向分层组织。这类组织还包括军队指挥的分层组织、英文字典、比赛中的分层筛选过程，以及某些分层组装运送系统等。在比赛中，所有参赛人首先分组在组内互相比赛，各组的头名又分为一些组在组内比赛，各组的头名最后再角逐出冠军。这个分层组织，第一次初赛是最底层，每一个阶段竞赛后，人们升高一层，而顶层就是冠军。在组装运送系统中，所有商品都装在众多小盒子中，然后所有小盒子装在数目较小的大盒子中，大盒子又装在为数更少的集装箱中，再放入轮船、火车和汽车运往各地。

第二类分层组织被称为双向分层网络。邮政系统就是一种双向分层网络。其功能是底层的所有人通过上层互相通信。邮件的流动就是双向的，既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最上层是大城市的邮政中心，中层是中小城市的邮局，而底层就是互通邮件的人们。其他分层网络包括城市系统（少数大城市在上层，众多中等城市在中层，无数小镇在中下层，而底层由所有农村的居民构成）、批发零售网、电话网络及大公司的分层管理系统。

如果按权力的集中与否来划分，分层组织又可以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分层组织。若一个分层组织中，顶层的决策者可以决定此组织的层次数及每层的元素数，则是一个集权的分层组织。钱颖一（1994）研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层组织，威廉森（1967）、卡尔沃和韦利兹（1979，1978）、克伦和莱威利（1982，1979）、罗森（1982）及拉德纳（1992）等人研究的分层组织都是集权型分层组织。杨小凯（1994）则是第一个研究市场中分权的分层组织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的专著，对分工与交易的分层组织之间的内在关系有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我们先看一个单向集权分层模型。假定一个工厂内总经理要协调n个专于不同专业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分工合作（专业的数目实际上代表了分工水平），他可以不雇任何人帮助他进行管理，完全由自己直接管理所有工作人员。这就是图8-2（b）的情形。他也可以雇若干部门经理，并令每个部门经理管理若干科室经理，再令每个科室经理管理若干工作人员，这大致就是图8-2（a）中的情形，m表示管理的层次数。这里就有一个管理质量与管理费用的两难冲突，即，管理层次越少，则管理费用就越小，但每个经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质量也越差。这种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就决定了最优层次数和每个经理人员所管的人数。模型结果表明，当需要管理的总人数n上升时，最优层次数也会上升，每个经理人员所管人数也会上升。而当管理人员的工资上升时，每个经理所管人数也上升，最优层次数减少。如果将每个经理能够管理的人数固定，则最底层的人数就可以内生。威廉森的最优科层组织模型就是用这种方法内生出最底层的人数n，并将n解释为工厂的规模。图书馆目录也是如此，最优层次数随所藏书总数增加而上升。拉德纳（1992）将此种分析方法推展到不对称科层组织模型，使此种分析更符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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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单向集权分层结构



再来看分权的分层交易网络与分工的关系。新兴古典关于专业商人组织的模型证明，当分工不断发展时，专业商人会出现，这时交易就出现了分层组织，专业商人在上层，专业生产各种产品的人在下层。处在分层组织下层的人只与商人打交道，而商人则与不同生产行业的人打交道。下层的专家通过上层的商人与其他下层生产专家交易。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会由于分工在越来越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加深而使分工结构中的层次增加。而当劳动力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而出现企业时，工厂内也会出现分层组织，雇主在上层，雇员在下层。这种分层组织出现的先决条件当然是分工的加深。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组织的分层结构与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分权的分层组织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同所有的新兴古典模型一样，该模型中有许多天生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因此我们有生产中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但是，模型也假定交易是一种活动，也需要耗费劳动，且交易活动中也有专业化经济。交易活动分两类，一类是与近邻的交易活动，一类是与远处的贸易伙伴之间的交易活动。这两类交易活动都有专业化经济。若每个人同时从事生产与交易活动，效率就比较低。若一类人专门生产，另一类人每人同时从事两类交易活动，则效率较高。若一类人专门生产，一类人专门从事近邻之间的交易活动，而另一类人专门从事各地区之间的交易，则生产和交易效率就更高。我们假定人们的居住地是均匀和固定分布的，则当生产中的分工水平很低时，近邻之间的交易就足以协调分工。而当生产中的分工水平很高时，每个人的贸易伙伴增加，他们不但必须与近邻交易，还要与远处的贸易伙伴交易。因此，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上升，也会为两种交易之间的分工创造条件。

我们还假定，交易中不仅有专业化经济，也有提供交易服务时的交易费用。由于交易的专业化也会增加交易服务的交易次数，我们又有交易活动中的专业化经济和提供交易服务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当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极低时，交易中的分工不可能出现，因此产品的交易效率低，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也会很低。当交易活动的交易效率改进时，交易中的专业化会发展，专业商人会出现，使产品的交易效率上升，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也随之上升，因此会出现二层交易结构，专业商人在上层，生产者在下层，生产者之间通过商人间接相互交易。此时，每个商人与各类专业生产者打交道，而每个专业生产者只与商人打交道。当交易服务的效率进一步改进时，交易行业中出现专门从事地区之间贸易的批发商和地方上直接与最终买者打交道的零售商，这使产品交易效率进一步上升，因而使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上升，这反过来又支持3层交易结构，即上层是批发商，他们只与零售商打交道，中层是各地的零售商，下层则是各类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

因此，交易服务中交易效率的改进或各类活动中专业化经济程度的上升，会使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的分工逐步加深。先是专业商人出现，形成两层交易结构；然后是专业批发商和专业零售商出现，形成3层交易结构。因此，交易的分层金字塔结构的层次数，也就随分工之加深而增加。

新兴古典分权的分层交易网络模型显示，生产中分工的发展会为交易中的分工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而当交易中的分工水平提高时，交易结构的层次数会增加。虽然这个模型中分工和交易分层结构的演进是外生的，但若将此类模型与序贯均衡分析方法（见第10章）相结合，则我们可以证明，分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演进，交易结构的分层结构也会自发地演进。

这种分权的分层交易结构当然是帕累托最优的。市场上自发出现的分权的分层金字塔结构之所以对全社会是最优的，是因为择业自由保证了人们在分层结构各层以及各业之间的自由进出，从而社会中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操纵交易的层次数和每层的人数。但在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这种实行最优交易结构的条件并不具备。我们在前面讨论最优城市结构形成的障碍时，曾对这些情况做过详尽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分层结构不可能是对全社会最优的。这种最优分层结构，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无人能操纵层次数和各层人数，大家都有横向和纵向进出自由时才能出现。中国政府近年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银行、开放批发零售业等，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些向外国人开放的行业还没有向中国的私人企业开放，而且仍然有大量限制人们在分层结构中横向和纵向自由进入的制度有待改革。


8.6 分工的发展与分层的竞争结构

如果在上面的分层结构模型中，每两层个体之间都有不确定性，则人们在各层之间的纵向自由进出，可能会产生不对称的收入分配和竞争程度，从而形成分层的竞争结构。由于上层一个人工作的效率和可靠性对整个系统的运作效率有决定性影响，而下层一个人工作效率的影响面则较小，因此自由进出会使得上层个人的有形收入比下层高，也使上层竞争程度比下层高。但由于激烈竞争造成的无形效用损失抵消了较高的有形收入，也会形成某种均衡。上层的高有形收入可以刺激很多人愿意自由进入上层，因而可以通过增强上层的竞争强度，使上层的效率更高。中国人称之为“高处不胜寒”，而美国一些对全局影响极大的位置，例如总统职位，都是竞争最激烈并使置身该位的人变成“竞争动物”。

由于经济组织随分工的发展变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层结构，因此竞争也形成了分层结构。我们常听到人们说不合作的态度对人们利用互利的交易好处不利，而对策论有名的囚犯困境的例子也说明，理性人的自利行为会造成合作与协调的困难。现在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用这种协调的困难来证明市场的失败。但是，这种协作的困难，其实正是市场的成功，而不是市场的失败。囚犯困境在经济学中的例子是二寡头企业竞争。若二者合作垄断市场，将比二者互相竞争利润要高，但这必须在二者都坚守协作垄断的低产量时才能维持高价。但是，如果一方坚守此低产量，另一方会发觉增加产量和市场份额会有利可图。双方都知道对方会如此考虑，结果通过协作垄断市场就不可能是纳什均衡。这也正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际卡特尔组织都难以成功的原因。这种协作失败当然对消费者和社会有利，因为失败的结果是产量高、价格低。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当竞争的结构变得复杂时，合作与协调的失败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因此，将市场上合作和协调的失败简单与市场的失败等同未免有些天真。但是，我们能不能说竞争越多越好，凡是竞争就好呢？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当某种产品的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者但却有很多买者时，买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就会使此产品价格上升，从而整个社会的福利受损。对这个例子而言，若只看买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就不能说竞争越多越好。

当分工的发展使竞争分了层次时，我们更难简单地说凡是竞争就是好事，或凡是协调合作成功就是好事。这时，同一层次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对其他层次的个体就是好事，而他们的协作成功对其他层次的个体则是坏消息。而对全社会而言，各层的竞争程度要达到某种平衡才是对全社会最优的。例如上面提到的上层竞争比下层竞争更激烈，可能就是对全社会有利的竞争的分层模式。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则某些未来获利潜力大的行业比其他行业竞争更激烈是种对全社会有利的竞争模式。但是，很多在此行业中的人会借口反对恶性竞争来追求个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

当竞争形成分层结构时，同一层次个体之间的竞争比不同层次之间个体的竞争对同行的压力和威胁要大得多。这一方面说明同一层次之间的竞争更具有零和性质（你死我活），或按日常用语而言“同行生嫉妒”，即使心再软的人，在同行竞争威胁下都会变成“竞争动物”。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人要影响另一层人的行为，若他试图直接施加影响，就不如利用那一层的同行竞争效果能得到更多好处。


第9章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

9.1 产权经济学的发展

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由科斯和张五常等人提出来的，8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不少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交易费用的模型，与财产权结构关系不大。例如，我们在第6章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部分中介绍的代理人模型，以及信息不对称与讨价还价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的数学模型，都与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有关。另一类模型虽然也与交易费用有关，但却更强调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在介绍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之前，我们先简单地勾勒一下产权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科斯的产权理论其实渊源于主流学派的第一福利定理，它以严格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为基础。按照这个定理，如果没有外部效果、公共财产及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局部规模经济可能存在），则完全竞争的市场会将初始的产权分布做有效率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对全社会来说是最优的（或曰帕累托最优）。这种对产权有效率的重新分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但却不依赖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科斯定理讲的也是同样道理。它意味着，不论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如何，通过自愿的协议，人们可以将产权做重新分配，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科斯定理的假定条件要少得多。例如，他的定理在市场竞争不完全（如双边讨价还价的情形），以及在有外部效果时也同样成立。而且，科斯还强调私有财产及其自由贸易对这种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

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其实是从反面来支持科斯定理的。科斯定理说明私有财产权对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而软预算约束理论则说明在没有私有产权及相关的硬预算约束时，价格制度将不可能有效地运作。因此，这两种理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价格和自由市场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科尔奈由于采用了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所谓软预算约束的说法，它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早就尽人皆知。

艾智仁和德姆塞茨（1972）首次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剩余权的经济学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是老板持有企业的剩余权。企业生产是一种合作生产，这类合作生产的特点是每人努力的程度会影响他人努力的效果，就像10个人共同抬一块大石头一样。此时，由于每个人都不完全承担对他人效率影响的后果，故不能达到整体最优的工作强度。所以，一个监管者就成为合作生产顺利进行之必须，他可以通过协调来改进合作生产的效率。但是，一旦有了监管者，谁来监管监管者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呢？给监管者以合作生产的剩余权，就是监管监管者的最有效办法。在这种安排下，老板监管越有效，剩余收益就越多，监管效率也就因此会自动保持在高水平上。如果私人老板没有企业的剩余权，则监管效率就不高。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工人的本性总是偷懒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所以企业生产就不可能达到技术上可行的最高效率。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中工人偷懒现象普遍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则最早发展了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的数学模型，进一步丰富了科斯的产权理论。科斯定理强调私人产权的意义，认为只要是私人产权就会有效率，至于私人产权本身的结构如何却不重要。因为按他的理论，只要是私人产权，不管初始产权结构怎样，它们都会通过产权的自由买卖而达到最优状态。但格罗斯曼和哈特却证明，即使是私人产权，也存在着最优产权结构的问题。例如，住房人当房主和住房人从他处租房就是两种不同的私人产权结构。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一般情况下，住房人当房主的产权结构比租房更有效率。这是因为住房人维修房子的努力极难监测，也不可能用合同来强制执行，在发生纠纷时在也难以在法庭上验证，所以承租房的维修往往比房主自己住要差。你还可以想象，一个人会用宾馆的毛巾擦皮鞋，但绝不会用自己家里的毛巾干这种事情。

但是，若人口流动性对经济效率有正面影响，则一些经常流动的人口就很难不租房子。如果他们坚持住自有的房子，则每搬一次家就要卖一次房子买一次房子，其中的交易费用相当高。例如，在发达国家买卖平均水平的家居别墅交易费用在1—2万美元。所以，对于这些经常流动的人口，买房就不如租房。因此哪种所有权安排是最优的，当然与它们之间的相对长处短处有关。另一些影响它们之间相对优势的因素是，资本市场和银行的私有化程度、自由化程度及竞争程度，在一个自由化的私人银行制度下，通过抵押贷款分期付款买房子交易费用很低，所以一般收入不很高的人也可以买得起房子，而在一个垄断性银行制度下，买房子的交易费用就要高得多。

这种理论证明，根据不同的技术条件，在某一行业，不同产权结构的经济效果是不一样的，而最优产权结构则是一定的。一般而言，哪种活动对后果影响更大或更难测度，则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当业主的产权结构会更加有效。

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最优产权结构理论，更进一步强化了科斯对私人产权的强调。按这种理论，即使都是私人财产制度，但谁当老板对效率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分别对效率的影响就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公有财产的维护和使用效率往往比私有财产低得多的原因。这种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对中国改革的意义就是，应积极推动改革，让市场来选择最优的产权结构。有人称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模型为企业理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涉及劳动力买卖及有关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只是一种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

本书第5章黄有光及杨小凯（1995）的两个数学模型则将科斯和张五常的理论精细化了。他们证明，劳动分工的发展对企业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科斯的理论），企业是用劳动力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张五常的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于相应的劳力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他们还证明，当企业出现时，谁当老板这类企业剩余权结构问题对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在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曾详细地介绍过这种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的模型，这里不再重复。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在其专著中证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最主要功能还不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发现有效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有效的市场结构、有效的合同和制度结构、有效的货币形式、有效的交易分层和城市结构、有效的产品种类数及有效的景气波动和失业模式。这一方面说明，在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时，经济效率的损失会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实在要糟糕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经济，要发展出如此复杂的市场功能，则需要一个长久的演进过程。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沿袭了科斯、张五常等人的思想，其核心是解释产权、交易费用与分工3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交易费用系数决定分工，而产权的界定及合约的执行又决定交易费用（内生和外生）的大小。我们接下来介绍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思想。


9.2 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与产权经济学

分工能够提高专业化程度和效率，但也带来了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如果交易失败，则意味着财产的损失。因此，产权保护的增进会增加每个交易的可靠性。交易协调的可靠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专业化分工，就是因为专业化水平越高，对其他专业的依赖性就越强，需要与之协调的人数也就越多。由于分工是一个各专业互相依赖的投入产出网络，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网络就会瘫痪。所以，专业化水平越高，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就越大，从而财产损失的风险也就越大。

这种由于协调的风险而影响分工发展的例子，在现实经济中比比皆是。在中国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农村，有些人靠大面积专业种植某种蔬菜迅速提高了收入。其他农村地区其实也完全可以仿效这种专业化的种植方式，比如专业种植西红柿，但由于专业化分工涉及很多环节，如长途运输、同买主谈判、议定并执行合约等，还涉及同工商、税收等部门打交道，这其中只要任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带来交易的失败，造成财产的损失。因此，农民有理由担心，如果土地全部用来种西红柿最后却卖不出去或被商人欺骗，一年的辛苦劳动就会付诸东流，财产损失将会很惨重。与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按照传统种植模式自给自足更保险，尽管收入得不到提高，但也不会有交易失败的风险。这种交易协调的风险，实质上就是一种交易费用。

再如，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开餐馆，但刚营业不久，城管部门就借口餐馆影响市容责令其停业，这个人就会蒙受财产损失。还有，中国现在实行严格的产业政策，强行关闭一些达不到某种技术标准或在政府看来能耗过大的“五小”企业。对这些“五小”企业老板而言，其私有财产就等于凭空被剥夺。在这里，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就是交易中的一种不确定性，会给人们带来财产的损失。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分工水平的提高。

这种为了避免高水平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而产生的小而全的非专业化生产的情况，即使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可以偶然看到。如，某个承建商为了避免高专业化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自己承包一座小别墅建筑的各个环节，不依赖专业承包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也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商业化（分工）水平，各行业互相依赖程度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一旦某个专业（如银行业）出了问题，则整个经济完全瘫痪。前苏联虽然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但自从1930年以来，它依靠计划经济的办法，模仿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创造的复杂分工结构，发展出了一个分工水平相当高的投入产出网络，这个网络也有很高的协调失灵风险。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行政协调系统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或某个专业部门失灵，则整个高度分工的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就会完全瘫痪。因此，前苏联各国20世纪90年代遇到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也与高分工水平造成的高协调失灵风险有关，并不完全是改革本身的问题。

那么，交易协调的风险由什么因素决定呢？最简单的交易风险，当然是由各种运输事故或其他不可预见的交易中发生的事故引起。但更重要的是，协调失灵的风险往往与合约的议定与执行、合约中财产权的规定及保护有关。有的合约不容易严格规定双方的权利，例如，大学当局与教师之间的合约对教师的授课质量就无法严格议定。有的合约即使议定了也不容易执行，例如很多计算机软件的许可合同就不易执行，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软件解密的方法，他们可以毫无代价地复制软件而从中牟利。软件购买者与售卖者之间所订的保护软件的合约就极难执行，因此生产此类产品就有可能无利可图，分工的协调也就会遇到困难。不管每个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由什么原因引起，在高分工水平造成很多交易次数的条件下，这些个别风险就会总合成一个总的风险，它会随交易次数的增加而呈指数增加。

有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减少这种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发展保险市场来降低协调分工的风险。分工越复杂，则交易中的风险就越高，故保险业的发展就成为降低交易风险的有效措施。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明确界定产权的方式来减少。但是，明确界定产权也是有费用的，这种费用当然同产权界定的效率有关。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为最佳，可以由决策者的最优选择来决定。这样，每个交易失灵的风险就可以作为内生决策变量来处理。因此，我们就有更复杂的两难冲突，即通过明确界定产权，花时间和资源来改进每个交易合约的议定和执行，可以减少交易失灵的风险，但这样做却会增加议定和执行合约（即保护产权不受损害）的交易费用。我们可以将交易失灵造成的损失看作在第6章讨论过的内生交易费用，而将议定和执行合约及保护产权的费用看成外生交易费用。

外生和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有不可兼顾的两难冲突。如果要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协调失灵的风险），就必须增加外生交易费用（议定和执行完美的合约条款的费用），反之则反是。对于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其实也可以用增加外生交易费用的方法来减少，如，开餐馆的老板或种西红柿的农民如果给城管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行贿，则被这些部门找麻烦的机会就会消除，但这却增加了外生交易费用（行贿或花时间培植关系的代价）。考虑到这种两难冲突，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可能意味着，追求完美的合约条款及其执行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加强同行竞争来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当一个专业有很多同行专家相互竞争时，人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竞争来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因为如果同一家的交易不成功时，人们可以马上转到另一家。但这里也有一个两难冲突，即在人口规模一定时，分工越发达，则同行竞争程度就越低。

刘孟奇（Lio，1996）、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围绕产权界定效率对交易费用和分工的影响、精确界定产权与同行竞争的替代性等等复杂的两难关系，发展了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数学模型。我们下面就分别来介绍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


9.3 保险与分工的发展

在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没有分工也没有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故也就没有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随着分工的日益发达，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假定交易效率k有不确定性，每个交易中的k以一定概率取高值，而以另一概率取低值。例如，交易中的交通事故，或类似第4章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一定概率发生，使交易效率可能下降到低水平。我们又假定所有人有天生相同的对风险的厌恶。这样，我们就不但有外生交易费用与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而且有低交易效率造成的分工协调的可靠性下降与分工的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假设保险公司向所有人收取保费，当交易效率下降时用收来的保费赔偿交易效率下降的损失。这意味着人们用分工产生的生产力提高的好处的一部分来保证提高交易效率。当人们对风险厌恶时，这种保险当然会减少分工造成的风险，因而使人们更愿意提高分工水平。因此，保险业会使均衡的分工水平上升。但是，完全保险又会产生道德风险，即在保险公司看不到人们的努力时，会使人们减少规避风险的努力，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因此，部分保险就用来减少这种内生交易费用，使保险促进分工的作用得以发挥。这就是刘孟奇（1996）关于保险业和分工模型中的故事。

中国改革前的“大锅饭”、“铁饭碗”制度就相当于完全保险，不管后果好坏，每人总得到平均值。它一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产生了极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有减少分工发展产生的协调失灵风险的作用，即进了国有单位就没有丢饭碗的后顾之忧。当社会中保险业不发达时，市场促进分工的作用就不完全。所以，在没有失业保险或退休金保险等制度下，中国人在市场发展时总是用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来为自己保险，如，不少国有单位的人用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经商，或者丈夫下海，妻子在机关获取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保险优惠。

刘孟奇关于完全保险和“铁饭碗”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模型有如下结论：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全部均衡是自给自足结构，此时没有交易，没有市场，也不需要保险，当然也就没有内生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参数上升时，全部均衡会跳到有市场交易风险的全部分工状态。此时，若高交易效率与低交易效率水平相差不大（即无风险和有风险的情况），则保险减少低交易效率的好处不大，全部均衡的分工结构中就没有保险。而当这种好处显著时，全部均衡分工结构中就有保险出现。因此，当规避低交易效率的风险好处显著时，随着交易效率系数增加，保险市场会随分工的演进而出现。而当这种好处不显著时，交易效率的改进虽会促进分工的发展，却不会有保险市场。

这些全部均衡的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产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论。首先，我们可以用它证明在交易效率相当高且低交易效率的风险造成的损失很显著时，即使保险会造成内生交易费用，它也仍会促进分工的发展。若此时因人为的原因而没有保险，则最好的结构可能就是自给自足，分工不可能产生。而当保险市场被容许发展时，分工就会代替自给自足。

第二个有趣的结论是，尽管保险有可能促进分工的发展，但是分工往往产生内生交易费用，而这内生交易费用又使保险促进分工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也就是说，由于监测努力程度的困难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阻碍了分工的发展，也使保险促进分工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由于有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好处及保险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就是一种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空想境界。如果硬要追求这种没有内生交易费用、分工又高、又有完全保险的境界，则往往会付出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这正是前苏联式“大锅饭”、“铁饭碗”制度的教训。

如果交易效率不是很高，或规避风险的效益不显著，则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和保险好处之间的权衡和最优折中可能就是不要保险。因为此时支付与保险有关的“铁饭碗”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并不值得。而市场和自由契约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根据复杂的制度和技术环境，找到这些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

最后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当我们充分考虑到保险的好处、分工的好处，以及与之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时，帕累托最优的组织结构可能是种不现实的空想。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当交易效率由低向高变化时，全部均衡会从自给自足朝分工发展，保险市场也会出现。这一方面改进了生产率并增加人均真实收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内生交易费用，会使经济从帕累托最优和无内生交易费用的自给自足状态，转化到非帕累托最优而有内生交易费用的分工结构。虽然有保险的分工结构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但部分保险与完全保险相比，却减少了内生交易费用，因而能促进分工发展，部分保险当然不可避免仍有一定内生交易费用，而且余下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保险促进分工的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因此，这实际上证实了科斯关于市场的功能是将内生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猜想，但市场并不一定会完全消除内生交易费用。在这类模型中，凡是有分工就有内生交易费用。

现实生活中，由于保险业本身可能成为一个专业，估计风险的效率、防止“道德风险”的效率，以及测度看不见的努力程度的效率都成为这个专业提高效益、增加收入的关键因素。因此，这方面的专业化会使得专业保险部门成为对风险和其他无形资产估价能力极高的部门。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保险公司往往拥有许多这方面的专才，他们对资产的估价能力比外行往往要高得多。尽管我们在第6章中关于保险公司逆向选择模型预见保险公司对风险的估价能力差于被保人，这种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互利的保险卖不出去。但实际上，保险公司对风险的估价能力往往高于被保人，其原因就在于逆向选择模型没有考虑到保险业的专业化对获得信息能力的贡献。

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专业保险行业由于靠减少风险赚钱，所以在私人财产权、私人企业剩余权及自由竞争条件下，会发展出一些规避风险的高效工具和手段，很多防火报警器材及其他高效减少风险的工具，都是由保险公司大力发展和推广起来的。而在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推行人为的完全保险，这些复杂的提高规避风险效率的制度和工具都难以发展起来。

由于前苏联式计划经济包含用“铁饭碗”式的保险促进分工的功能，所以刘孟奇的保险模型并不局限于保险业，它可以推广来分析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中用保险促进分工同完全保险（铁饭碗）产生的极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前苏联式的国有企业制度中的所谓“软预算约束”，一方面的确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及有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有用“软预算约束”为非常专业化的企业保险的作用。正如模型所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会权衡这种两难冲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选择有效率的两难折中。但是，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不容许市场发挥此功能，而是人为地只准选择一种完全保险。因此，“大锅饭”、“铁饭碗”造成了严重的内生交易费用，它限制了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这反而违反了用保险促进分工的原意。这是为什么在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下，分工专业化造成的企业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产生了极高的内生交易费用，所以企业和个人都不愿意专业化，而要大而全、小而全，做到“万事不求人”。很多企业甚至变成一个小社会，自己办饮食业、托儿所、学校等一切社会服务设施。这当然大大限制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在改革这种制度时，我们不能忽视它有完全保险的特点。东欧国家改革中往往忽视过去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有为分工保险的机制。在改革中若轻易废除这种机制，又没有商业保险业来替代，则高度发达的分工可能因缺乏保险而产生极高的协调不灵风险，使生产力急剧下降。前苏联东欧经互会解体之后发生的生产力大滑坡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中国占人口80%的农民都没有“铁饭碗”，这也使得中国的制度反而使渐进改革比前苏联更容易，农村体制改革也比城市改革容易且顺利得多。现在有不少有“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比私人企业职工低得多，他们满腹牢骚，但又不愿进入私人部门创业。这正是改革过渡期间“二元经济”中的特点。

中国人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往往用一些折中办法来过渡，例如前面提到的“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夫妻两人一个在国有企业享受完全保险，一个下海经商而完全无保险，或用停薪留职等办法下海经商，用国有企业留下的职位作为一种退路，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专业保险业的部分保险。这些“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当然不如市场上的专业保险有效。所以，发展保险市场才是最后使改革能成功的办法。发展保险公司并不是要靠政府去推动，而是要用法律制度保护私人财产权、私人企业剩余权和自由创业权，让人们通过公平和自由竞争用市场来权衡很多复杂的两难冲突。在这种条件下，保险市场的发展反而会快起来。这个过程当然将中国的保险市场对外资开放。


9.4 产权界定效率对交易费用和分工的影响

在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的模型中，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去财产的风险。每个交易的可靠性由预期的因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决定。如果人们支付更多的外生交易费用来议定和执行合约（如，花时间讨价还价、必要时雇律师上法庭等），则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可能被减少。因此，内生交易费用是一个人们可以选择的决策变量。我们从打官司的经验可以体会，支付律师及其他打官司的费用是一种外生交易费用，多付这种外生交易费用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权不轻易受到侵犯，而财产权受侵犯的损失就是一种内生交易费用，这两种交易费用之间有一种替代性。

因此，节省这两种费用有两难的冲突。如何有效地折中这种两难冲突，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例如，在前苏联的经济制度下，用来打官司和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很低，律师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很低。但正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明确，人们努力工作的意愿受到挫折，价格信号受到扭曲，因此产生了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而这种内生交易费用，往往不能直接度量，看不见摸不着，只能从长期经济发展的效果才能看出来。美国则恰恰相反，外生交易费用很高，律师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很高，但由于产权界定较明确，内生交易费用却很低，所以人们努力工作的意愿很高，各种经济信息的扭曲也较低。

杨小凯和威尔斯模型证明，当法律制度所决定的界定每个交易中的合约及有关产权的效率上升时，分工水平和人均收入会上升，而竞争程度会下降。但是，当产权界定效率提高时，它对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水平及总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能有两类。一类是，当界定产权的效率改进时，人们可以用省下来的界定产权的费用来发展高分工；另一类是，将省下来的费用仍用在界定产权中，从而使每个交易的可靠性上升，每项合约的精确性上升。这两种方法有一定的替代性。如果前种方法的净效果超过后种方法，则当界定产权的效率改进后，在分工发展的同时，每个交易的合约可能反而会更模糊、可靠性下降，每个交易以及所有交易中的内生交易费用则会上升。如果前一种方法不如后一种方法，则界定产权效率的上升就会使每个交易中的交易费用下降，并有可能（但不一定会）减少所有交易中的总交易费用。之所以不一定减少总内生交易费用，是因为分工水平的提高会使交易次数上升，所以即使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下降，总内生交易费用却有可能上升。

在这个内生每个交易可靠性的模型中，若外生运输费用（它与外生界定产权的费用不同）系数下降，则分工水平、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会上升，但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也会上升、竞争程度会下降。这个模型揭示了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运输费用、总内生交易费用和分工发展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它说明，一句简单的明晰产权的口号，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处理与产权界定有关的复杂问题。这种简单的口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分工的发达，计时工资和其他一些较模糊的定价制度越来越经常地取代计件工资和其他较精确的定价制度。

早年英国的邮政制度，是对邮件的重量及邮寄距离严格测量并精确计价。这样，一方面人们要精确算计邮件的费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非常笨重或远距离邮寄；另一方面也使邮寄东西的外生交易费用很高，因为每件邮品都要花人工进行精确算计收费。后来，邮政部门发明了邮筒和邮票制度，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邮寄东西的外生交易费用，但另一方面却使邮件计价不是严格按距离和重量，使计价比以前模糊，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内生交易费用。但这种模糊的产权设计对节约外生交易费用及提高经济效率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产权模糊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也正是因为邮政制度上的这项发明，邮政业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有名的“黑便士”邮票的故事。

那么，如何在这么多复杂的两难冲突中找到有效率的折中呢？当然不是通过政府无谓的干预，关键是要让人们有选择不同制度和合约的自由。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高效率的合约及制度安排，就会自发地从这些自由选择及其交互作用中出现。如果政府限制自由价格和自由择业，限制人们自由选择不同制度和合约安排，就会使市场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进行有效率折中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从而人为地制造出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使分工和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被利用。

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用中国农村产权结构变化及商品化程度（即分工水平）变化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中国农村自1979年到1987年的制度改革，提高了界定财产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效率，因而大大提高了农村的分工水平，使人均真实收入大大提高。他们的研究说明，目前中国农村对土地的转让权及收益权的界定效率极低，通过制度改革提高这类界定产权的效率，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最大潜力所在。我们在第12章还将详细介绍这项经验研究的内容。


9.5 精确界定产权与同行竞争的替代性

上面的这个模型，并没有考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两难冲突。除了节省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外，我们还有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在固定人口规模条件下，当分工水平上升时，每个专业的生产者人数会下降，而专家人数对分工协调的可靠性又有积极作用。当一个专业有很多同行业专家时，消费者可以利用这些内行专家之间的竞争来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因为，与一个专业的协调失灵时，消费者可以转向另一个专家。所以，当分工的发展减少每个行业专家的人数时，也会降低协调分工的可靠性和增加协调失灵的风险。由于每个行业专家人数与此行业竞争程度成正比关系，所以竞争程度、协调可靠性与分工的发展之间有两难的冲突。

如果发展与每个潜在贸易伙伴的关系，用这种潜在贸易伙伴关系来对现有贸易伙伴施压，则会增加每个交易的可靠性。但是，保持很多潜在的贸易关系也有费用。在杨小凯和威尔斯的模型中，他们没有考虑这种所谓公共关系费用。如果要发展足够多的潜在贸易伙伴关系，就要发展公共关系，如，请客吃饭、培植相互的联系等。对于一个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人而言，这潜在贸易关系的费用就是向众多的公司寄求职信、准备面试、托更多的人帮忙推荐或送礼。这方面的投入越大，当然成功的机会也越大，但却也会增加很多费用。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发展了另一个模型，考虑到界定每个合约中产权关系所需费用与发展公共关系、以竞争来增加交易可靠性所需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同杨小凯和威尔斯模型不同，每个人在考虑这对两难冲突时，可以选择每个交易中所有可能贸易伙伴的人数。由于有公共关系费用，这人数可能会小于经济中这一专业的所有同行专家的总人数。他们设定两种界定产权的费用，一种是加深现有关系的费用系数，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交易可靠性所需的资源费用。这个费用系数越低，说明设定和执行一个交易中的合约效率越高，与这个交易有关的产权越易得到保护。另一种是拓广潜在贸易关系的费用系数，它代表每发展和保持与一个潜在贸易伙伴的关系所需的公共关系费用。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自由求职、辞职不可能，则这个费用系数就是无穷大。农民进城自由求职时，如果受到住房配给制和户口制度的限制，则他虽可自由进城，但却因找不到与所付工资适应的租房条件，或不能获得永久户口，他的这个费用系数也会比城里人大得多。

这个模型说明，这两类交易费用系数的下降，都会促进分工（商业化）和生产率的进步。而这两类费用系数的相对比例，对合约形式、市场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若加深现有关系的费用系数比拓展潜在关系的费用系数下降快得多，则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上的合约关系会是威廉森（1975）所说的特殊关系合约，即人们并不非常依赖潜在同行竞争者对现有伙伴施压来影响，而是更依赖与现有伙伴加深关系。这有点像日本经济中常见的特殊关系合约。中国很多公司平时也十分注重加强这种联系。当拓展潜在关系的费用系数比加深现有关系费用系数下降快得多时，则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的合约关系更依赖同行竞争的压力，而每个合约的条件可能并不是界定得一清二楚，交易的可靠性主要靠市场上同行互相替代的压力来增加。若两类交易费用系数都以同等速度迅速下降，则我们会看到市场上的合约关系既会对现有的每个合约关系界定明晰的产权，也会非常依赖潜在同行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条件下，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就会非常迅速。

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对以上观点给出直观的说明。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由于政府对资本、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垄断，这些企业并没有自由签约的权利。由于企业剩余权不明确，这些国有企业内人与人之间隐含的合约也非常模糊。所以，合约条件及签约权两方面都极模糊。而对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而言，他们必须与私商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上竞争，所以签约权的高度选择性是不同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尽管两种国有企业在剩余权的模糊方面都相类似。而对于私人企业而言，则界定一个合约的效率与界定签约权的效率都要高过国有企业。

非常有趣的是，杨小凯和威尔斯的产权理论模型还显示，现代公司制度正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不是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私有财产制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Stigler，1983），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是一个误导人的概念。在股份公司中，股东对自己的财务资产有完全的私有权和管理权，他们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管理自己的资产。而经理对自己的管理知识也有完全的私人产权和支配权，他们通过高级劳务市场上的买卖来管理自己的知识。这里没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公司只是经理与股东之间一种复杂的交易形式而已。这种复杂分工，会因界定合约条件的困难而有意使合约模糊，但股票市场的发达使界定签约权的效率大大提高。因此，以合约条件与签约权的综合所代表的私人产权的界定，并不一定会因公众股份公司的发达而更模糊，那种认为公众股份公司的发展使私人财产权重要性下降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这种所谓两权分离的状况，同分工出现后所造成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是类似的。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生产会不会削弱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呢？在自给自足的生产中，每人既是每种产品的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消费欲望对生产行为有直接的控制权，正像公司制度不发达时，老板就是经理一样。分工发达后，每人消费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别人专业化生产的，消费者对生产的直接控制权完全没有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但是，只要有发达的市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就可以通过对不同生产者的产品价格和质量的反应来间接实现。由于分工造成了市场的扩大，加剧了不同产品之间的竞争和不同人之间对某一职业的竞争，因此消费者通过市场对生产者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压力，比自给自足时消费者直接控制生产时还要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和生产的分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消费者对生产的控制。同样道理，只要有发达的股票市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私人财产权对管理的间接控制。虽然股东对企业管理发言权很少，小股东对经理的任用几乎根本没有影响力，但是股东可以通过自由买卖股票来控制自己的财产值。这种自由买卖可以压低或抬高股票价格，对经理形成强大的间接控制能力。这种压力比股东直接管理企业时要大得多。我们应该区别股东对自己财产价值的控制权和对经营过程的控制权。大公司与发达的股票市场相结合，加强了股东对自己财产价值的控制权，并削弱了股东对经营过程的控制权。这种结论与20世纪30年代经典著作的结论正相反，大公司制度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私有财产制度。


9.6 产权的模糊度与外部效果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不仅证实而且还将张五常关于外部性的猜想（Cheung，1970，1983）精确化了。张五常认为，所谓外部效果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实质是交易费用，即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与节省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比如，我们在买桔子时，因为对桔子质量数量测度的模糊，也会产生所谓外部效果。但为什么在市场均衡中，桔子交易中产权界定的模糊程度，比空气污染中的产权界定模糊程度要低得多呢？这是因为界定对桔子的产权效率很高，而界定清洁空气的产权属谁，其效率要低得多。在理性权衡利弊后，人们一般将对桔子产权做精确界定，以减少与所谓外部效果有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却有意保持消费清洁空气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以节省界定清洁空气的很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在无法界定清洁空气的产权条件下，我们就不会有买卖清洁空气消费权（或排放污染权）的市场。如果政府能用其他办法强制执行买卖排放污染的权利，例如通过汽油消费税对排放的污染强迫付费（罚款），且这种方法比人们自愿组织起来强迫买卖污染更有效的话，则政府可以发挥组织市场买卖的作用。但是，完全禁止排放污染，显然没有考虑到增加生产和减少污染的两难冲突，而买卖污染的市场如果组织得当，能更有效地折中这种两难冲突。

科斯强调，初始的产权安排既可以是污染的受害者有权索赔，也可以是工厂有权排放污染。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这两种产权制度都会在自由买卖排污权的市场上取得最优经济效果。如果消费者有权索赔，则工厂会出钱买排放污染的权利，以有效地折中增加生产和减少污染之间的两难冲突。若工厂有权排放污染，则消费者会出钱给工厂，使得工厂自愿放弃部分排污权利，以便有效地折中排污的直接坏处及间接好处（例如提高生产率、增加消费品供给、减少消费品的价格）。这就是科斯定理的精髓（Coase，1960）。科斯还强调，这类问题必须从全部均衡的角度去考虑。例如，若法律规定工厂有排污权利而居民又付不起买通的费用，则工厂附近的居民会因污染而移民他处，使工厂附近地价下降，而使其他地区地价上升，这会使排污工厂和居民区的地理分布对地价变动做出反应，其产生的新的生产和居民区地理分布可能比政府强制不准排污时要好。

但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却忽视这类问题的全部均衡效果，只注意局部均衡效果，而且庇古没有看到所谓外部效果与产权的界定有关。当产权可以自由买卖且无交易费用时，不论产权的初始界定如何，只要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私人产权，就可能在自由买卖过程中将这外部效果或我们所说的内生交易费用与其他经济效益（例如分工的好处）比较，从而找到最有效率的折中。因此，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内生了外部效果。所谓外部效果的程度，是由个人的决策及决策间的交互作用决定的，而庇古和萨缪尔森却假定这程度是外生给定的。

当存在外生交易费用时，产权的初始安排就可能有意义了。例如，若对工厂排污收费的交易费用很低，但要把所有受污染之害的人召集起来开会产生共识来出钱买通工厂减少排放污染，可能会有很高的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有权通过政府法令索赔的产权制度，就可能优于工厂有权排污的产权制度。但这并不是纯外部效果问题，而是两种产权制度比较而言哪一种的总内生、外生交易费用更低的问题。

对产权制度的选择并不一定是一个国家内自发的过程。但是，在有很多主权国家的国际竞争舞台上，产权制度的选择却是自发的。各个国家试验不同的产权制度，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地区试行以普通法为主的制度、习惯和案例形成法律，而法官、陪审团及告辩双方的交互作用，在司法公正条件下使案例得以形成，或新案例通过衡平法在公正原则下可推翻过时的案例。这种自发形成的法律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而欧洲大部分大陆国家及中国都采用由政府立法的大陆成文法制度。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别，影响到这些国家长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下，那些对增加国家实力不利的产权制度，就会逐渐衰微。例如，法国成文法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就一直无法与英国的普通法系竞争。所以，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及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都最后衰微，让位于普通法系下的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法国也不得不通过拿破仑法典吸收普通法的一些优点（例如陪审制度）。

各国在税收和公共财政制度方面也会有激烈的制度竞争，因为税收和公共财政有可能用来节省大量外生交易费用。因此，它尽管可能产生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却能用来发展很多外生交易费用极高的公共运输和城市公共设施。而这节省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最优权衡的取得，往往也是通过各国之间制度竞争和有意地模仿而自发进行的。

因此，哈耶克（1944）认为，即使每个国家的制度形成有主政者的制度设计因素，但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制度的形成和演进仍然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只有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以及人们在互相竞争交互作用中无意形成并生存下来的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9.7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应用分析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为我们分析现实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接下来将要运用该理论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进行分析。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产权界定越明确越好，但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却证明，由于各种两难冲突的存在，产权并不是越明确越好。有时候，产权的模糊设定往往比清晰地界定产权更有效率。因此，关键是法律制度应该保证人们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力。这样，有效率的界定产权模糊度就会通过自由的产权买卖而自发形成。

公共汽车或火车月票制度就是一种有意模糊产权的合约设计，其缺点是坐车人不管乘多少次车，所付票价都不会有变化。这当然会鼓励无效率乘车，但是它却减少了每天售票、购票和验票的外生交易费用。又例如，公共交通设施，像长江大桥，如果由政府向纳税人收税建桥，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此桥，则肯定会造成协调的困难。因为即使是从不使用此桥的纳税人也得交纳同样的税款，而经常使用此桥的人却并不比其他人纳更多税，故人们都会有逃税的意愿，造成政府筹集修桥资金的困难。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公共物品特性造成的免费搭车问题，属于一种内生交易费用。如果是私人公司修桥，而用桥的人和车都须交费，在一个自由竞争修桥权的市场中，这种做法会消除内生交易费用，但是却会增加过桥收费耽误时间、占用人力等之类的外生交易费用。究竟哪种修桥方式更好，当然就取决于哪种方式能使这两类交易费用的总和最小化。

如果收税方式节省的外生交易费用比它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高，则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功能就能促进分工的发展，起到所谓纠正市场失败的作用。否则，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支出就会制造“政府失败”，扼制市场发挥其正常功能。历史上，政府不懂如何利用公共财政发展城市和运输的基础设施，曾经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原因。而1949年后至改革前的中国，政府过分发展其税收和财政功能去代替很多市场的功能，同样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如何找到政府财政中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目前很多公司采用计时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也是精确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与模糊产权的内生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一个例子。在能精确测定产品质量条件下，计件工资可以精确议定和执行合约，使交易的协调失灵风险降到最低。但是，如果在合作生产的条件下，精确测定产品质量、数量的外生交易费用太高，则条件较模糊、有较高内生交易费用的计时工资可能反而更有效，因为它能节省更多外生交易费用。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很多发达国家，由于雇一个警察的月工资高达数千美元，所以一般政府并不雇警察在交通路口控制红绿灯，而是采用自动控制系统。这种自动系统不如人控制那么灵活，不管路口的实际交通状况如何，它总是按设置的程序固定地转换红绿灯。所以，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当南北向路口有很多车辆等候绿灯时，东西方向却没有一辆车通过。这显然会造成车辆等候绿灯时的时间浪费，也是一种类似外部效果的内生交易费用。但要消除这种内生交易费用，我们或者要付更多外生交易费用来雇很多交通警察控制红绿灯，或者要安装一种用超声波来检测哪个方向车辆更多的先进自动控制系统，其费用也非常昂贵。考虑到所有这些可能性，在什么条件下保留上述“外部效果”比消除它更有效？如果由于技术的进步，用超声波检测等候车辆数量的自动控制设备变得很便宜，或者像在中国雇警察的工资费用很低时，消除上述外部效果的费用才比不消除的损失小。

人们谈论很多的所谓公共物品问题也是如此。公共物品是指某种产品，当一个人消费它时，并不妨碍别人也同时消费它。近年来，经济学家将此称为非竞争性的产品。非竞争性产品在交易时，若可用一定合约和制度使产品的使用人为具有排他性，则并不一定会产生所谓的外部效果。电视节目就是一种明显的非竞争性产品。一个人看电视并不妨碍其邻居在家也看同一节目。但是，如果我们想像有一项法律制度，它要求每个看此节目的人必须付费，并有办法强制监督和执行这一制度，则电视节目虽是非竞争性产品，却可以建立排他性使用，即人们有办法用一定代价排除别人看此节目。只要有办法强制执行排他性，则产品使用时的非竞争性本身并不构成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外部效果）的原因。所以，非竞争性是产品的技术特性，而排他性却与交易制度有关。

但是，电视节目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使用，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对收看电视（开路电视）就会实行收费。因为，要对看开路电视的人强制收费，外生交易费用极高。你可以想像电视公司雇很多人随机抽查看电视的家庭，抓到看某节目而不付费的人就上法庭告他们的交易费用有多高。因此，尽管看开路电视付费在法律上大致行得通，但由于外生交易费用太高，没有一家开路电视公司会采用这种方法。

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在外生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因而产生了所谓外部效果（内生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市场也可能比政府有更好的办法减少这内生交易费用。私人闭路电视就是一个解决办法。即使没有闭路电视，私人开路电视也可以用巧妙的强制搭配的三边贸易来间接向看电视的人进行有效收费。这就是，私人电视公司知道消费者要看各种电视节目，但却不喜欢广告，但电视公司却可以从广告中收费获得利润，而花钱做广告的公司的钱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得由消费者（观众）支付。这样，通过私人电视公司、做广告的企业及消费者的三边交易，一个竞争性的电视业就能够商业化，观众就能看到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但在中国，政府却不明白电视台实现其产权的奥秘，还在对电视业进行财政拨款。结果，电视台一面享受着市场的好处（收广告费），一面还享受着政府的补贴，成为收入最高的部门之一。但由于电视行业不能自由进入而缺乏竞争，电视节目质量同国外电视节目却不可同日而语。可见，如果市场上各个决策者有自由交易的选择权利，一些非常巧妙的交易制度就会建立起来。但如果不相信市场的力量，想当然地非要政府干预，就有可能扼杀市场的效率。

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可以用产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在美国经济发展早期，运河、铁路及高速公路的发展对交易效率的改进起了关键作用，而那时修运河、铁路和高速公路，大多数由私人股份公司来组织，私人公司在收费高速公路和铁路营运中也发了大财。而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后期，政府修的高速公路越来越多。究竟是私人修高速公路还是政府修高速公路的产权制度更有优势，取决于两种方式对总交易费用的影响。如果是政府修高速公路的产权制度，则外生交易费用较小（对高速公路收费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较少），但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因为即使从来不用某条高速公路的人，也得为该条公路交税）。如果是私人修高速公路，则外生交易费用较高（要设立收费站、雇人收费管理等），但没有内生交易费用，因为建立了谁使用谁付费的产权制度。但在中国，政府出面修高速公路却并没节省外生交易费用，因为政府照样会设卡雇人收费，也不一定节省内生交易费用，因为很多高速公路并不是由贷款而是国家用财政资金修建的。此外，政府修路的效率和质量也非常低劣，出现大量的所谓“豆腐渣”工程（也是一种内生交易费用）。类似这种基础设施，如果建立排他性使用的费用不太高，通过私人投资显然就更加有效率。马来西亚是用私有制来发展高速公路的。中国内地及台湾是用高速公路的国有制发展高速公路。从目前的效果看，马来西亚发展高速公路的速度比中国要快得多。

产权经济学理论也能用来批评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兰格的理论声称，按新古典的全部均衡理论，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用国有企业制度与中央计划机关试错的方法，模仿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取得至少与自由市场一样好的经济效率。兰格建议中央计划机关下令让国有企业经理将利润最大化，然后向计划机关报告利润最大化的供求，计划机关将所有的供求加总。若一种产品的总供给大于需求，则将此产品价格调低，若求过于供则提价。这样用模仿瓦尔拉斯价格拍卖人的方法不断试错调价，直至供求达到均衡。这种理论当然与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相一致。兰格是位学贯西东的经济学家，是位熟悉全部均衡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写作的年代，人们对产权经济学还不了解，也不知道我们前面讨论的有关企业剩余权对交易效率、分工和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所以，他忽略了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能保证中央计划机关有诱因追求供求平衡，中央计划机关的头头也是自利的普通人，他们会有诱因故意保持供求不均衡而从中捞取私利。因此，人们不是有钱就能从市场买到东西，这样计划机关分配物资的权力才会大于市场权威，大家都有求于计划机关。供求不等时，计划机关办事反而方便，计划官员的权力反而更大，因而这些官员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就高，可以得到种种无形好处。他们更没有诱因命令下属国有企业经理将利润最大化，因为每个官员个人都不拥有企业的剩余权，他们关心的是上级的赏识及升官的可能性，而不是企业能否取得利润。


第10章 分工的自发演进和社会组织试验

10.1 分工如何随时间流逝而内生演进

在前面所有的故事中，劳动分工都是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而演进，而这交易效率的改进在模型中又都是外生的，因此劳动分工也是外生演进的。如果交易效率系数不随时间变化而提高，则这些分工演进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关于专业商人和贸易结构的新兴古典模型曾内生了交易效率，但其交易效率的改进与一个代表人口密度、制度、环境和运输条件的参数变化有关。若此参数不变，则交易效率和分工也不会演进。所有这些静态模型，都无法真正描述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动态效果，而这个动态效果对分工的内生演进又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还须用动态全部均衡模型来解释分工的内生演进。

所谓分工的内生演进，是指一种动态机制在任何经济参数都不发生外生变化时，分工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演进。用动态全部均衡描述分工的内生演进，不但意味着分工的自发演进，还意味着这个自发过程并不是一种物理或机械过程，而是每个人从自利出发进行动态最优决策，而互相冲突的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后，产生出一种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后果。这种后果并不会静止不变，而是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演变，而这一演变过程同样也是人们动态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后果。所谓自发演进，并不是说与人的决策无关，而是说没有任何个别人可以完全操纵这个演变过程。这种分工内生演进的模型由杨小凯和博兰（1991）最先发展，称为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这种增长模型比传统增长模型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有高得多的解释力。

我们用自然语言讲述动态均衡模型背后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自利行为的动态决策问题。这个动态决策问题与静态决策的差别是，每个人都会认识到自己今天的决策对未来的生产条件和福利会产生影响，因而在决策时不是仅仅将一个时点的效用最大化，而是将各个时点的效用贴现到决策时的现值总和最大化。比如，一个人如果考虑是否专业生产衣服，由于要进行投资，当年可能收不回成本，第二年才会开始有利润。那么，如果只考虑第一年的收益最大化，他就不会做出专业化生产衣服的决策；但如果考虑到第二年之后的收益，他就会做出专业化生产衣服的决策。通常人们在进行类似这样的决策时，都不会只考虑一个时点（如当年）的效用最大化，而会将各个时点的效用综合考虑，即人们通常说的“用长远眼光看问题”。

在这种动态决策中，有几个两难冲突。第一个是，专业化产生的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如果一个人把有限的时间分散在很多活动中，则他花在每个活动上的时间都很有限，所以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非常缓慢，加上所有人都如此做，则每人都重复每个活动的学习过程，也不会比别人学得更多知识和技能。若每个人专于一种活动，则在这个活动中的经验积累会创造显著的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所以每人在短时间就会积累到非专业化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经验。若不同人选择不同专业，则又避免了重复学习，每个人都在自己专业习得比他人和比自给自足时更多的技能。这种动态效果，不但可以使一个人用短时间的专业化取得长时间非专业化积累的知识，而且因为不同专业积累的知识不同而使整个社会获取知识和积累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加，但其代价当然是会增加专业化分工后的交易费用。

另一个两难冲突与上述两难冲突混合在一起，那就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分工的动态效果一般都是增加未来的生产率和消费，但分工却马上会增加当前的交易费用和减少当前的消费。若人们有对当前消费的偏好，而未来的一定消费量贴现后比当前的同样消费效用更低，则分工创造的未来好处更不容易抵消当前的交易费用。因此，对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类似于投资决策，当前的交易费用就是一种增加未来收入的投资。

人们的动态自利行为，就是权衡这些两难冲突以取得最优折中。这些自利动态决策在市场上交互作用，也会产生各种市场上的两难冲突。自由竞争、自由择业、自由定价也会折中这些市场上的两难冲突而产生动态均衡。在这种动态均衡中，各种经济变量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变。

这种分工自发演进过程是这样的：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所以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改进，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或人们常说的专业人力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付更多交易费用，因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或人们所说的正反馈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即人均真实收入加速增长或增长率上升）。

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所谓成熟增长阶段），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下降。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选择专业化的决策，实际上是选择商业化和买多卖多或买少卖少的决策。例如，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经验，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城里人买布自己做衣或请裁缝做衣；到70年代，大多数城里人都是买成衣，而很少再买布做衣。50年代，中国乡下还有很多农户自己纺纱、织布做衣；到60年代，乡下人越来越多地买布做衣，而到七八十年代乡下人也开始买成衣了。这个过程就是人们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过程。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随分工演进出现的3种经济增长模式。在自给自足或低分工水平时，边干边学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在分工水平不高时只能产生减速增长，因为在固定活动中，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总是有限的。当分工开始演进得越来越快时，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与分工加速经验积累的效果二者交互加强，所以产生了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经济增长只有一个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没有同分工演进交互作用的累积效果，而熟能生巧的潜力在固定专业化水平时总是有限的，所以产生了高分工水平但无分工演进时的减速经济增长。

这种内生分工演进的模型是内生增长模型中的一种。所谓内生增长有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是，经济模型中代表经济环境的所有经济参数和函数不发生变化，但人均真实收入、人均消费与生产率会随时间流逝而增加，则此模型能产生内生经济增长。另一种定义是，这种人均真实收入随时间的增加不但在经济参数不变时可以发生，而且必须通过个人的自利决策及其交互作用而发生才叫做内生经济增长。按后一个定义，哈罗德—多玛（Harrod，1939；Domar，1947）模型就不是内生增长模型。这种模型虽然可以在参数不变时发生无止境增长，但模型像一个物理方程，既没有人们的自利决策，也没有自利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索洛增长模型（Solow，1956）则无论按这两个定义中的哪一个都不是内生增长模型，因为他的模型既不用动态决策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及其交互作用，也不能在没有参数变化的情况下有长期经济增长。AK模型是拉姆齐模型的特例，但它是宏观模型，没有产品种类数和分工的自发演进。罗默模型也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但它虽有产品种类数的自发演进，却没有个人或企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演进。


10.2 人类对组织的知识如何决定分工水平

人们专业知识累积的速度以及人类社会获得技术知识的能力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而均衡的社会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人们对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但是，获取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并不是免费的，也要花费时间和其他资源，人类对分工组织的知识也是逐渐演进的。因此，我们就会有获得有关分工组织信息的好处与获得信息的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比如，在某一时点上，所有人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每个人既不知道其他有分工的状态下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也不知道该状态下的真实收入。人们要获取这一信息，就必须花费一段时间和费用。这不但是因为求解不同分工模式的效用本身需要时间和费用，而且对于各种分工模式，人们还要花时间议价或通过择业自由及瓦尔拉斯价格负反馈机制确定价格，才能获知不同分工模式下的价格和真实收入。

新兴古典关于社会组织试验的模型（黄有光和杨小凯，1995，或见杨小凯，1998）是一种动态模型。这个模型与以前的静态模型的区别是，人们对分工组织的信息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这个模型与以前的动态模型也不一样。在以前的动态模型中，我们假定人们可以在某一起始时刻得到有关有效分工组织的信息，而此处的模型中人们对分工组织的知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就像前面第6章关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序贯均衡模型一样，组织试验的模型也有动态决策与决策者所知信息的演变之间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决定社会关于分工组织的知识和分工组织本身的演化，而这演化决定了人类关于生产技术知识的演化。但要特别指出的是，组织试验的模型与克雷普斯（Kreps）序贯均衡概念的差别是，在他的模型中有决策者策略之间的直接交互作用，而在我们的瓦尔拉斯或议价序贯均衡模型中，个人决策之间是通过价格间接交互作用的。

我们来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最开始，所有天生相同的人全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不知道在不同分工状态下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及真实收入。假定人们需要一个阶段时间和一定费用通过讨价还价或瓦尔拉斯负反馈机制发现一个分工结构下的相对价格，而一旦人们知道了这个价格，并据此计算出每种可能的专业选择下的真实收入后，他们可以马上选择真实收入最高的专业。每一阶段的社会组织试验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有关有效分工的组织信息，每个决策人都根据这些信息重新调整下一步有关组织试验的动态决策。这就意味着，如果新的分工模式的效用不如原来已知的分工模式，人们总可以马上退回去。如果效用超过原先的分工模式，则人们就会选择新的分工模式。而超出原先分工模式的这部分收入，就是获得组织信息的好处。因此，在进行组织试验的动态决策过程中，若不考虑发现价格的费用，人们进行组织试验后的真实收入至少不会低于以前的状态。

如果获得组织信息的费用太高，则人们会决定不花时间和资源去议价，或计算新的分工模式下的真实收入，尽管这些议价和计算可能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如果议价和计算新分工模式的费用很低，人们就会充分利用价格制度来议价和计算很多可能的分工模式下的真实收入，并比较不同模式的真实收入，最后选择真实收入最高的分工模式。因此，市场和价格制度就成为人们试验不同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工具。通过这些试验，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组织的知识，从而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使他们获得技术知识的能力提高，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组织是一种社会试验，不可能像做化学实验那样由一个人在实验室关起门来完成。价格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所有人都参加决定价格的过程，全社会的价格才能确定。我们可用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社会试验是如何进行的。

一个例子是，新发明的技术要商业化地推广，往往要经过工厂化试生产阶段。这就是说，要把新技术放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中，看全社会的潜在买者是否能接受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下的价格，也即看能否使这些潜在买者放弃他们原来的自给自足模式。有时，为了使潜在买者愿意选择购买这种专业新产品，公司即使在小规模工厂化生产条件下，也要有意按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低成本标准来定价。如果试验成功，则说明这种新的分工模式是可行的，可以对这种新产品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公司内部分工水平也有加深的余地，从而成本还可以进一步降到所试验的低价水平以下。可以看得出，这种社会组织试验，是新技术能否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化生产的关键。如果不能经受这一工厂化试生产的考验，再好的技术也不会被社会接受。例如，电池汽车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发明了，但时至今日也没有进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阶段。近代造船技术早在17世纪就已诞生，但因为当时海盗横行，商船必须以容纳重炮为条件，从而使新的技术无法被采用。

另一个例子是麦当劳连锁店。此店创始人开办此业时，饮食业正处于一种低分工水平，饮食服务价格高，人们的饮食多是自给自足，平时很少进餐馆。若用边际分析对产量或价格进行微调，都会使利润下降。但麦当劳创始人心中却设想有另外一种均衡状态。他决定把价格定在比当时的价格低得多从而使一般大众能经常选择进餐馆（也就是放弃自给自足的饮食服务）。在饮食业与其他行业之间高分工水平条件下，饮食业的市场就会扩大，并因此提高饮食业内分工水平。例如，麦当劳总部专门负责计划和设计，而特许经营的分店则专门生产食物和服务。此创业人用特许连锁店的方式实现利益共享，大大降低了总店与分店之间因欺骗、违约等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因此使上述社会组织试验得以成功。今天我们可以感觉到，麦当劳之类的快餐连锁店，使社会在饮食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及饮食业内部分工大大加深，而这分工加深的好处大于因此而增加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经过这一社会试验，全社会都发觉它优于以前的低分工组织模式，所以选择了这一新分工结构。

既然是试验，就一定有不少是失败的。试验意味着不但要试验有效率的组织，也要试验无效率的组织，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哪个有效哪个无效。大多数被试验的分工组织可能并不是最优的，因此进行这类社会试验的企业家就有可能破产。例如，美国是很多新分工组织的发源地，但同时也是公司破产率最高的国家。这些破产的公司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为社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有效分工组织的信息。而股票市场和企业法人制度则是一种通过全社会帮助企业家分担组织试验风险的制度，它加速了组织试验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因此，成功的企业家有不少是运气好，而失败的企业家提供的组织信息在重要性上也不亚于成功的信息。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过很多失败的经验，组织试验是很难以成败论英雄的。从这点而言，社会对失败的企业经验应非常重视和给以适当尊重，不要简单地将经济理性与成功划上等号。


10.3 组织信息和分工同时演进的故事

这个组织试验模型背后故事的实质是，人类对分工组织的知识决定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决定人类获取技术知识的能力及生产率。人类获取分工组织的知识，与社会试验不同分工组织结构的效率有关，而这效率又与确定价格和计算最优决策的效率有关。人们获得有关组织的信息后是否能实现高分工水平，又与交易效率有关。在缺乏有关组织信息的知识时，社会进行组织试验往往是从最简单的分工组织试起，因为简单组织的试验费用较低。这种社会试验费用，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分工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组织的渐进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并不能保证使每个人得到有关组织的信息，它只是人们组织社会试验以不断获得有关组织信息的工具。在这获取组织知识的社会试验过程中，社会不但会试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也会试验无效率的组织结构，因为只有通过试验，人们才能知道哪个组织结构有效，哪个无效。

在人们对分工组织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某些看似无理性的行为可能会增加组织的知识。用这种组织试验的观点看经济现象，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看上去最理性的知识分子很难发大财成为大企业家，而一些社会边缘人物反而有更多机会发大财，成为大企业家。从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对目前流行的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持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不管这些经济理性主义是推崇市场，还是主张政府去纠正“市场失灵”的。对经济理性的过分崇拜，其实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

新兴古典关于组织试验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任何新生意都是创造新的专业或新的分工结构。如果新生意是生产目前由人们自给自足的服务，则其成功的机会由下述3种因素所决定，即人们对此服务的相对嗜好、生产此种服务时专业化提高生产力及加速累积知识的潜力，以及此种服务的相对交易效率。这3种因素相对其他产品或服务越有优势，新生意成功的机会就越大。这3种因素中，以第二种最为重要，因为嗜好一般相对固定，而专业化加速累积知识的潜力却是难以预计而必须通过加深分工的组织试验才能看到的。第三种因素（交易效率）由于有专门从事交易的可能性以及用复杂的剩余权结构节省交易费用的可能，所以也是生意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生意本身如果是种专业交易活动（例如超级市场、汽车的生产），则交易效率的提高与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交互正面影响（正反馈），将会造成业务的蓬勃发展。比如汽车对改进交易效率的影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和商业化程度，因而增加对汽车的需求，这反过来为加深汽车工业内部分工提供了市场，使生产汽车的效率提高，因而进一步改进交易效率。如此良性循环，就造成该行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一般人们对这种有正反馈潜力的行业的赢利能力都估计过低。

第二，在有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天资不高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则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和效率。这反过来又扩大了他的市场，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自我发现”，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创造”过程，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很多人说个人事业成功的过程是自我发现的过程，但按此章的模型，个人事业的成功依赖于他是否知道有关最优专业方向、最优分工水平的信息，而这信息又依赖于他是否试验过某种专业模式。因此，自我设计比自我发现更贴切地描述了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但由于信息和组织决策的互相依赖，事业的成功有赖于组织试验，而组织试验的成败又是碰运气和有风险的事。认识到事业成败与组织试验的关系及组织试验的性质，则敢于承担试验的风险及碰运气的态度，可能比要有十足把握才选择某一专业的态度更可取。

第三，由于市场中可能的各种均衡分工模式之间是不连续的，所以边际分析并不能为成功的生意指示方向，而冒险的组织试验是获取信息的必要手段。这种组织试验的特点是决策变量的值大幅度地跳动，因而需要相当的投资进行组织冒险。最常见的例子是不用小额投资扩大现有小百货店，而用大额投资创立与现有百货店完全不同的大型连锁店。这种组织试验在第一次进行时风险极大，但是一旦在先进工业国家已有此类试验时，落后国家的试验风险就小得多。

例如，张五常教授提议创建《壹周刊》时，香港期刊市场似乎已饱和，很多刊物的售价不足以抵消成本。若按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和均衡分析，人们不但不应进入这个市场，现有生产者还应该退出一些才是。但张教授独具慧眼，声称期刊市场需求不足是因为稿酬太低，不足以使撰稿人专业以此为生，因此期刊质量不高，使人们对这种专业产品（期刊）的需求不足。如果大幅度增加稿费和编辑人员的报酬，使一批非常专业化的人士能以此为生，则产品质量会大大提高，人们对这一专业的需求也会上升，创办一个新刊物也就会有利可图。张教授在这里用的不是边际分析，他脑中自有一个目前市场上还不存在的角点均衡，撰稿人的稿费要大大偏离现有的市场均衡水平，这个新的角点均衡才会被市场所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则这个“组织创新”就会赚钱。《壹周刊》循此洞见，果然在几年大量投资后赚了钱。其实，张教授的建议是受西方类似杂志成功的启发，他提出在香港做这种试验时，所冒的风险并不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内地的很多报纸，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来发展，有的是用高稿酬，有的则是用比卖废纸还便宜的卖价招睐读者，扩大发行，如有的报纸100多版面才卖1元，主要靠广告赚钱生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落后国家工业化速度比当年先进国家工业化快得多的原因。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组织试验，所冒风险要小得多，试验成本也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预见中国如果政策得当，在今后20年实现经济高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试想中国模仿港、台地区的超级市场和金融组织，在组织试验上风险会小得多。只要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健全，这种组织模仿过程在短期内会使中国的分工结构和商业化水平与港、台地区类似。

第四，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而可能的角点解之间的组合形成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会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的组织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所谓的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那种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的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

很早以前，商人曾被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行业，这种预先的成见曾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达。问题不是商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否有价值，而是这种不开放的头脑。现在，我们也听到人们在谈论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如何对经济有害、中国内地的劳力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如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应该如何制定严格的产业政策强制淘汰一些被认为达不到先进“技术标准”的民营企业，以及景气循环如何损害生产力等等论调。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你认为这些技术落后的民营企业不好，但为什么它们比那些技术先进的国有企业效益更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妄下结论。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差。不少经济学者还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因此，对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台湾“产业空洞化”或中国内地“产业低级化”的论调千万不可轻信。其理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这些经济学家知道的要多得多！


10.4 自发的制度改革与有意的制度模仿

人类关于组织的信息是自发演进的结果。哈耶克多次论述，只有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和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制度。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则可以利用先进国家自发积累的组织信息进行创造性地模仿，产生所谓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地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世界上成功的殖民地，大多是英国普通法治下的地方，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而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治下的前法国殖民地，一般都比不上前者。这是因为普通法不是政府有意立的法，而是由法官、控辩双方和陪审团互动产生案例，分散地自发形成法律。早期英国的习惯法发展到后来的衡平法，规定了新创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规则，所以有一种自发形成制度的制度。只有普通法力所不及时，成文法才被考虑。这有点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只管市场管不了的事的特点。英国当年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也是自发的圈地运动把共有的土地转化成私有土地，然后由司法案例加以制度化。

中国的制度改革又一次证实了哈耶克的思想。农村改革是自发的，政府先是反对包产到户，后是容忍其自发发展，结果是成效卓著。特别是，广东等地模仿香港的制度安排，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当然是制度改变的原动力。所以，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的创造一些新制度安排，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然后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从非法的土地买卖到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再到最近的更制度化的房地产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由于中国内地与台湾一样，同属大陆成文法系统，所以自发的制度改革并不能像普通法系下那么顺畅，改革往往以违法为特点，使制度的连续性和权威性同改革难以两全其美。台湾的汇率制度、金融制度的改革，也有这种民间违法发展新制度，然后政府被迫改制的特点。但一般这类由下面商人自发推动的制度改革都有生命力，都容易成功。

制度改革的自发性，不但同商人和普通百姓的自发行为有关，而且同省与省互不能控制也不受中央所控制的自发行为有关。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省与省之间有了自发的制度改革的竞争。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某个省实行了一种新的做法，其他省马上就会跟上。所以，省与省之间的竞争，也利于自发的制度改革。

但是，对于中国这种制度很不成熟的国家，有意的制度模仿有时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成效。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制度都是多年自发制度试验积累下的东西，所以模仿得好并不会违反自发形成制度的原则。但在这种模仿过程中，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先进的东西，什么是落后的东西。比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国家干预主义兴起，很多违背自由市场原则的做法也形成了制度，如颁发从业资格证书等。如果一味照搬这些东西，无疑是拣了人家的糟粕当宝贝。而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广受西方经济学家抨击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往往很符合中国一些官僚的胃口，因为这有利于他们打着规范市场秩序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部门特权制度化，从而也就有可能被当做先进经验而引进。中国的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时不时就按“国际惯例”出台一些“规范市场”的法令，其实起到的正是危害市场的作用。这当然跟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国际公认的标准差距太大有关。

中国政府虽正逐渐从人治向法治过渡，从由政府设计制度到模仿他国自发形成的制度过渡，但是仍太看重政府的立法能力，而不注重如何形成一些让自发出现的“违法”个案通过类似普通法中的“衡平法”程序，自发地形成新法律。这种通过公平的程度自发形成的法律，比强制执行政府立的法更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在实行普通法的国家里，守法精神比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上半年，中国广东有人经营IP电话，结果被垄断经营的国家电信部门指控为违反有关电信法规而取缔。如果这种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违法”活动得不到国家的认可，我们就只能继续依照落后而呆板的法规来行事，而这又极大地妨碍自由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的意愿就不强。

其实，中国目前制度改革中的很多困难，都可以用这种尊重自发制度创新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制度改革方法不会造成大的利益冲突和突然的社会变动，而是用日积月累、渐进的方式改革制度。这一过程中，政府注意的重点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创立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现在，对经济生活中自发出现的一些不合法而合理的“地下”活动，如承租公房使用权的转让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都呼吁，与其让它们在地下活动，还不如让其合法化。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以批评报道为主的访谈节目，它在评论很多新闻事件时，就多是以政府的“红头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很多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可行的做法，最开始往往都是以“违法”的面目出现的。可喜的是，中国在加入WTO前后，已开始对这些相关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和修改。

台湾清华大学的干学平教授专门研究过台湾宜兰清朝时的契约资料，当时清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在宜兰并不强大，而移民们在没有政府管制下自发地形成土地私有权，自发地发展了非常复杂的契约关系，非常有效地管理和发展水利事业。而日本人侵占台湾时，也非常重视这类中国人的习惯法。如果人们理解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就一定会花更多精力去研究中国历史上或当今自发形成的制度和习惯，并重视模仿他国自发形成的成功制度，而不会迷信政府创造新制度的能力。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是在于立法司法上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内地如果也能发展一些司法原则，承认他国的大部分司法案例，政府就能从繁重的立法任务中解放出来，专心于行政和政策制度。


10.5 新兴古典组织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的意义

这种组织试验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有如下重大意义。第一，它可以用来解释何以中国在19世纪前经济长期停滞。当时的统治阶级自认为他们自己知道最优的经济组织模式，奉行一种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很多试验不同经济组织结构的社会试验不能通过自由企业、自由价格制度进行，因此中国人经济组织的知识就长期停滞增长了。今天，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所谓产业政策，例如，重高科技产业、轻劳动密集低科技产业，20世纪80年代还推行限制小轿车大规模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都可能会人为地限制组织试验。正确的政策应该是，政府要承认自己对什么组织结构有效率并不完全了解，要让人们自由地利用自由价格和自由企业制度去试验不同的组织结构，包括试验无效率的结构。只有通过足够多的组织试验，人们才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有关组织的知识。

日本政府1950年也曾制定限制汽车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认为日本与美国相比没有发展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强迫实行了民主制度，解散了垄断性财阀，通过公平竞争法，形成众多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局面，关于产业发展的最后决定权在私人企业家手中，而不在政府手中。因此，私人企业家抵制政府的这种产业政策，终于形成今天这种极有竞争力的汽车工业。可见，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政府的产业政策要经过市场的过滤，错误的政策也难以造成严重后果。

美国和香港是政府完全没有产业政策的地方，而新的工业组织结构往往在这类地方产生。例如，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就是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创的，然后由台湾、韩国、新加坡模仿，最后传到中国内地。这种在老工业化国家没有经验的新工业化模式，不能由台湾、新加坡、韩国这类政府干预太多的体制创造，更不能由计划经济创造，而只能由看不见的手创造，其原因就在于组织试验是不可能事先计划，更不可能由政府来预定模式。预定模式或预先计划，这本身就与“试验”这个概念不合。之所以要试验，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哪种组织结构更有效，试验本身就意味着好的坏的都要经过试验才知道优劣。

因此，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是由政府提供人们自由试验各种经济组织结构的条件，让私人企业来自发地做各种不同的组织试验。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关键不在于它无法模拟市场，而在于它无法促进自发的经济组织试验，社会不能通过自由的组织试验尽快获得有关高效率组织的信息。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行得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兰格不了解市场的根本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这么简单，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使人们能用价格制度组织社会试验以获得组织信息。这种功能当然不能由计划机关来规划，而要由拥有企业剩余权并愿意为此承担大风险的私人企业家来担当此任，他们自发的多样化创业行为，才能使市场充分发挥其组织社会试验的功能。

要证明计划经济在组织试验方面的缺陷，我们只要证明在我们的序贯模型中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意义并不大。不难证明，我们的序贯均衡是不是帕累托最优完全是件碰运气的事，而且即使它碰巧是帕累托最优的，也是一种对人类而言没什么意义的状况。因为，当交易效率很低时，自给自足结构是帕累托最优的，而此时只有当试验效率也足够低时，序贯均衡才是动态帕累托最优的。如果试验效率足够高，则人们会去做不必要的社会试验。这试验虽会给人们带来组织信息，但由于在交易效率小于分工的临界交易效率时自给自足的结构才是最优的，所以不做试验是最好的，再做试验只能是徒增不必要的试验费用而已。正因为试验效率低，人们不做任何试验，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只用手生产粮食的原始状态，而这碰巧在交易效率很低时是帕累托最优的。

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动态均衡过程中，假定很高的分工水平是最优的，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则动态均衡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人们在第一阶段时，因为缺少组织信息，就会先去试验简单的低分工水平，然后再去试验很高的分工水平。尽管最终也会演进到很高的分工水平，但实际上人们如果事先就知道高分工水平才是最优的，就不会去试验低分工水平而直接跳到很高的分工水平，从而节省试验费用。换言之，考虑到获得组织信息惟一的办法是试验各种有效和无效的组织结构，则动态帕累托最优可能是人类社会不可企及的。因此，要达到动态帕累托最优，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正像我们要求工程师不经过试验就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一样，这不但不可行，而且这种想法本身就妨碍科学试验的进行，而这试验却正是我们获得信息的手段。

赵益民在其博士论文（Zhao，1996）中证明，若一个社会中包含天生不同的个体，他们有不同的试验效率或不同的其他特性，则人们对组织试验的决策也会不同。如果语言障碍或国界可以将这不同的组织试验在同一时点隔绝开来，则众多不同的组织试验在短时间就可以同时进行，因而社会获得组织信息的速度会大大加快。这说明，加速组织知识积累的方法不是计划经济，而是鼓励不同的个体做不同的组织试验，同时试验各种有效和无效的组织结构，利用股市等方法由社会共同分担试验失败的费用。这一理论可用来解释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各国并存、没有统一国家的状态，特别有利于工业革命和其他组织创新的产生，也能通过各个小国同时试验不同的体制，互相竞争，为加速组织知识积累创造条件。

虽然计划经济在组织试验方面非常无能，但在利用已有的组织信息进行模仿方面却可能行得通。所以，上述模型对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二个意义是，后进国家可以无偿得到发达国家关于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信息，不需费时费钱地去进行组织试验。也就是说，后进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工业组织结构的方法，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推行所谓大推进工业化。大推进工业化意味着组织综合性投资规划，齐头并进地创造很多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工厂，使全社会分工水平迅速提高，因而在各门类专业工业部门之间产生一个大规模的投入产出网。这种大推进工业化可以由一个有很高权威的政府计划机关用国有企业制度来实现。例如，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工程综合投资计划，在极短时间内就在多个工业部门建立起一批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工业企业，使社会分工水平跳跃性提高。其中，由民主德国援建的郑州人造金刚石厂项目，在对机器的需求还不高时，就创办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人造金刚石厂。而在英国，对机器的需求在经过长时间发展达到相当规模后，才出现大规模专业化机床制造厂，而专业机床制造业经过长期发展达到相当规模后，才又出现专业人造金刚石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跳过这个漫长的逐渐演进过程，在短期内实现了大推进工业化。由于这个工业化过程是个模仿过程，所以即使没有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这种大推进工业化也有可能由中央计划经济和国有制来推行。

这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哈耶克等人关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计划经济一定会很快失败的预言不对。哈耶克声称，自由价格和市场是以私人财产制度为基础，苏联的计划经济毁掉了这一基础，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人们也不可能从市场得到经济信息，因此计划经济无法运作。而苏联的经济发展却使很多经济学家大感惊讶。苏联20世纪30年代成功实现大推进工业化，中国20世纪50年代再次证明了这种中央计划经济可以用模仿的方法进行工业化。但是，这种方法有着致命的缺陷，它只能靠模仿为生，不能像香港一样创造出口导向型之类的新工业化模式。它如果想自己创造新制度，往往会发生中国1959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苏联20世纪20和30年代从西方请了很多专家，帮助他们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其模仿是相当成功的。但一旦模仿潜力耗尽，它的根本弊病就会暴露，最终必然会衰落下去。

赵益民在其博士论文（Zhao，1996）中将此章的序贯均衡模型扩展，引进加长决策所考虑的时间的好处（可以在较长期间分担试验费用和享受试验创造的信息效益）及其坏处（动态决策因考虑时间越长，计算费用越高，犯错误的概率越高），因而内生决策考虑时间的长度。

公开上市股份公司可用来为做组织试验的企业家保险，让社会为他们分担创业失败的风险，因此我们可以用这类序贯均衡来解释股市的功能。若将信息不对称引入这类模型，假定专业企业家所知道的组织信息比其他人要多，再结合考虑新兴古典企业理论和保险理论，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家能用企业制度和股市来组织社会试验。

如果将前面的新兴古典产权理论同此章的模型相结合，我们就可以证明，人类寻找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及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制度试验获得制度知识的过程。若这个过程由一个计划机关垄断，则人们通过不同制度试验积累有关制度知识的过程就会很慢。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所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模型，都可以用此节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动态化。因此，我们以前讨论的所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演化现象，都可在没有外生交易效率变化时由分工的自发演进产生。


第11章 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

11.1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

在介绍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之前，我们先看看新古典的投资与储蓄理论。新古典的投资与储蓄理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新古典储蓄理论，它用人们对时间的不同评价来解释人际间的储蓄和借贷行为及真实利率，以及用生产能力在各时点之间的波动来解释储蓄行为。但是，这些新古典储蓄模型并没有解释生产性投资行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储蓄和投资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对时间的估价是一样的，但每个人不同时点的生产能力不一样，用类似的新古典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储蓄、借贷和真实利率。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假定每人购买的是汽车或房子，每个人一年的收入买不起可用十几年的这类耐用品，所以只能十几个人把购买款合在一起，每年给一个人买一件。而后买的由于吃了亏，所以要求先买的付给他们一些补偿，使得有人自愿放弃在头几年买这些耐用品，而这些补偿就是利息。

另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这种增长理论，储蓄可以用来投资而使人均资本增加，这可以增加未来的生产力。这类增长模型能用来解释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其背后的投资理论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些模型假定，只要人们储蓄并用储蓄的资源进行投资，便可以增加未来的生产力。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古时候人们也储蓄，比如农民每年并不把他们所产的谷物都吃掉，他们储蓄一些谷物做种子，以便用于第二年的生产。这种储蓄和投资并不会增加生产率，而只是维持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再生产。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也储蓄并借此建房子，但是这种储蓄和投资是不同时点的消费在人们之间的交换，它并不一定增加生产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农民完全是自给自足建造房子，做砖、砌墙都是自己完成，储蓄只是用来支付建房时来帮忙的亲戚朋友。

索洛会回答这种批评说，投资如果是用来买机器就会增加未来的生产力。但是，最早发明的机器，比人工效率还低。第一辆火车比驴子走得还慢，却比驴子贵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分工专业化地制造和改进机器，任何对机器的投资都不会自动改进生产力。我们还知道，中国电信投资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还先进，但这种投资并没有使中国电信的效率得到相应的提高。中国人享受的电信服务质量同他们拥有的电信硬件的先进水平并不同步。还有，中国一些国有企业花很多外汇进口的先进设备，其中很多至今都在闲置，成为一堆废铁。可见，投资并不是生产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卢卡斯会回答我们说，若投资是用于教育，未来的生产力就会增加。这也不一定对。中国人历来就有储蓄和向子女教育投资的嗜好，但19世纪西方洋学堂制度引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教育的投资并没有对生产力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学校并没有专业化分工。私塾老师没有分工和专业化，什么都教，既教哲学又教文学，还教书法。这种非专业化的学校制度使教育的效率很低。所以，在教育上多投资，并不一定能显著改进生产力。19世纪末叶，西方的洋学堂制度被引进中国。洋学堂的特点是，学习分成各种科目和专业，老师的专业化水平比学生高得多，不但每个老师专教一门课，而且大学里还有各种专业化的科系、学院。正是这种高分工水平提高了知识积累和传授的效率，因而对教育的投资才会对生产力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工作时的专业化水平都很高，这也使大学期间对专业知识的投资在毕业后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正如巴比奇所言，现代专科学校制度培养了很多秘书、技工等专才，由于他们学习和工作的专业化，因此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高深的博士课程，也能在本专业用较少教育投资得到对社会有用的专业知识。而高级科技人员与秘书、技工之间的分工，又使高级科技人员在高深博士课程上的投资能得到充分利用，高级科技人员不会因为不得不做那些不需高级科技知识的秘书和技工工作而降低他的教育投资的利用率。

罗默等人会争辩道，如果投资用在发明新机器和科研上，就会提高生产力。但是，正如前文所举的蒸汽机发明的例子，若没有高分工水平，蒸汽机根本不可能发明出来。即便发明了，也可能因为比人工效率低而无法应用。瓦特和巴尔顿雇了很多人专门研究蒸汽机发明的不同环节，终于在没有机床的条件下造出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加上专利制度和其他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蒸汽机才可能迅速发展到大规模专业化和商业化生产。发明家爱迪生的故事，也说明分工对发明创造改进生产力的意义。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业化的研究所，雇了上百人专于电器发明的不同专业。他名下的一百多项专利，其实是众多专家分工协作的产物。

这些故事说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和投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发展分工和人与人关系的工具。有了这种社会关系和分工创造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储蓄和投资才可能改进生产率。而新古典投资理论见物不见人，以为只要存钱生产力就会改进。古典经济学家早就对资本与分工发展的关系有不少洞见。亚当·斯密指出，资本和投资是在迂回生产性行业中发展分工的工具。他指出，由于迂回生产工具需要专业化生产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迂回生产工具并不能消费，所以专于生产这类工具的专家在把产品改进到能实用，且成本低到能商业化之前，必须向他人借消费品以维持生活，而这就是投资和资本（Smith，1776）。不少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像当代经济学家这样对国民收入实行消费和投资的两分法。穆勒（1848）就认为，投资其实是给生产生产工具的专家的消费品，因此它也是一种消费。一种好的投资和资本理论应该能解释，为什么把消费品借给迂回生产行业的专家能提高生产率。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则把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故事变成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在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中，资本是一种发展迂回生产中的分工的工具。模型的故事中有两种生产活动，一种是生产拖拉机，一种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使用拖拉机有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但是由于生产拖拉机有一个很高的固定学习费用，非专业化的生产则不可能生产出效率高和成本低的拖拉机。因此，在没有分工时，如果每人省下一些时间自给自足生产拖拉机，则不仅不能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反而是得不偿失。而如果有人专业生产拖拉机，则由于高固定学习费用，他必须花足够时间钻研制造技术，才能使拖拉机实用并便宜。在拖拉机达到商业化水平之前，他就需要向别人借钱买食物以维持生计。拖拉机商业化之前，专业农民只用劳动生产粮食，除自己消费外，还将粮食借给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拖拉机成功制造出来并商业化后，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将拖拉机卖给农民，不但换到今后消费的食物，而且由于拖拉机的迂回生产效果及专业生产拖拉机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因而可以偿还他以前向农民借的债务及其利息。

这个故事中有两对两难冲突：一个是专业化经济效果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再一个是迂回生产效果与生产拖拉机的高固定学习费用的冲突。这些冲突的有效折中说明，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向专业机器生产投资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在交易效率低下时，虽然人们仍然可以自己节省时间来自给自足地生产机器，这种在机器上的投资也因专业化经济不能被利用而得不偿失。所以，并不是只要有投资就能自动提高生产力。投资能不能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均衡的分工水平是高还是低，而均衡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主要同制度环境有关。

如果将第五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方法同这里的新兴古典资本理论相结合，我们可以证明，当专业化演进时，若劳动的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企业制度会随分工演进而出现。若我们将更多产品引进模型，则企业制度本身也会随分工演进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考虑到分工的自发演进，即使交易效率不外生地提高，企业制度也可能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出现。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中，储蓄和投资是否有利可图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同交易效率的高低有关。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交易效率很低，外国人发现在中国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并不多，所以只能用“中国的潜力很大（意为目前无钱可赚）”来表示他们的失望。而改革开放使交易效率大大改进，因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大增。这种理论也说明了，香港地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为什么能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的模型还说明，分工进一步演进的潜力，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存在的条件。假设模型中时间可以很长，但只有两种产品，即拖拉机和粮食，则当完全分工状态通过投资而最后达到时，就再没有投资机会了。即使有很多产品，这类分工演进的潜力终究有一天会被耗尽。例如，当专业种类数接近人口数时，分工就无法再深入下去。当分工演进潜力耗尽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就会突然消失，因而造成资本利息率的突然崩溃。

这种资本利率和投资理论，显然不同于凯恩斯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论。我们的理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释1930年大萧条时的资本利率突然崩溃的原因。1930年前，美国的分工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由于继续演进到更高水平还需时间，当时的均衡分工水平已无演进潜力，所以分工演进所需投资为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消失，利息率突然崩溃，从而引发金融和银行危机。由于当时分工水平相当高，使各行业对专业银行业有极高的依赖性，或者说，全社会分工可靠性由于分工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银行业的瘫痪造成全社会分工协调的失灵，使交易效率突然下降，也使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进一步减少，从而造成1930年的大萧条。避免大萧条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而是在银行专业增加“备用元件”，以“并联耦合”来增加每个专业的可靠性。这就是美国后来发展的联邦储备银行和银行最低准备金等制度。

用新兴古典投资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在某些情况下不如发展中国家高。传统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但是，我们的解释是，发达国家分工演进的潜力已快耗尽，而发展中国家分工水平低，很多新专业有待创立。而发展分工和创业就需要投资，所以投资回报率会高一些。按我们的理论，若发展中国家交易效率太低，则不论资本如何短缺或分工水平如何低，也不会有赚大钱的投资机会。所以，不看交易效率，只看资本是否短缺来选择投资方向就可能会犯大错误。不少在中国的投资者认为，中国内地和北方资本比广东短缺得多，因此希望在内地投资赚大钱，但他们的业绩都比不上在广东投资的外商，尽管广东的资本已经很多。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广东的制度和运输基础设施比内地好得多，尽管资本已经很多，但进一步投资发展分工的赚钱机会还是比内地好。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一些最缺少资本的贫困省份，他们自己的资本还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很多这些省份的上市公司，依靠国家的特殊照顾在股市上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很多都没有在本地投资，而是流向了外地。这就说明，决定投资效率的最关键因素是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制度和运输条件。同样道理，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自由化，但经济制度的基础设施没有进一步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仍很低，则尽管分工演进的潜力很大，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也不会比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更好。


11.2 新兴古典货币理论

在前面所有新兴古典模型的故事中，我们从未涉及货币问题，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而相对价格只是实物交换的比例。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我们在模型中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相同的，而且在大多数模型中只有最终消费品。有了这两个假定，所有与分工有关的交易就都满足交易双方供求的双向吻合条件。在前面有分工的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分工出现时，每对贸易伙伴之间都有两个方向相反的商品流量。这就意味着卖商品1而买商品2的人是卖商品2而买商品1的人的贸易伙伴，这就是供求的双向吻合，就像一对男女同时爱上对方一样。

这种双向吻合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不能满足。一种是清泷和赖特（Kiyotaki  and  Wright，1989）模型中的情形。在他们的模型中有3个人，甲只喜欢吃大米，但不生产大米，只生产小麦；而乙只喜欢吃肉，但他只生产大米；丙只吃小麦，但只生产肉。由于3个人天生有不同的偏好和生产能力，又碰巧生产能力与偏好没有每个人的自我吻合，也没有任一对伙伴之间的双向吻合，这样就必须涉及三边贸易，其中每对贸易伙伴之间都没有供求的双向吻合。我们可以用图11-1来表示这种情况。



[image: ]

图11-1 人与人之间天生差别使供求双向不吻合的情形



但是，仅仅是供求的双向吻合不满足，货币仍不一定会出现，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瓦尔拉斯市场机制，它决定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后，也就决定了每个人买卖商品的实物比例。如果交易各方都按这实物比例向买方出货并从卖方进货，物物交换足以协调所有的交易。但这里关键的假定是我们需要一个瓦尔拉斯拍卖人集中定价，并能保证所有交易各方同时按瓦尔拉斯价格和均衡数量交割商品。这实际上不但假定了一个集中的拍卖定价机制，而且假定了一个集中的出纳机制，所有人都通过这个集中出纳机制同时交割商品。这当然是非常不现实的。现实生活中，交易往往是先后在不同时点进行的。特别是在分工发达没有集中定价机制的条件下，一个人往往先后进行不同类型产品的交易。

有了这个假定，则图11-1中的情形就一定需要货币，否则甲将小麦给了丙，却不能保证一定会同时从乙得到与其小麦等值的大米。为了保证他的财产权，他会要求在给丙小麦时从丙那里得到等值的肉，然后再用肉与乙交换等值的大米。对于不吃肉的甲而言，肉既不是给他消费的，对他生产小麦也无用处。换言之，肉对甲既没有消费中的使用价值，也没有生产中的使用价值，它只是被甲用来协助进一步的交易。具备这种性质的商品，我们就称之为商品货币。

如果甲同意单方面给丙小麦，条件是丙以后用等值的大米偿还，则我们就有了信贷。信贷有不同的形式。一种是丙用他生产的肉与乙换大米，再用大米向甲偿还以前买的小麦，这种情况就是货币信贷。丙实际上是用大米当做偿还的货币。丙也可以写一个字据给甲，保证以后用等值的大米偿还。甲然后可以用这个字据与乙交换所要的大米，乙再用这字据与丙交换所需的等值的肉。这个字据就是纸币。纸币是本身没有使用价值而在一个有效的信贷系统中代替商品货币协助流通的东西。纸币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政府用强制力支持的纸币，例如中国明清时代私人钱庄发行的纸钱，现代私人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银行支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纸币；另一种是由政府强制力支持的，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美国联邦银行发行的美元。

图11-1关于货币的故事其实意思不大，因为若没有中央出纳机制，图中的经济系统必需货币，因此货币从无到有，及货币出现与分工发展、生产力进步的关系不可能用那个图来解释。经济货币化与经济商业化（即分工水平的上升）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用那个模型来解释。虽然该模型被看成是第一个解释哪种商品会充当货币的全部均衡模型，但它的故事简单到不用模型也可以讲述。从图中可以看出，小麦、肉和大米三者之间，当然是交易费用（或储存费用）最低的商品会充当货币。

而柏拉图（380 BC）早就看出了分工与货币的关系，斯密（1776）和杜阁（1776）早就指出，使用货币的推动力是专业化和分工。第一个将这些古典思想变成全部均衡模型的工作是由博兰和杨小凯（Borland ＆ Yang，1992）完成的。在这个模型中，即使所有人都天生相同，但只要在足够长的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足够高，我们也会有交易双方供求双向吻合的条件不满足的情形。

我们借助图11-2来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模型中，有很多天生相同的人。他们可以选择4种模式从事生产和消费。第一种如图（a）所示，每人自己生产铁（x），然后用铁生产锄头（y），再用锄头生产粮食（z）供自己消费。这时，我们既不需要市场也不需要货币。第二类结构为局部分工，例如一个人自己生产铁（x），再用铁生产锄头（y）卖给专业生产粮食（z）的人换粮食吃。这就是（b）图上部的结构。一个人也可以专业生产铁，将其卖给同时生产锄头和粮食的人换粮食吃。这就是b图下部的结构。

第三类结构为全部分工，如图（c）所示。在这类结构中，每人只生产一种产品，与其他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交换他所需的产品。但是，此时生产铁的专家与生产锄头的专家之间没有供求的双向吻合，锄头专家需要铁x，却不生产铁专家所需要的粮食z。这两人之间的交易在无货币时是单向的。专业农民与专业生产铁的专家之间的交易也是单向的，生产铁的专家需要农民生产的粮食，但却不能提供农民所需要的锄头。若我们假定没有一个中央出纳机构使所有专家同时按瓦尔拉斯价格和数量交割商品，则在完全分工的情形下，货币就成为必需。若生产铁的专家从锄头专家处交换锄头，然后再用锄头与农民换粮食，则所有交易都满足供求的双向吻合。而锄头对铁专家而言就是货币，因为铁专家既不消费它，也不用它做生产投入，锄头对铁专家没有直接的生产和消费使用价值，其使用价值完全是为了协助下一步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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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货币出现与分工演进



这个模型说明，专业化和分工对货币的出现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而当在足够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有足够高的分工水平时，货币就会出现。这个模型也说明，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偏好和生产条件的先天差别时，货币也可能因为分工的演进而出现。而哪种商品充当商品货币，与两种因素有关。一个是产品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另一个是商品的交易效率参数。若所有商品的交易效率参数都相同，则处于链条中间的商品会充当货币。而当交易效率参数在商品之间不同时，有最高交易效率的商品将充当货币。如果法律和政府制度使纸币及相关的信贷制度能有效运作，使其交易效率显著高于任一商品时，纸币就会代替商品货币，以促进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

亚当·斯密曾指出，可卖性最好的商品由于愿意接受它的人多，所以最容易被充当货币。但是，不同经济学家对可卖性有不同解释。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将商品的可卖性看做很多人需在其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使用。我们则将可卖性看做商品的交易效率高，便于储存、不易腐烂、便于做任意分割、便于携带、便于量度质量数量等等，都决定了一种商品的交易效率。以布和粮食为例，显然粮食是使用最广泛的商品，因为每个人都要消费它，而布却只对生产衣服的人有生产中的使用价值，但是若粮食因易腐烂而交易效率低，则充当货币的可能是布而不是粮食。

新兴古典货币理论模型由于是全部均衡模型，所以同时内生了商品货币作为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货币的商品的交易和流通量，且内生了商品货币的劳动价格和相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商品作为消费品或生产投入的价值、生产费用和作为流通工具协调高分工水平的价值，都同时内生地决定商品货币的价格。

我们还可以证明，由于纸币的使用，商品货币的流通量减少，因而商品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会下降。若我们在生产函数中假定生产商品货币需劳动以外的某种初始资源，它的储量有限，则我们可以证明，在没有纸币且分工水平提高时，由于商品货币流通量上升，则商品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这是一种用劳动分工演进解释十七八世纪金价大涨的理论。

如果我们将政府发行纸币的功能引入模型，模型就会复杂很多。若政府发行纸币的功能与其他政府机构互不独立，则政府就会有诱因利用发行纸币的权力来间接收税，也就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功能与发行纸币的功能相混淆。政府的公共财政功能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城市市政建设、交通公共设施及政府司法等功能都需要用税收和公共财政来组织。政府不像私人公司那样容易破产，所以大量借钱，即使50年不还，但只要按利率付息，总还是有信誉。因此，政府公共财政与银行分离时，可以把债推迟到下一代还。这样，公共赤字财政就可以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在萧条期利用闲置机器设备，并在大萧条中分工协调失灵时，用人为的需求使整个分工的供求网络重新运转。

但是，如果政府的这种公共财政功能被滥用，则公共财政和税收系统就会变成一架向公民抢劫的机器。特别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功能与发行纸币的功能互不独立时，发行纸币也可以是一种特别的抽税甚至抢劫公民财产的办法。如果政府滥发纸币，则持有纸币的人们等于是被强制征税。由于纸币贬值，他们就等于遭到政府抢劫。因此，人们会将资产转移到不动产或公司股票等与实物及其生产有关的资产上，以避免被强制征税。如果垄断性的政府银行用增加存款利率的办法抵消这种转移资产的意愿，则增发货币以增加政府真实财政收入的效果也就被部分抵消。

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发行纸币的权力是一种祸害，由自由竞争的私人银行发行纸币才会杜绝政府利用发行纸币的权力扰乱经济。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及世界经济中很多问题，都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一个有独立法律地位，不受行政权制约的政府机构）操纵纸币发行和利率的结果。

但同时，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政府发行纸币也有好处。如果这种功能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及财政权力分离，在适当管理下可以利用政府对纸币的强制力形成统一的有信誉的纸币，因而利用交易媒介标准化的网络效果，使交易效率大大提高。而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中，人们选择资产形式的自由，也会限制政府滥发纸币的冲动。因此，当政府增加纸币发行时，真实利率会下降，因为真实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但是，在中国这种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人们避开被强迫加税的行为又会使政府银行吸收存款产生困难，使得对资本的需求超过供给，政府被迫调高名义利率，于是真实利率又回到原来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在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时，民间“乱拆借”的资金利率高达20%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合理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都认为政府操纵纸币供给的行为不可能真正影响长期均衡真实利率的原因。

最后我们认识到，货币和纸币的流通需要政府的协助，好的政府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因而使纸币的伪造不可能。好政府还可以提供一个币值稳定信誉良好的纸币，利用纸币使交易媒介标准化的网络效果，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提供这种服务，则社会中伪造纸币、抢劫、偷窃现象就会非常普遍。用这种办法抢劫人民财产，那纸币就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因此交易效率会下降，分工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此外，若政府限制自由价格和自由贸易，例如用统购统销限制纸币与商品的比价自由浮动，则纸币也会变得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更低，因此人们会被迫使用商品货币而弃纸币不用。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自由价格受到严格限制，产品的市场贸易受到严格限制，所有交易若用纸币进行必须按官价交换，而官价却与均衡价格相差太远，所以社会上兴起走后门和拉关系之风，人们不使用纸币，而使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或用商品货币进行交易。不少工厂单位储存大量短缺钢材及其他商品，用这些商品充当商品货币，这些商品货币不是纸币，不受官价限制，交易双方可以按供求条件自由议价。这种弃纸币不用的行为，当然通过占用大量商品作货币用而降低了交易效率。按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布坎南的观点，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稳定的货币系统和高交易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政府能提供稳定社会秩序的条件是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公平和司法的公正。


11.3 新兴古典失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景气循环及失业现象与分工的关系，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的分工水平，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这种关系。于是，自凯恩斯以来，发展了一种独立于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宏观经济学，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宏观经济现象，而早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大多没有自利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微观基础。这些宏观模型五花八门，不像全部均衡模型结构严谨，而且它们使用的概念也纷繁不一，相互矛盾，教师和学生都为之头痛。不少经济学家至今不承认有独立于微观经济学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它应该能解释所有宏观与微观现象。如果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脱节，或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很多重要经济现象，那就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存在问题，我们只要将这个错误纠正，则一个统一的、可以解释所有宏观微观现象的经济学就会出现。

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走的不是这条路，而是有点像哥白尼之前天文学走的那条路。哥白尼所做的工作证明，这种局部修补而不根本纠正地心说基本分析框架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解决。最简单有效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本推翻地心说的分析框架，在日心说的框架内重建天文学。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也是走的当年托勒密的路线，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则相当于当年哥白尼之于天文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所有宏观经济现象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分析，而不需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不能分析宏观经济现象，是因为它没有内生分工的网络规模，所以市场容量即总量需求就不能内生。一旦我们内生了分工水平、市场的网络规模，则总量需求（它不是一种产品的总市场需求，而是所有不同产品的总市场需求）自然就内生了。因此，解释市场容量、总量需求与生产率的关系，正是新兴古典经济学题中应有之义。

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失业有3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即交易风险来解释失业现象。在前面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中，若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败的风险，则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完全失灵的风险也上升。但是因为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增加的分工好处大于增加的总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协调失灵风险的坏处，所以人们会从这些互相冲突的效果之间的最优平衡的角度，同时选择高分工水平和高协调失灵的风险。而高分工水平意味着商业化程度、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则意味着人们在协调失灵中有可能被迫回到自给自足的低生产率。如果考虑到转行的高费用，则在分工水平很高时，每个专家回到自给自足去实际上不可行。因此，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遵从杨格的路线，把分工看成一个网络问题，不将供求分析与分工水平内生化分开，则分工网络的整体特性就能用来解释全部均衡为什么会产生很高的均衡的协调失灵风险，因而产生大规模失业的风险。

但这种大规模失业的总合风险是人们内生地选择，而不是外生给定的。正像人们明明知道学会开汽车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出车祸死亡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但大多数人将开车和上高速公路的好处与这增加的死亡概率比较后，仍会选择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这就是所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经济学原理。我们不可能在得到所有好东西的同时也避免所有坏事，因为我们总是面对两难的抉择，因此我们就总得去折中，以在互相冲突的效果之间取得平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发达国家分工水平很高时，银行业突然失灵所造成的。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也是因为高分工水平在经互会解体等体制变动冲击下突然协调失灵造成的。

第二种方法是用所谓整数问题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景气阶段也存在“自然失业”。在我们关于前面故事的正式模型中，大部分只涉及两种产品且完全对称的情形，所有人对所有产品的偏好、生产和交易条件都相同，从而所有商品的瓦尔拉斯价格都相等，在分工结构中每个行业的专家人数也相等。

现在，我们假定这个经济中只有3个人，则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分工，但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意味着每个专业有1.5个人。这与人数必须为整数的条件相冲突。因此，瓦尔拉斯全部均衡因不满足整数条件可能不存在。3人中有两个人可能建立瓦尔拉斯均衡，但第三人被排除在分工之外，他会有意愿在稍低于市价条件下专于一业，将此种产品卖给市场换取另一种产品。这意味着在相等的瓦尔拉斯市价下供求不平衡，所以市场会调节到有两个专家的行业的产品价格是另一行业产品价格一半的水平才会在两人专于一业，另一个专于另一业时使供求相等。但在这一市价下，两个专业中的效用水平不相等，使得人们有意转行。换言之，在这个三人经济中，效用均等条件和市场供求均衡条件不可能同时成立，也就是说瓦尔拉斯均衡不存在。这就是所谓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即能产生最高效用的角点均衡中，选择各专业模式的角点均衡人数必须是整数。

如果假定3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生产率稍低于其他两人，则瓦尔拉斯均衡仍会存在。两个生产率较高的人发觉，与生产率低的人进行分工真实收入会低些。所以，他们两人会形成一个瓦尔拉斯均衡，而将生产率较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而这个被排除在外的人被迫选择自给自足，他卖不出他愿意卖的产品，也买不起他想买的产品。注意，这里我们假定交易效率足够高，使得若只有两个人时，哪怕其中一个生产率稍低一点，他们也会选择分工。所以，生产率稍低并不是这个人被排除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数条件不满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当整数条件满足时也能卷入分工，但却因整数条件不满足而被迫处于市场和分工之外。我们称这类失业为非自愿失业。

整数问题造成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两所大学要雇两个数学老师，而刚毕业的数学系够资格的学生有3个，则有一个学生就会失业。也许大学需要的教学工作最好由2个半老师来做，但是半个老师不满足整数条件，因此产生了失业问题。你也许会问，可不可以雇非全职的老师，相当于半个全职教师呢？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整数问题造成的失业。以上例而言，若生产率稍低的人用一半时间生产x，一半时间生产y，这相当于非全职做一件事，这是不是能消除失业呢？显然不能。因为这相当于非专业化，生产率无法与专业化的人竞争，另两个完全专业化的人根本会拒绝与这个非专业化的人进行交易。

对于不对称模型，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会非常复杂，这一条件不会正好使每个专业人数相等。我们再来看看，这类与专业化分工有关的整数问题所造成的失业率由什么因素决定。现在，我们假定模型仍旧是对称的，但当整数条件不满足时，被排除出分工的人是生产率比其他人稍低的人。为了简便起见，假定这生产率差别是无穷小，所以当整数条件满足时，模型仍基本是对称的。

第一个影响这类整数问题造成的自然失业率的因素是人口规模。在这个有两个产品的对称模型中，若人口规模是3，则失业率是1/3；若人口规模是101，则失业率是1/101。因此，人口规模越大，这类自然失业率越低。这是为什么美国这类大国不论在萧条期或景气期，失业率也比欧洲大多数小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低的原因。

现在，我们假定产品是100个而不是2个，且交易效率高到有50种产品卷入分工，人口为101，因此100个人形成两个社区，每个社区交易50种商品，而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分工之外，故失业率为1/101。如果假定交易效率高到使80种产品卷入分工，则有80个人形成一个完全分工的社区，另外21个生产率稍低的人被排除在这个社区之外。这21个人当然可以形成买卖21种商品的另一个分工水平较低的社区。假定在买卖21种商品时分工的好处不足以超过交易费用，则这21个人不足以形成比自给自足效用高的分工结构（这有点像市场容量太小不能支持有利可图的分工的观点）。换言之，若这21个人贸易不多于21种商品，真实收入总是低于自给自足。若这种情形发生，则当80个人卷入分工时，另外21个生产率较低的人就会被迫选择自给自足，也就是非自愿失业，这时失业率为21/101。可见，当分工水平从50种商品增至80种商品时，整数问题造成的失业率从1/101增加到21/101。

这说明，对于给定的人口数，分工水平越高，自然失业率可能会更高。但这种关系可能是非单调的，例如，当分工从80种商品增加到90种时，失业率有可能从21/101减至11/101。但当分工水平增至下一个满足整数条件的水平后，自然失业率又会大增。考虑到这种非单调关系，若我们将分工水平分为不同区段，对每个区段自然失业率取平均值，则我们会看到当分工水平上升时，此平均值也会上升。

这是为什么我们从经验可以判断，越是分工发达的国家，自然失业率越高；而越是落后国家，自然失业率越低。简而言之，若一个国家中每人自愿选择完全自给自足，则不会有失业问题。

第三种方法是用分工结构的变化解释失业。当交易效率或生产函数的参数变化时，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均衡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都会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费用很高，则在分工结构调整过程中，总会产生失业现象。由于分工的特点是专业化对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所以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已有很多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就会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若交易效率因石油危机、汽油涨价而突然下降，则每人消费的产品种类数的均衡值和均衡的商品种类数都会下降。若石油危机前分工水平相当高，这就意味着不少专业生产者的产品在石油危机时突然卖不出去了，他们必须改行生产卖得出去的东西。若这个改行费用很高，则他们必须至少暂时失业。

若交易效率因某种像互联网之类的系统的发展而大大改进，则分工水平会在更长的间接生产链条中发展，出现一些新的上游或中游产业，人们必须向那些新行业转行。同时，市场对老行业的需求下降，若老行业中因此而丢掉工作的人转行到新专业的费用很高（例如计算机行业需相当长的专业训练），则他们就会失业。

这3类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解释失业的方法，都比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自然得多。分工网络的可靠性与利用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可用来解释分工发展，而大规模失业的经济危机会因日益复杂的分工网络的协调可靠性下降而更可能发生。分工结构中各行业专家的整数问题可能造成自然失业。分工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小，这种自然失业率越高，但这种变化是非单调的。商品种类数、个人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分工水平的内生化加上转业的费用，又可以解释分工结构变化时产生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现象。


11.4 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

上面的方法尽管能解释失业现象，但却有一些根本的缺陷。第一，我们还没有解释长期的周期性景气循环，也没有解释这种景气循环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解释景气循环与失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耐用机器的普遍使用，有经验的商人也知道耐用商品的折旧周期及耐用商品的存货量是预测景气周期的重要参数，而上面的解释失业的3种方法，都无法揭示耐用品折旧周期与景气周期和失业的关系。因此，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建立了一个新兴古典全部均衡模型，同时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与长期景气循环共生，以及在景气循环的萧条期失业率上升、国民产出下降等现象。模型显示，景气循环与耐用商品生产中的高分工水平有关，也与耐用商品的折旧周期有关，景气循环不见得是坏事，它可能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

我们下面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周期性经济现象可以产生比非周期现象远为强大的能量。激光就是一个例子。激光是一种非连续的周期性光，它能产生比连续的普通光强千百倍的能量，因而在航天、军事和工商业中得到普遍应用。工程技术人员还可以举出更多周期性物理运动产生比非周期性运动远为强大的能量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提醒我们，经济中的景气周期有可能对生产率的进步有积极作用。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失业与分工的发达有关，但却没有深究失业与景气周期的关系及景气周期促进生产率进步的作用。

现在我们假定，在一个经济中有很多天生相同的人，他们可以用劳动生产拖拉机，然后用拖拉机生产粮食。拖拉机是耐用商品，可用2年，而粮食是非耐用品。生产每种产品都有熟能生巧和边干边学的效果，而改换工作有两种费用，一种是每换一次工作要付一个相当高的进入另一行业的固定费用，第二种是每次换工作时以前在老专业中积累的经验会遗忘掉。生产中也有迂回经济效果，使用耐用的拖拉机不但能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而且其耐用性也对生产力有贡献。最后，我们假定交易中存在着交易费用。

在这些假定下，至少有三种生产组织结构。第一种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第一年用部分时间生产拖拉机，然后用自制的拖拉机生产粮食；第二年他开着第一年生产的拖拉机生产粮食；第三年拖拉机折旧完毕后，他再重复第一年的生产模式；第四年又重复第二年的生产模式。自给自足的好处是没有交易费用，也不会有失业和景气循环。其代价是，专业化加速熟能生巧的作用不能发挥，每年都要改换工作，所以每个专业的经验都不能得到连续不断的积累，加上每年改换工作都要付一个相当高的进入费用，使人力资本的累积非常缓慢。

第二种生产模式是完全分工，一部分人专业生产粮食、卖粮食、买拖拉机。由于拖拉机是耐用品，可用两年，粮食是非耐用品，所以这些专业农民第一年买拖拉机，但第二年却不买拖拉机，直到第三年才又买拖拉机，第四年又不买拖拉机。而专业拖拉机生产者第一年卖拖拉机、买粮食，但拖拉机的总售卖值超过所买粮食价值，二者之差就是储蓄。第二年专业拖拉机生产者失业，用第一年储蓄买粮食，第三、四年又重复第一、二年的模式，如此循环。这种生产组织结构的好处是，由于完全分工加速了专业经验的积累，所以熟能生巧的效果可以被充分用来加快专业人力资本的累积，也避免了改换工作产生的进入费用和人力资本的损失。但其代价就是要付较高的交易费用和接受较大的产出波动，以及耐用品生产者在萧条时期的失业。由于我们假定人们有择业自由且对未来有远见，所以两类专家的总贴现效用是相等的。与其他生产结构相比，这种生产结构越是从长远看，越是有优势。因为人力资本通过不改行的长期连续积累的效果，比每年都因改换工作而打断这种积累过程的自给自足越在长期越是有优势。

第三种生产结构是种局部分工结构，专业农民从不改行，但是生产拖拉机的人在经济萧条期改行生产粮食，所以生产拖拉机的专业知识因改换工作不能连续累积。这种结构的长处和短处都处在前两种结构之间。它也没有明显的景气周期及失业，交易费用比自给自足高，但却比完全分工低，对专业化经济的利用比自给自足好，却比完全分工差。

不难证明，当交易效率足够高、专业化学习效果显著、改换工作费用足够高时，则比起其他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结构而言，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完全分工结构不但会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会有更高的总效用贴现值。但是，如果交易效率和改换工作费用低、专业化学习效果不显著，则完全分工的长期优势就总是不能超过它产生的交易费用和失业的坏处。这里的实质问题是，我们有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充分利用劳力的两难冲突。自给自足和局部分工可以避免失业和景气循环，却降低了专业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而完全分工则相反，它可以加速专业人力资本的累积，却会产生景气循环和失业。这个两难冲突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得到两种结构的所有好处而又同时完全避免其坏处，只能权衡利弊取得最优折中。在一个自由择业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即使每个个人并不了解这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但每个人从权衡自己所面临的个人两难冲突进行最优折中，则作为个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后果的全部均衡，就会取得全社会的最优折中。最优折中当然与制度环境有关。若制度使交易效率高，则全社会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就是高分工水平和与之相随的景气循环，较高失业率及较高经济增长率。当交易效率低时，最优折中就是自给自足，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及低经济增长率。

景气周期和周期失业是工业革命后在发达国家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它不同于工业革命前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非规律波动现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景气周期和周期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将其归咎于市场的失败。但是，众多的政府、商人、公众领袖人物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消除规律性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只有前苏联等国家才用中央计划方法避免了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而其代价却是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远远落后于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

但是，如果失业不是由于景气周期引起，而是由我们前文中所说的高分工水平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上升引起，或由整数问题及分工结构变化引起，政府的失业救济就可能有其正面意义。同时，整数问题造成的自然失业，还可能通过政治中的集体讨价还价行为形成某种福利制度以减少失业，这种制度可能使所有人的效用总和大于自由市场上相应的总和。


11.5 同其他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的比较

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在解释失业和景气循环时，需要外部随机干扰才能预见失业和景气循环现象。最近时髦过一阵的真实景气循环模型就需要一个外生的随机过程才能产生经济变量的无规律性波动。这种波动当然与我们看到的规律性景气循环毫不相干，它更像工业革命前因年成的好坏等随机因素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其他很多解释失业的模型都需要外生的对需求或供给的扰动，才能产生失业和波动现象。萨缪尔森（1939）和希克斯（1950）建立的就是这类模型。因此，这类模型被称为外生景气循环理论和外生失业理论。它们都不能解释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的共生性。有一些宏观模型（例如，Vogt，1969；Goodwin，1951）和乘数加速模型可以产生内生景气周期，但这些模型不仅不能解释周期失业与景气周期的关系，也不能解释景气周期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进步的正面意义。

还有一类宏观模型（Lilien，1982；Black，1987）用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工作转换来解释失业，但这类模型与我们前文的关于分工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的故事类似，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萧条期失业率上升时，转换工作的人数反而急剧下降。这种现象说明，周期性失业与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失业。亚伯拉罕和卡茨（1986）以及墨菲和托普（1987）都用经验数据证明了这两类现象的本质差别。

上述宏观经济模型都不是全部均衡模型，因此可以说是没有微观基础。也就是说，它们不能由个人的自利行为（最优化问题）及其交互作用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同完全没有自利行为的物理方程并没有什么区别。

近年来，用微观模型解释宏观现象蔚然成风。其中魏茨曼（1982）用规模经济及市场的失败解释失业现象，曼昆（1985），鲍尔、曼昆和罗默（1988）用有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及价格调节的困难来解释失业，而叶林（1984）和斯蒂格利茨（1992）的效率工资模型也用市场的失败来解释失业。斯蒂格利茨（1992）还用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及市场的失败解释失业。所有这些微观经济模型都没有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能解释分工拓扑结构特点与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关系，它们都不能在一个模型中同时产生周期性失业、长期有效率的内生景气循环以及长期经济增长这3种共生现象。

因此，此章介绍的新兴古典景气循环模型是第一个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它同时取得下列成果。第一，将古典经济学关于耐用商品行业中分工的发展与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关系，变成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第二，同时内生了长期有效率的景气循环、有效率的周期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3个现象，因而揭示了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对长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的意义。第三，它解释了储蓄行为、纸币的功能、长期有效率的景气循环、长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长期周期性失业之间的内在关系。

而所有其他的与景气循环和失业有关的模型都没有这些特点。这些模型只能解释失业、景气循环和长期增长3种现象中的一种，而不能解释3种现象的共生性及内在关系。它们中大多数是外生失业理论或外生景气循环理论，需要外生的随机冲击才能产生失业或波动现象。它们都将失业和景气循环归咎于市场的失败，而完全不能揭示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对长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的正面意义。当然，所有这些模型都未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社会的分工水平。

但是，对于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模型，也有如下一些批评：第一个批评是，此模型中未考虑到世代重叠和不同代际的人对耐用商品的购买需求不同步的情形。这个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对耐用商品的购买需求因折旧期限长而是周期性的，尽管消费需求不是周期性的。一个人对电冰箱的消费需求也可能是非周期性的，而购买需求在折旧年限为10年时就会是周期性的了。但是，如果每年都有新生儿，每年都有刚成年的人要买电冰箱，则每个人对耐用商品的需求虽是周期性的，全社会的需求却不一定是周期性的。

对于这种批评，我们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假定此章的模型中有两代人，第二年因为第二代中的专业农民需要拖拉机，所以第一代人中的拖拉机专家不会失业。但若每代人数相等，则第二代人中一部分也要生产拖拉机，因为当第二代人全部是专业农民时，第一代的拖拉机专家不足以满足对拖拉机的需求。第三年当第一代农民又需求拖拉机时，第一代拖拉机专家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第二代农民在第三年不需要拖拉机，所以第二代拖拉机专家仍然会失业。所以，多代人的重叠有可能减轻失业，但却不能消除失业。

第二种解释。若我们将一个非常长的迂回生产链条引入这个模型，例如，若生产粮食需要拖拉机，而生产拖拉机需要机床，则即使折旧年限为两年，经济周期也难用不同代际的人对耐用商品的不同步需求来平滑。例如，第一年所有用拖拉机的人要买拖拉机，故所有生产拖拉机的人都买机床。第二年虽所有卖掉的拖拉机都被人使用，但无人再买拖拉机，而且也无人使用机床，更无人买机床。第三年拖拉机折旧完毕，对拖拉机的购买需求又产生，但因为机床还只用了一年，所以虽然对机床的使用需求在第三年产生，但是它却没有对机床的购买需求，专业机床生产行业仍在萧条期。因此，当分工在一个长的迂回生产耐用产品链条中加深时，景气周期和失业就总是会变得更严重。而当耐用商品折旧期拉长时，景气周期问题又会变得更严重，例如当拖拉机的折旧年限是10而不是2时，我们需要更多代人同时生活在地球上才能减少失业。

因此，按照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经济中有很多加强景气循环的因素，也有很多平滑波动的因素。加强景气循环的因素有如下一些：耐用商品占收入的比重越高，景气循环越难以避免，耐用商品折旧年限的增长会促进景气循环。分工水平的上升，特别是在迂回生产耐用商品链条中分工水平的上升会促进景气循环。分工生产的迂回程度的上升会促进景气循环。转换工作的费用或一个专业的固定学习费用上升时，也会促进景气循环。专业化学习效果越显著，交易效率越高，景气循环也越可能被市场选择。

平滑景气循环的因素有如下一些：世代重叠、人们天生偏好的差别、商品耐用性下降 、迂回生产链条的缩短、分工水平的下降、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使耐用商品折旧年限下降。此外，在分工发展的起飞期，由于新专业的出现会产生对耐用机器的大量需求，也会使景气周期较易得到平滑。

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促进和限制景气循环因素时，若促进因素压倒限制因素，则新兴古典模型仍会预见长期的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周期失业和经济增长。如果对这些促进和限制景气循环的因素的作用都有所了解，就可以更有把握地分析景气周期。例如，虽然各种非耐用性的一次性商品（纸碗、纸餐巾、纸桌布、纸盘子）的发展会增加环境问题，但却有平滑景气周期的作用，而政府对考驾驶执照的严格限制和高持照费政策，也会因增加进入费用而间接促进不必要的景气循环。

但在做这些分析时一定不要忘记，在一个没有政府干扰的自由经济中，景气循环不论能不能被平滑，都是人们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下有效折中各种两难冲突的结果。所以，即使你不了解它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个人感情上不喜欢它（正像人们提到高速公路时会因想到高车祸死亡率而反感），但绝不要轻易断言这是市场的失败，更不要试图用政府或其他垄断性力量去“纠正”它。

景气循环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积极作用。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景气循环往往对公司造成改革、精简机构的大压力，很多组织创新和合理化改革都是在萧条期大裁员时发生的。这些组织创新也为下一波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当然，在裁员受到限制、企业老板的私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受到限制的体制下，这类组织创新并不会因萧条的压力而发生。


11.6 景气循环与中国的改革周期

如果用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改革后形成的景气循环正好是市场化的结果，与前苏联式的没有景气循环但却有耐用商品长期缺乏的模式比起来是一个进步。比如，假设农民对拖拉机的需求是10万台，拖拉机折旧期为10年，则有两种极端的投资方案。第一方案是第一年建成10万台的生产能力，这样第一年就达到供求平衡，但第二年就生产过剩。每年能生产10万台，但第二至十年有效需求是零台，直到第十一年10万台拖拉机全部折旧完后才重新达到供求平衡。第二个投资方案是每年建成1万台生产能力，第一年求大于供9万台，第二年求大于供8万台，……直到第十年才供求平衡。第一方案有景气循环（10年一循环）和失业，而第二方案没有失业和景气周期，却有耐用商品长期短缺（类似前苏联式经济）。而真正有效的投资方案在两个极端方案之间，它会有景气循环和失业，也会有短暂的短缺现象出现，例如第一年建成拖拉机年产能力3万台，则3年内有短缺，自第四年后有失业。

可见，耐用品的短缺与失业之间有种两难的矛盾。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利用垄断权，选择了长期短缺模式。而改革后，市场更倾向于有一定景气循环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模式。从这种观点看，某些耐用商品生产能力过剩正是市场的成功，它顺便也打破了计划机关的垄断特权。市场选择的这种景气循环模式，绝对比计划机关选择的长期短缺模式更有效。

但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所以上述分析还应打很多折扣。首先，中国的景气循环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景气循环有差别，因为中国大部分资产是国有的，投资决策人对投资后果不负责任，所谓软预算约束可能使经济过热。这种过热与西方国家有效率的景气循环不同。以中国特有的集团消费为例，资本主义公司的财务开支最后都由公司所有人支付，所以这类开支不会无限膨胀，因为私人财产决定了预算约束是硬的。而中国国有企业的集团消费和投资可以无限制膨胀，因为哪怕是失败的投资，投资决策人也可以不负责任。这种“大锅饭”制度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危机。而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的行政纪律约束是这种经济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由于中国在21世纪最初20年都将处在经济起飞期，所以在没有改革周期造成的波动时，景气周期应该不会很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80年代经济起飞时景气周期不明显一样。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历次出现的“过热”或“过冷”现象，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景气循环问题，因为中国的景气循环与改革循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混在一起。中国的经济周期在改革前是由政治周期引起的，不管是1959年的“大跃进”还是1962年的经济调整，都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并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周期又同所有改革中国家的改革周期有关。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喜欢照搬西方的所谓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增长快速时建议政府采用西方式的紧缩政策，而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增发国债和扩大货币发行量刺激经济。这种做法的后果往往是十分有害的。西方的所谓宏观经济学连西方的景气周期现象都解释不清楚，我们怎么能用它来解释有完全不同体制的中国经济现象呢？

中国的经济周期基本上都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的现象。改革开放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改革开放后，这部分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同时，国有企业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由于国有企业没有真老板，也没有科尔奈所说的硬预算约束，一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每当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投资和集团消费的计划控制时，国有企业的投资和集团性消费就一哄而上，热衷于上新项目、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大量的存货、修建楼堂馆所、公款买小汽车、修建超标准住房、发奖金，等等。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和消费当然会带动经济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非常低效益和粗放型的，总是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即所谓“一放就乱”。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决心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一乱，当然就得收，所以政府接着就来个“急刹车”，进行大量的“清理”、“整顿”，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好的坏的都一棍子打死。“一乱就收”的结果是经济“一收就死”。经济增长一停滞，政府接着就“一死就放”，国有企业就又故伎重演，如此循环不已，形成所谓的改革周期。

但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景气循环”的模式似乎突然不灵了。由于净出口突然下降，中国经济长期积累而又被掩盖的内在矛盾一下暴露出来，经济陷入了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泥潭。于是，政府听从一些专家的意见实施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发了几千亿元的国债投资基础设施，银行利息一降再降，但无奈，经济却总是迟迟不见起色，在如此大力度的宏观调控下竟见不到什么积极的反应。其实问题仍然出在国有企业和政府身上。过去政府对经济一启就热，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多是将银行贷款拿去生产存货和攀比着上新项目，现在有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政府担心国有银行的债务会恶化而形成金融危机，所以对国有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实行严格控制，同时严令银行不准随意贷款。国有企业在进行扩张性固定资产投资的路被堵死的情况下，对市场需求又不敏感，不知道根据市场选择项目，很多就只能停产或半停产甚至关闭。

那么，非国有经济为什么投资也上不去呢？原因无外乎如下几点：第一，很多非国有企业本身就是靠为国有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而生存的，国有企业不景气，非国有企业当然也受连累，分工水平就下降。第二，大量的市场有待进一步地开放。如金融、新闻出版、电信、邮政、高速公路、铁路、医药、教育等等，民间资本“有钱不让投”，分工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同时，由于企业缺少自由资本市场和相应的融资渠道，民营企业“有项目无钱投”。第三，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潜力越来越小，交易效率的提高受限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要使经济增长进入起飞阶段，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同时，国有银行在中央严令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压之下，又开始由过去的随意贷款转向“惜贷”。这样，银行再降息或者再增发货币，钱都没有流向实质经济，当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可见，通货紧缩更多的是上述病因下的一个症状，而不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因此，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采用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来使经济走出低谷并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当然就难以收到预期的好效果。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已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基础。现在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将改革全面向纵深处推进。可以预料，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后，景气周期的长短和幅度将会出现以下特点。第一，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会使与西方类似的景气循环变得愈来愈明显。这种趋势是加强经济周期的幅度。第二，中国已于1990年左右进入起飞期，由于中国市场广大，劳动分工演进和商业化潜力巨大，模仿港、台地区的工业化模式的潜力也大，所以大约会有20—3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种起飞的动能可以大大削弱景气循环的幅度，使之变得不明显。第三，私人企业发展的进度对改革周期会有决定性影响。台湾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起飞阶段后，有2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期间景气循环不明显，基本没有失业和萧条。如果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很慢，则改革周期还会延续，而且这种改革周期的模式也会不断变化。


第12章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性证据

12.1 经济研究分类及其相互关系

根据经济研究的性质，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纯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应用研究4种类型。在进行经济研究时，我们首先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类型，然后决定采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类型的经济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及相互关系，然后介绍几项旨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研究的内容。

所谓纯理论研究，是指我们直接关心的不是这些研究在实际经济中有什么作用，而是为了解决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证明文定理、均衡存在定理和发展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等等，都属于纯理论研究。这类研究有的与创造概念及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有关；有的与一些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有的是要解决分析框架中的一些操作困难。成功的纯理论研究对经济学研究的作用，就像迂回生产工具之于生产效率，能大大提高研究的效率。特别是一些成功的、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出来具有非常一般性质的概念的理论研究，由于其在众多应用理论研究中有用，故而比具体的应用研究价值更高。此书中很多关于某一模型全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都属于应用理论分析。应用理论分析往往是用纯理论研究提供的工具和用做思想试验的方法来制造理论假说。

经验研究则是利用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用经济计量或经济实验的方法去验证理论假说，这种检验就比自然科学的检验要复杂得多。我们知道现有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设计的。例如，统计中的资本概念就是个模糊而不知所云的概念。按新兴古典经济学，投资与分工在迂回生产中的发展有关，但现有统计系统中就没有分工水平这个概念。所以，如果统计系统是以一个不适当的概念框架为基础，则以这些统计数据做的经验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是个大问题。

应用研究是指用被经验研究证实的理论去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和福利分析，以用于制定政策和决策。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经济理论的应用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有不同的特点。例如，人们投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产生某种由非线性微分方程代表的紊乱动态系统，它虽是确定性系统，但看起来却像随机系统，其特点是不可预见性。股票市场就是这样一种紊乱动态系统。其一，它对边界条件非常敏感，边界条件的一点不可察觉的差别，可能会造成系统的动态模式完全改观。其二，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这种经济系统也可能产生多个完全不同的动态模式。所以，理论和经验对股市这类非线性系统能提供的惟一精确预测是：精确预测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有效率股市理论声称，股市中不可能有赚钱的规律，也不可能有赚钱的经验。如果有这种规律和经验，则股市中亿万人学习和模仿这经验的行为就会使此经验失灵。例如，当有人发现一家公司表现不错，因而买它的股票赚了钱。很多人得知这一经验后也买此公司股票，因而将股价抬高，一方面验证了此赚钱经验，另一方面也高估股价，使赚钱经验变成亏钱经验。当然，并不是所有经济问题都与紊乱系统有关。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完全不同，目前该框架中还有很多理论问题有待精细化，而现有统计系统由于是按照新古典的概念设计的，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概念系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做经验研究时就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处理。但是，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很多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不一致，我们如果能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证伪，这也将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提供某种程度上的经验支持。

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正处在发展中，大量的经验研究正在或有待进行，而已有的经验研究则非常乐观，它们都支持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显然，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力要高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很多新发展现象，它能够提供更深刻的解释。我们下面介绍几项重要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


12.2 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证据

我们在第10章中介绍了分工内生演进的故事，这种分工内生演进的模型（Yang and Borland，1991）称为杨—博模型。该模型比传统增长模型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有高得多的解释力。该文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时，被同行匿名审稿人视为第一篇用劳动分工的演进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的论文。按照杨—博模型，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结果。

杨—博模型产生了如下经验含义：第一，交易部门的收入份额随着分工的演进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第二，增长绩效和分工演进的速度紧密地依赖交易的条件。第一个假设已为诺斯的经验研究所证实（North，1986）。该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交易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也随之上升。第二个假设也被诺斯（1958）、诺斯和温格斯特（1989）记录的历史证据所证实。巴罗（1997）、易斯顿和沃尔克（1997）、富莱和斯勒弗（1997）和萨克斯和沃纳（1997）以及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的经验证据也证实了第二个假设。诺斯的研究还显示，海运费用的持续下降，对欧洲早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贡献。杨小凯等（1992）还发现了影响交易条件的制度变化效果的经验证据，而交易条件又影响经济发展和商业化程度的演进（分工的一个方面）。

琼斯的研究表明（Jones，1995a，b），作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代表的两个主要模型，即AK模型和R＆D模型，也与近来的经验数据不符合。AK模型预言，人均GDP增长率同投资率成正相关。这种关系与所谓第I类规模效应有关，但这种第I类规模效应已被琼斯的数据否定。根据琼斯、巴罗和萨拉·i·马丁（1995）的观点，罗默模型（Romer，1987），Rebelo（1987，1991）模型，巴罗模型（Barro，1991）和Benhabib及Jovanovic模型 （1991）都可视做AK模型，因为它们的解同AK模型如出一辙。琼斯由此做出结论，“AK模型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没有提供一个好的解释”。

R＆D模型则预言，人均GDP增长率和用于R＆D的资源水平成正相关，这同所谓第Ⅴ类规模效果有关，尤德（1985），罗默（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0，1991），阿尔钦和霍维特（1992），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则是沿着这条线索。但是，这种第Ⅴ类规模效果也已被琼斯的经验观测所否定。琼斯（1995b）、阿伦·杨格（Allyn Young，1998）和塞格斯托姆（1998）发展了3个模型以对R＆D模型进行补救，但修正后的模型仍然包括第Ⅰ类规模效应，即人均GDP增长率同人口增长率成正相关。第Ⅰ类规模效应被Dasgupta（1995）综述的经验研究所否定。

此外，新增长理论还有第Ⅱ和第Ⅲ类规模效应。前者意味着生产力或增长绩效同企业平均规模大小正相关，后者意味着，工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同工业企业平均规模之间正相关，或者城市化水平同企业平均规模正相关。但张永生（2000）对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第Ⅱ和第Ⅲ类规模经济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大约从20世纪70或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地区）的厂商平均规模都开始下降，厂商平均规模与人均GDP，工业化及城市化水平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中所有5类规模经济效应都已被经验研究所否定。

新兴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则同上述模型不同，其引人之处在于，它能解开规模效果之谜，以及能同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趋同和趋异现象。在杨—博模型中，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是分工的正网络效应，而不是规模效应。就正如阿伦·杨格指出，讨论分工经济同规模经济的区别（Allyn Young，1928），“如果仅仅观察单个厂商或特定产业规模变化效果，则递增报酬的机制就不能被充分地观察到，因为分工的演进和产业的专业化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关键”。他认为，如果用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则会忽视分工经济的现象。在杨—博模型中，内生演进的贸易商品种类数同分工网络大小的演进有关。随着分工网络的扩大，很多隔离的地方社区将合并成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这种现象可以在没有人口规模增加和其他规模效果时发生。因此，新贸易品出现的速度，是由分工演进的速度而不是人口大小或研究部门扩大的速度决定。也就是说，在R＆D模型中，对科研的投资同新商品的种类数及相关的技术之间是“当且仅当”的关系，而在杨—博模型中则没有这种关系。内生技术变化取决于分工网络的演进是否足够大，以致这种网络能创造一种社会学习能力，并使新产品商业化成为可能。

杨—博模型以个人边干边学的专业化经济为特征，这使它有别于其他边干边学的模型（阿罗，1962；卢卡斯，1988；斯托克，1991；阿文·杨格，1993等）。在杨—博模型中，即使没有规模效应而只有个人专业化地边干边学和分工网络的扩大，也能够产生社会学习的网络效应。与此相反，在其他一些模型中，边干边学则独立于分工的演进，并产生一种规模效应。

我们再来看关于经济增长趋同论的争论。罗默、卢卡斯（Romer，1986；Lucas，1988）等人当初发展新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机，部分地是考虑到对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论（Lucas，1988；Romer，1986）的批评。那种绝对趋同的假说认为，不管每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如何，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长期内都将逐渐地趋同。这一观点已经被巴罗的经验数据所否定（Barro，1991）。现在发展的一些新内生增长模型则能预测趋异现象，从而能对那些相反的经验数据进行解释，但更多的经验研究却被用来支持经济增长将趋同的猜想。然而，新增长理论模型不仅仅是被规模效应之谜所困扰，而且还面临着有关趋同的新证据的挑战。人们提出了很多具有微妙差别的关于趋同和趋异的概念（Sala-i-Martin，1996；Galor，1996）来应对这种挑战。但是，这些趋同的新概念与其说是起到了澄清的作用，还不如说是引起了更多的混乱。它们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对趋同和趋异如何定义，这两种现象始终同时并存着，但这种并存的状况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杨—博模型则显示，趋异和趋同现象是一个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次发生的现象。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依次要经过3个阶段，即前工业化增长（低分工减速增长）、加速增长和起飞、成熟增长阶段（高分工减速增长）。增长率起先是下降的，然后上升，最后又下降。这同罗斯托（1960）描述的经济增长的3个历史阶段是相一致的。交易效率对加速增长和分工的内生（自发）演进并不一定是必需的，随着交易条件系数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却不一定会随之提高。这种比较动态的结果，可以用于解释国家间增长的差别。因为不同的关税制度和开放程度、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财产制度、不同的地理条件，都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交易效率的差别。因此，交易效率高的国家就会更早地先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例如，英国所以比其他国家提前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其原因在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船运效率比德国和中国这样的内陆国家要高，而在没有汽车和火车的条件下，这种优势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专利法（1624年）的国家，这大大地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见诺斯North，1981）。同时，英国不断演进的普通法、在斯密倡导自由贸易之前就已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英国政府制度的创新，则大大改善了其交易条件（Mokyr，1993）。正如诺斯和温格斯特（1989）指出的，英国成功工业化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始于17世纪的制度演进。这使得政府对宪制规则的承诺变得可信，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因此极大地减少了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由于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对私人产权的侵犯、极端的保护主义（低开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等都会降低交易效率，而这正是当时法国和中国的普遍特点，因此后者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就晚于英国。

在某种程度上，杨—博模型同阿文·杨格的模型（Alwyn Young，1991）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假如每个人贸易品的种类数固定，那么学习的速度和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在长期总会下降。随着贸易品种类数的提高、分工网络的扩展，通过生产大量的贸易品将为一个社会专业化学习创造更大的空间。尽管如此，这两个模型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区别。在杨—博模型中，当一个人选择了贸易品的种类数时，他也就选择了其贸易伙伴的数量，而所有人对其贸易品种类的选择加总的结果，就决定了分工网络的大小和网络连通性的程度。因此，在杨—博模型中，分工水平和相关的市场网络大小决定一个社会能否出现新的贸易商品。新贸易品种类数的增加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又能提高一个社会的学习能力。斯密及很多古典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分工和新商品发明之间的联系。在阿文·杨格的模型中，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网络的大小则没有内生。

很显然，对一个已经历了成熟增长的经济，它的分工结构和人均真实收入的时间变化轨迹正像图12-1的情况。如果不考虑经济的短期波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示人均真实收入的曲线最开始是凹的，然后变凸，最后又会变凹。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交易条件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进入起飞阶段的时点也会各有不同。时间和人均真实收入协调的结果，人均真实收入的差别将呈倒U型。这就是说，当一个先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开始加速增长时，后进的国家还处于减速增长阶段，这样它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的差距就会扩大。当后者终于进入起飞阶段而前者达到成熟增长阶段时，它们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方面的差距会消失，经济增长又会趋同。

图12-1对随时间不断变化的趋异和趋同现象做了直观的说明。在图中，英国和德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在时点t1之前是趋异的，但之后便开始趋同。这种趋同将是有条件的，并且不同国家最终并不一定会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交易效率以及交易效率随时间变化而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如果这种假说要获得经验性数据的支持，那么两个经历了成熟增长的国家，它们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就应该是倒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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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随时间不断变化的趋异和趋同现象



陈、林和杨（1998）用15个OECD国家1870～1992年期间的数据对这个假说进行了检验。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都经历过工业化前减速增长、起飞和增长率下降的成熟增长3个阶段。英国则被选做检验趋异和趋同先后发生现象的基准国，因为它是第一个进入起飞阶段的国家。

这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假说：英国和14个国家中的13个（加拿大除外）长期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呈倒U型。这种结论否定了那种人均真实收入差距将单纯地持续扩大的假说。同样，它也否定了那种认为人均真实收入差距将单纯地持续下降的假说。而英国同加拿大人均真实收入之间的差距之所以单纯地下降，是因为1879年前趋异的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无法得到。

新兴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同其他内生增长模型的差别是，它们内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网络的大小。这一特点使我们能为杨格（Young，1928）的下列洞见提供理论基础，即“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分工的演进”，“不仅分工依赖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也依赖分工水平”。后一命题则是对斯密“分工大小受限于市场大小”命题的扩充。新兴古典的模型已经显示，随着分工的演进，市场的范围也将扩大。尽管在这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市场大小和分工水平的因果循环累进关系同新兴古典静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的情况相类似，但在动态模型中，即使没有交易条件外生演进以及其他参数的变化，这种累进关系也仍然能够发生。也就是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比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内生化程度要高。这个模型的实质，同阿伦·杨格的洞见是一致的。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人均真实收入的提高过程，而且是个以分工网络的演进为驱动力和特征的过程。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实际上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一个动态版，而R＆D模型则是DS模型和埃塞尔模型的动态版。因此，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同R＆D模型之间的区别，类似于第4章中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同DS模型的区别。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内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分工网络大小。在罗默模型（Romer，1987，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1990）模型中，经济总是处在一个一体化的市场状态，分散的市场状态绝不会在均衡中出现。投资增长同更高的未来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当且仅当”的关系，即当且仅当投资增长的情况下，生产力水平才能提高。这一点再加上规模经济的概念，就产生了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却已被经验证据所否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说明，为什么罗默等人的模型并没有抓住经济发展背后真正的驱动力。

杨—博模型也有其限制，它不容易应用于更现实的不对称模型。在这种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对称性假定是使模型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关键。但是，如果将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或生产函数引入这种模型中，则对称性就不能再存在。因为必须更换新职业才能生产新商品的个人决策问题，同不改变职业的人相比不是对称性的。因此，如果模型中商品种类数是一个内生变量，或者不同商品的偏好、生产及交易费用等参数不一样，则控制论不管用，我们需要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求解模型。但是，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不对称的新兴古典增长模型时，其计算过程令人生厌，且很难得出结果。而用第10章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方法，则可以较容易地将所有新兴古典静态模型动态化。

如果我们再将外生比较优势引入这个动态模型，则内生比较优势可用于抵消外生比较优势。例如，假定某A最初阶段在生产商品1时外生地比某B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如果某B生产商品1的专业化水平比某A高，且高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某B的生产率将后来居上，反过来会超过某A。因此，对这种动态模型而言，一个人要赢得市场竞争力，那么通过后天努力产生正反馈的过程，其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遗传基因的作用。如果一个人高估其外生优势的作用，那么就可能在竞争中输给先天稍弱的人，因为后者可以通过自我加速的演进过程迅速提高自己的能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失业，那么由于他不能通过边干边学来积累专业人力资本，失业和内生劣势之间就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即失业加重了他的内生劣势，而内生劣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大其失业的机会。


12.3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经验证据

我们在第9章介绍了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关于产权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背后的故事。该模型证明，真实收入和分工水平将随着产权界定效率的提高而提高。此外，市场的大小、贸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生产力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内行与外行之间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及市场数目等等，都会随着产权界定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但是，由于通常的统计指标设计没有直接提供与该理论的概念相符合的数据，该理论难以凭借经验观测来检验。例如，测定产权的交易效率就很不容易，而且根本没有适合分工水平这个概念的统计数据。我们以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的经验研究为例子，说明进行这类经验研究会有一些什么困难，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加工现有的数据，用一些迂回方法得到一些不能直接从现有统计系统得到的数据。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为进行这种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良机。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的产权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0年间，中国农村由自给自足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化。而这些显著变化，可以从大量的文献记录中找到统计的依据。如，1957～1978年间，中国农村贸易品占总产出之比为31.5%。而此商品化程度改革后已达80%。政府的家计调查对此有详细记录。家计调查比其他的中国数据更可靠（不过，抽样的随机性是有问题的）。此外，中国农村产权结构的明显变化，已记载在许多调查及官方和学术文件中。

根据杨—威模型，人均真实收入是分工水平和产权界定效率的函数，而分工程度又由产权界定效率决定。因此，可以对这3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检验这一理论的最困难的工作是量度分工程度及量化界定产权的效率。下面我们介绍如何进行这种度量工作。

先看如何量度分工水平。从前面的模型中我们知道，分工水平同商品化程度及贸易依存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分工水平可以用商品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来量度。但这两个指标在量度分工水平时都各有利弊。如果我们将商品化程度定义为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占消费的总额的比例，将贸易依存度定义为交易额与商品化收入之比，那么后一比值将随着生产中间产品部门分工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这是因为交易额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会出现重复计算。用贸易依存度量度分工水平的好处是，它比量度商品化程度要容易得多，因为在量度商品化程度时，我们不知道类似自己洗衣做饭等自给收入究竟有多少。但是，贸易依存度由于是一个相对数，它不能反映自给程度的绝对变化，所以往往会低估分工水平。对于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经济，这种低估问题不大，因为自给收入的份额占该经济中的商品化收入的权重很小。此外，用贸易依存度来量度分工水平还有一个缺点，即它不能反映企业内部的分工程度，因为企业内部产品和劳务的交换没有计入交易额数据中去。企业的内部组织越复杂，贸易依存度对分工程度的低估就越严重。

因此，尽管贸易依存度能够很好地表示企业间的劳动分工，但它不能作为量度分工水平的恰当指标。所以，量度分工水平的最简捷途径是，寻找一个商品化水平低而且企业的生产份额低的经济（即企业组织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低），然后估计这个经济的商品化程度，用这个商品化程度的指标来量度分工水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经济。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农户的商品化程度，加上乡镇企业收入占农村总产值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来量度中国农村的分工程度。前者表示农户间以及农户与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之间的分工程度，它可以代表没有企业的农村地区的分工程度，后者则表示乡镇企业内部分工程度对整个农村经济分工水平的贡献。

再看如何量化界定产权的效率。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历的种种制度变迁，其基本特征是由于政府对产权的控制逐渐减少，农民收回了越来越多的产权。换句话说，随着改革的进行，中国农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支配他们各种财产的权利，并从财产得到收益。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其说是政府尝试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不如说是从政府控制产权的体制转变为农民通过契约选择制度安排的过程。我们在产权理论模型中已经证明，人均真实收入与界定产权的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单调正相关关系。在改革之前，农民的产权受到政府的严重侵犯，而且已被制度化，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极高。或者说，界定产权的效率极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对农民的产权保护逐渐被法律化和制度化，故界定产权的交易效率与改革的程度成正相关。若我们能用制度变化的指数来量化增加个人产权的制度改革的程度，那就能将该指数作为界定产权的效率的指标。

虽然我们在量化界定产权的效率时对制度的主观评价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使这种随意性尽可能地减小。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将界定产权的效率指数分解成若干个分指数，找到一些可观测的分指数的数据，然后将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分解成与分指数有关的部分，以便细致准确地估计这些指数。

我们将产权结构分解成对于4种财产的3类权利。这4种财产是：产品、劳力、资金以及包括土地在内的不动产。3类权利是：财产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在中国，政府常常将财产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分开。例如，在改革初期政府就已认可对土地的使用权利，但时至今日，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制度还很不成熟。这4类财产3类权利的两两组合，共有3×4=12个。我们要分析这12种指标在1979～1987年共9年间的情况。在分析时，我们以4种财产的收入份额作为各种财产的权重，并对这12种效率分指数的平均值作为界定产权的整体效率的指标。

现在，我们就可以建立回归模型。该项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农村改革以来的数据有力地支持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中关于人均真实收入、分工程度（商品化程度）及界定产权效率之间正相关的理论。如果我们将商品化程度对人均真实收入的影响看成是经济组织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将界定产权效率对人均真实收入的直接影响看成是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我们用原始数据及模型计算出，中国农村改进组织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总贡献的48%，而通过改进资源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总贡献的52%。

这个模型说明，如果界定产权的效率头年增长1%，则次年分工程度会增长约0.6%，人均真实收入会增长1%。如果头年分工程度增长1%，则次年人均真实收入会增长0.8%。用我们的模型，可以估计出在什么时间、哪些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会产生最显著的影响。例如，1987年，影响农产品定价制度的改革潜力已不大，因为界定对产品收益权的效率指数是0.972，已接近最高值1，但土地买卖制度的潜力还很大，因为1987年界定土地转让权的效率指数只有0.123，远远低于1。利用我们建立的回归模型，则可估计出土地买卖自由化的效果。计算说明，如果中国政府1987年使土地自由买卖合法化，则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会在1988年至少增加30%。

在我们的模型中，尽管生产率进步明显，但技术上并没有外生进步。我们可以把这种生产率进步解释为内生技术变化，而技术进步取决于人的能力、对发明新技术的刺激和对新技术的吸收。这种能力取决于界定产权的效率，而这种效率又取决于产权结构。

这种研究的政策意义很重要。产权结构改革对于商品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将改变对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有效总需求，同时也将通过其对生产力及其他方面的影响改变中国的出口能力。这对商人估计市场购买力的大小同样是有用的信息。


12.4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经验证据

在第5章我们介绍了杨小凯和黄有光（1994）创立的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这里再来介绍廖柏伟和杨小凯对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进行的经验研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洞见是市场大小和专业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前，对斯密关于分工问题的洞见进行阐明的研究还不多。杨格（1928）、霍撒克（1956）、斯蒂格勒（1951）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坚持斯密路线的著名经济学家。近年来，对古典的斯密定理的兴趣又重新出现。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分工和企业出现之间的关系上，很少关注企业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以雇员人数为代表的企业规模。斯蒂格勒（1951）较早的研究认为，专业化的作用可能提高或降低企业规模，并且下结论说，在对此进行归纳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金（1989）的模型显示，由于专业化带来的递增报酬会产生规模经济，所以企业规模会随着专业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而提高。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出现，则第一次对专业化如何影响企业规模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完整有力的理论分析。

在很多发达国家，很多行业企业平均规模出现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并不鲜见。对企业平均规模的一个间接测度是中小企业雇员的份额。尽管各个国家对中小企业大小的定义都不一样，但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的数据则清楚地显示，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雇员份额变化趋势呈U型。最开始是下降，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则开始上升。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平均企业规模可能遵循一个倒U型变化趋势。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制造业中的平均企业规模就像发达国家的变化趋势一样，其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台湾地区，制造业中平均企业规模从1954年的每家7.3人提高到1971年的顶点28.2人，之后呈下降趋势，在1984年达到24.2人。同样地，新加坡的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企业平均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小。这种企业平均规模下降的趋势不仅仅出现在制造行业。在香港地区，除了制造业外，保险、商业服务、零售、进出口、酒店和交通等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自1977年后也呈现清晰的下降趋势。不动产和金融的企业平均规模则呈现倒U型，其拐点分别为1984年和1987年。平均企业规模下降的同时，则伴随着人均真实收入和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这种企业平均规模下降的趋势，同人们的一般感觉正相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变化和规模经济，人们认为企业规模应该变得越来越大才对。新兴古典企业理论则为企业规模长期内越来越小提供了一个解释。我们证明，当劳动的交易费用系数小于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时，企业就会从分工中出现。在给定企业制度出现后，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得比劳力交易费用系数快，则这种演进过程就会降低企业规模。如果分工在企业之间发展，则每个企业会越来越专业化，因此每个企业的活动范围和规模会缩小。如果分工和专业化在每个企业中发展，一个企业中每个工人的专业化水平和一个企业的范围及规模将同时提高。但是，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得比劳力的交易费用系数快，那么，在更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组织分工就会比在企业内部组织分工更有效率，因为前者涉及更多的中间产品交易，而后者涉及更多的劳动力交易。这样，就会使得企业的规模下降。

穆拉卡米，刘和奥苏卡（1996）提供了对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经验证明。他们用中国机床制造业的数据证明，由于改革中产品交易效率改进得比劳动交易效率快，此行业平均企业规模下降。

张永生（2000）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还是中国，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趋势都呈现明显的倒U型。企业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该项研究证实了厂商规模无关论（The theory of irrelevance of the Size of the Firm）的思想，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生，则厂商平均规模就缩小。决定厂商规模的，乃是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的相对交易效率的变化，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乃是一般交易效率水平的高低。因此，分工水平的提高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发生，也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缩小时发生，分工水平与厂商规模无关。厂商规模无关论以斯密（1776）、杨格（1928）、斯蒂格勒（1951）和科斯（1973）、张五常（1983）、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等人为主要代表。

如前第5章所述，新兴古典间接定价企业理论同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以及哈特和摩尔（1990）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的差别解释企业的出现。我们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要比其他企业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匿名审稿人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评价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杨小凯著。2000年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4位匿名审稿人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杰弗·萨克斯（Jeffrey Sachs）与杨小凯合著。2000年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

一 匿名审稿人对《经济学》的评价

评审人一：

“该书是将杨小凯发展起来的概念和思想推广到经济学诸多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完整体系。该书具有原创性，同时也可能因此而对其销售产生一定影响，但我甘愿冒此风险而出版此书。”

评审人二：

“我熟悉杨小凯的著作，而且，事实上，我也是他的一个热心读者。我认为他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正在对经济学的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一个崭新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在教学上可行的话，我将乐于采用。该项工作的力量在于，它提供了高品质的知识、宽泛的涵盖面、现代思想同历史思想的有机结合，以及逻辑性的组织结构。该书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同类书能与之媲美。杨小凯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潮流”。

评审人三：

“这是我读过的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兴古典经济学’较之新古典经济学更能描述我们的环境。这种观点通过一种有趣的方式，用优美而清晰的文笔表述出来。我会将这本书推荐给任何好的经济学图书馆；而且，毫无疑问，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师都会看它。（顺便，你们给我阅读的章节只有该书的上半部分，我还要欣赏包括参考书目在内的下半部分）。总之，该书内容具有革命性，并具备很高的知识品位。尽管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正日益兴起，但我仍不认为它在短期内就会起飞。”

评审人四：

“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称得上盖世杰作（remarkable tour de force）。它几乎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教材，涵盖了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杨小凯博士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热情，在书中一以贯之地得到体现。我觉得这种贯通经济学所有领域的统一观点使此书目标宏大，气贯长虹。尽管我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没有杨小凯博士那股热情，但我对此也不能无动于衷。”

二 匿名审稿人对《发展经济学》的评语

3位匿名审稿人对《发展经济学》一书初稿进行了审阅，评语非常积极。据组织评审的出版者称，这些评审人都是来自“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

评审人一：

“该教材承诺，它将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方面的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将对此提供崭新和创造性的观点。在阅读完3章书稿后，我愿意对这项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并鼓励你们出版这本书。现附上我支持这本书的几个理由。这本书填补了研究生教材上的一个空白，现在还没有一本书同时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经济学同内生专业化、递增报酬以及一般均衡模型联系在一起。该书用上面的框架解释工业化、城市化和结构变迁，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还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解释。该教材是两位第一流领头学者合作的产物，他们获得了发展经济学领域所有经济学家的尊敬。基于我对这些章节的阅读，我预期此书行文优美。最后，在研究生层次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上，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几乎未被打开的市场。”

评审人二：

“根据我的判断，该书无疑前途远大。该书主要运用基于有规模经济的生产者最优化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并用系统的框架研究制度问题，这是绝对有前途的；并且，据我所知，它同现有的其他一切适于研究生的发展经济学教材毫不雷同。我发现，说明性的章节写得清晰而系统，通过事先的提问和事后对内容理解的提问，使读者能很好地理解，并且使之很好地汇聚到总体发展经济学文献的大视野中。我预期，该书在提高技术难度和扩大作者关心的潜在读者群之间有某种两难冲突。此书中现有的折中平衡，可能将此书市场限于较好的研究生培训项目。”

评审人三：

“该书的这些章节具有很多值得推荐的特点。在书中，贸易和相应的政策决定问题是用一个非常复杂和现代的方式进行分析的。对交易费用和策略性贸易政策进行明确处理的一般均衡方法，是进行该分析的有力工具。在教学方法上，该书同样也有很大优势。该书能用于我校的研究生教学吗？毫无疑问，当然可以。该教材的质量如此上乘，它还可以用于博士层次的辅助课程。总之，基于我有机会看到的这几章，我认为该书在同类教材市场上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匿名评审人和评论者对杨小凯著作和研究项目的评价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是世上更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

“杨正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这一工作具原创性和新颖性”。

“此项目代表了澳洲在研究方面领先世界的一个机会”。另一匿名评审人指出，“此项目主持人在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发展了一种严格的分析微观经济行为的新方法。此项目是这一理论研究的雄心勃勃之发展。主持人过去主持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成果（已发表的著作，有关的思想及其应用）已证明他们是高产研究者”。

“杨是一位格外聪敏，训练有素，细致，认真而高产的理论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舍温·罗森：“第一流的著作”。


Black，Smithe和Ben-Ner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的评论

1.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建立的模型，将增长视为因学习有效率的组织生产途径和具体的生产过程而使专业化递增的过程。专业化和迂回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增加了运输和议价费用。比较优势是获得的，而且在国际和国内它都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企业因降低交易费用而提高效率。立约费用隐含着产权的最优模糊程度；甚至许多“外部效果”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之后，货币和信贷便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并不影响现实经济的演进。连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实际上，他们证明了，尽管他们将运输费用、交易费用、议价费用以及执行合约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他们的均衡仍是最优的。他们坦言，他们的模型难于“检验”，而且通常以一系列的示例来介绍这些模型。这些都与研究增长和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但我想给他们的模型添加若干特点。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专业化和迂回生产因未来嗜好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加上资源重新配置的费用）而增加的期望费用与因运输和协调费用所增加的期望费用同样多。这或许可以使他们建立景气循环和失业模型时，不再依赖于“不可分割性”（Fischer Black，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1995，MIT Press）。

2.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做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Donald Smyth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vol.32.pp.691-692）。

3.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有限的几个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产生、产权的演进以及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Avner Ben-Ner，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5，vol.151.pp.5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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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对照

（按汉语拼音排序）

半专业化  partial  specialization

保险市场  insurance  market

保护性关税  protective  tariff

贝叶斯均衡  Bayes  equilibrium

比较静态分析  comparative  statics

比较禀赋优势  comparative  endowment  advantage

边际分析  marginal  analysis

边际效用递减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成本定价法  marginal  cost  price

变量  variable

不对称剩余控制权  asymmetric  right  to  residual  control

不完全合约理论  theory  of  incomplete  contract

部分保险  incomplete  insurance

参数  parameter

超边际分析  inframarginal  analysis

承诺对策模型  commitment  game  model

创造性的毁灭 creative  destruction

纯策略  pure  strategy

纯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studies

存在性定理  existence  theorem

大推进工业化  big  push  industrialization

单向分层组织  one way  hierarchy  organization

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迪克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Dixit-Stiglitz  model

第一福利定理  first  welfare  theorem

动态决策问题  dynamic  decision  problem

对策论  game  theory

对策行为  strategic  behavior

对称性  symmetry

多重全部均衡  multiple  general  equilibria

多样化消费  diversification  of  consumption

多样化锥面  diversification  cone

非对策自利行为  non-strategic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  non-opportunistic  strategic  behavior

非竞争性产品  non-rivalry  goods

非人格市场价  impersonal  price

非线性规划  nonlinear  program

分层金字塔结构  hierarchy  organization

分成租约模型  sharecropping  model

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分权型分层组织  decentralized  hierarchy  organization

分工经济  economies  of  division  of  labor

福利分析（规范分析） normal  analysis

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

广义内生交易费用  general  endogenous  transaction

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Heckscher-Ohlin  model

混合策略对局  mixed  strategy  game

混淆均衡  pooling  equilibrium

机会主义对策行为  opportunistic  strategic  behavior

机会主义行为  opportunist  behavior

集权型分层组织  centralized  hierarchy  organization

技术进步  technology  progress

假说  hypothesis

价格负反馈机制  negative  feedback  mechanism  of  price  system

减速经济增长阶段  de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stage

间接定价理论  theory  of  indirect  price

交易费用  transaction  cost

交易效率  transaction efficiency

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  risk  of  failure  of  coordinating  transaction

角点供给函数  corner  supply  function

角点间接效用函数  corner  indirect  utility  function

角点解  corner  solution

角点需求函数  corner  demand  function

进口替代战略  strategy  of  import  substitution

经济结构的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经济起飞现象  economy  take-off  phenomena

经济学 economics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scientific approach to economics

经济一体化程度  economic  integration

经济增长趋异现象  divergence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趋同现象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组织问题  problems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economic organism

经验性研究  empirical  studies

景气循环和失业  business  cycle  and  unemployment

静态决策问题  static  decision  problem

局部分工  local  division  of  labor

局部最优值  partial  optimum

聚集效益  economies  of  conglomeration

决策科学  decision  science

均衡  equilibrium

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  comparative statics of equilibrium

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库恩—塔克定理  Kuhn-Tucker  theorem

扩展型组织  spanning  organization

劳动市场  labor  market

李嘉图模型  Ricardian  model

两难冲突  trade-off

林达贸易模式  Linda  trade  pattern

贸易条件恶化  trade  terms  deteriorate

贸易依存度  trade  dependence

贸易自由化  trade  liberalization

分工模式  pattern of division of labor

纳什对策模型  Nash  strategy model

纳什积  Nash  product

纳什均衡  Nash  equilibrium

纳什议价均衡  Nash  bargaining  equilibrium

内点解  interior  solution

内部递增报酬  internal  increasing  returns

内生比较优势  endogen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内生（后天）绝对优势  endogenous（acquired） absolute  advantage

内生交易费用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

内生贸易理论  endogenous  trade  theory

内生绝对优势  endogenous  absolute  advantage

内生增长  endogenous  growth

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帕累托最优  Pareto  optimum

偏好  preference

企业  firm

企业理论  firm theory

欠发展  underdevelopment

囚犯困境  prisoner  dilemma

区分序贯均衡  screening  or  separating  equilibrium

全部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全部均衡比较静态分析  comparative  staics  of  general  equilibrium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软预算约束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S定理  Stolper  and  Samuelson  theorem

商品化程度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社会组织试验  social  organization  experiment

生产的迂回度  production  roundaboutness

生产函数  production  function

生产集中程度  centralization  of  production

生产可能性边界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生产率  productivity

时间约束  time  constraint

实证分析  positive analysis

史—杨模型  Shi-Yang  model

市场  market

市场容量  extent  of  market

市场一体化  market  integration

事后生产函数  ex  post  production  function

事前生产函数  ex  ante  production  function

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动态效果dynamic effects of specialized learning by doing

收益的剩余权  residual  right  to  return

思想试验  thought experiment

贴现率  discount  rate

团队生产  team  production

瓦尔拉斯拍卖人  Walrasian  auctioneer

外部性  externality

外生技术变化  exogenous  technology  progress

外生交易费用  exogenous  transaction  cost

外生贸易模型  exogenous  trade  model

外生景气循环理论  exogenous  business  circle  theory

外生失业理论  exogenous  unemployment  theory

完全保险  complete  insurance

完全分工  complete  division of  labor

完全专业化生产  complete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s

委托—代理理论  principle-agent  theory

文定理  Wen  theorem

无止境规模经济  globe  economies  of  scale

狭义内生交易费用  specific  endogenous  transaction

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

相机合约  contingent  contract

消费者—生产者  consumer-producer

新产业的出现  emergence  of  new  sector

新机器出现  emergence of new machines

新技术出现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y

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  neoclassical  comparative statics

新古典分析框架  neoclassical  framework

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al  economics

新贸易理论  new  trade  theory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  new  classical  framework

新兴古典经济学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new  classical  trade  theory

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  new  classical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  new  classical  capital  theory

信贷  credit

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序贯均衡模型  sequential  equilibrium  model

外部规模经济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杨格定理  Young  theorem

要素价格均等化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一般准凹效用函数  general  quasi-concave  utility  function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superadditivity

影子价格  shadow  price

应用研究  applied  studies

应用理论研究  applied  theoretical  studies

迂回生产经济效果  economies  of  roundaboutness

预算约束  budget  constraint

整体最优值  general  optimum

整数问题  integral  problem

中间产品  intermediate  product

中间产品市场  intermediate  products  market

主流经济学  mainstream  economics

专业化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经济  economies of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生产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专业化水平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资产组合  portfolio

资源配置问题 problem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子对策完美均衡模型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自给自足  autarky，self-provided

自利行为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自然过渡性二元经济结构  natural  dual  economy  in  transitional  period

自由企业制度  free  enterprise  system

总成本效益分析  total  benefits-cost  analysis

总合生产力  aggregate  productivity

总量需求  aggregate  demand

组织结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组织效率  organization  efficiency

最优城市分层结构  efficient  city  hierarchy

最优科层理论  theory  of  optimum  hierarchy

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  comparative  statics  of decision

最终产品  final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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